
垄断性行业引入竞争与反垄断问题研究 
 

 

在我国，电信、电力、城市供水、交通运输业以及金融、保险等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性

产业，由于其对国计民生存在的特殊影响，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并长期来实行了国

家垄断经营。一些具有消费的特殊性等特征的基础性和公共产品产业，因其明显的规模经济

性也被归入自然垄断产业之列，在公共品生产以及自然垄断行业市场定价过程中出现的“市

场失效”现象，更成为这些行业排斥竞争以维持垄断经营的主要理由。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

中，由于受到部门（或行业）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一些滥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过程

的超经济垄断现象加剧了这些行业的市场垄断。与一般国有企业相比，这些垄断经营行业的

改革明显滞后，由于长期受到国有经济运行方式的影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政企不分，效率

低下、缺乏竞争等问题，这些现象在目前仍然为国家垄断经营的产业中不仅未得到根本解决，

反而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日益突出，各种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破坏了市场公平原则，保护

了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信号失灵，导致市场资源的错误配置。不仅降低

了这些行业的服务和效益水平，制约了这些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更增加了国企改革的难度，

甚至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 

上述垄断尤其是依靠行政权力建立的超经济垄断现象的存在是对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

则的破坏，以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相结合为特征的市场垄断现象及垄断行为，具有明显的转

型经济特征，深深地打上了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烙印。对这些行业如何打破垄断，引入竞

争，特别是在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后，在对外进一步开放的时候，如何加速对内开

放，建立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环境是一项极为迫切的课题。本文将通过对垄断性行业的现状

进行研究，对自然垄断和超经济的行政性垄断现象作深入的剖析，明确引进竞争机制，减少

垄断行为将是我国市场经济完善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垄断性行业引入

竞争以有效减少垄断发生、促进市场体系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有效措施，为我国垄断经营性产

业深化改革的实践提供有益的理论基础。 

 

 

 

1  自然垄断性行业的竞争机制与反垄断问题 

1.1  不断发展的自然垄断理论 

 

    1.1.1  传统自然垄断理论 

对自然垄断的研究较早就得到了重视，穆勒首先使用了“自然的”垄断一词以特别界定

煤气供应、水供应、公路、运河和铁路等行业的垄断现象
1
，这也是与今天管制经济理论研

究的自然垄断性行业相一致。这时的自然垄断概念与资源的有限性及集中程度有关，特别是

因自然资源等分布不平衡而导致的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世界上因此而形成的垄断最

具代表性的便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但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各种可替代产

品的出现使得因资源限制而形成的垄断越来越少，人们便赋予自然垄断以新的含义。 

进入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一些研究认为在一些行业中，只有一个生产商或供应企业

时，技术上的效率较高，即一个厂商生产整个行业产出的生产总成本比由两个或多个厂商生

产的总成本低，这就形成了自然垄断。这时的经济学家认为单一厂商生产的超级效益和过度
                                                        
1 （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P462 



或“毁灭性”竞争导致了自然垄断的出现，可见，这一阶段自然垄断定义来自于对规模经济

（Economies of scale）性和某些产业出现的边际成本递减情况的研究。阿弗里德·马歇尔

以代表性企业成本函数的形式作为行业结构的根本决定因素，认为平均生产成本递增的行业

通常是竞争性的，而成本递减的行业则是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的（马歇尔，1964 中文版）。克

拉克认为在许多制造业中，管理费用在总成本中占相当比重，在行业中厂商间的竞争远非完

全竞争，当需求不足时，价格将降到边际成本水平，但此时的边际成本比平均成本还低（在

极端情况下，可能不会出现均衡点）（J.M.Clark，1923 年）。格林沃尔德认为：自然垄断是

一种自然条件，它恰好使市场只能容纳一个有最适度规模的公司。
2
人们将具有显著长期规

模经济的行业视作为自然垄断，如铁路、电讯、地方公用事业等，并对该行业内出现的垄断

现象视作当然和理性状态。 

由于存在规模经济，企业的连续生产使平均成本随产量增加而不断降低，直到将生产规

模扩大到最大成为整个市场的独占企业。也就是说，单个企业生产会使社会总成本最低。同

时，由于先进入企业巨大的规模经济性，其成本优势明显，任何新企业的进入都是不现实的。

在这里，规模经济的存在不仅否定了多企业竞争的合理性，也排除了多企业竞争的可能性。

由于在这些行业中缺乏竞争，无法通过竞争形成均衡的市场价格，为减少因垄断带来的负面

影响，各国对这些行业实行了普遍的管制措施，以分化垄断厂商的市场权力。 

1.1.2  自然垄断新理论 

但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上述受管制产业并未因其所具有的规模经济

性而自动地维持住垄断地位。而是不断地遭受到来自外部市场的竞争，如铁路业受到非管制

的汽车运输业的竞争；电讯业受到私人经营网络和特种传输的竞争威胁等。另一方面，在不

同的国家，上述行业受管制的情况也并不完全相同，在一些国家被视作自然垄断并受到严格

管制的行业，在另一国却允许进行竞争。如德国、英国的铁路受到管制，美国的铁路业却允

许私人竞争。在规模经济不再成为进入障碍时，对这些行业的政府管制不仅未能有效抑制不

断上涨的价格，相反却成为新企业进入的障碍，20世纪 60 年代后，在英、美等国广泛开展

的私有化浪潮中，竞争被有效地引入原来被视作自然垄断的行业中。 

在人们认识到规模经济特征不再是自然垄断的必要条件这一过程中，自然垄断的概念本

身并未被放弃。鲍莫尔等人（Baumol,W.J, Bailey,E.E., Willig,R.D.,1977；Baumol,W.J, 

Panzar,J.C., Willig,R.D.,1982）和威廉·夏基（Sharkey,W.W.,1982）分别对此进行了分

析，并开始将成本的次可加性（Subadditivity）概念引入自然垄断的定义之中。自然垄断

行业的成本次可加性可表示为：从事单一产品生产的企业，若产量为q >0 时，企业总成本

为  qC ，存在     
q

dxxCFqC
0

 （ 0F 代表固定生产成本）： 

在所有可能的产量q ，  qC  <0 总是成立，边际成本（MC）就是严格递减的。当 0< 1q < 2q

时，   22 qqC <   11 qqC 成立，则平均成本（AC）是严格递减的。 

如果对n 个产出向量，有  
n

i iqC <   

n

i iqC
1

成立，那么成本函数便是严格次可加的。 

若企业从事多产品生产时，一个代表性厂商的成本函数具有次可加性是指代表性厂商所

有大于零的产量可表示为：  ,,
1

1  


n

i

in qqqq   当        nqcqcqcqc  21
总是

成立时，则成本函数c 对产出 q 便是次可加的。如果该行业所有可能存在的厂商都具有同样

                                                        
2 （美）道格拉斯·格林沃尔德：《现代经济辞典》，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的成本函数，或某厂商拥有先进且独一无二的技术，那么在该市场上只允许这一厂商存在将

使这一行业成本最低。成本次可加性用以反映由一家企业提供产业的全部产量时，其成本低

于由两家或更多企业进行生产时的成本。 

这里还存在一个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的问题，范围经济意味着单一企业生

产数类产品要比由数个企业分别生产的社会成本更低。如以 1q 和 2q 表示两种不同产品产

量，对于严格次可加的成本函数，存在  21,qqC <    21 ,00, qCqC  ，则为范围经济。一

般认为从事多产品生产的企业，只要同时存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就具有成本的次可加性。
3
  

可见，在单一产品生产的情况下，成本次可加性的解释实际上是扩大了自然垄断的范畴。

对于从事单一产品生产的企业，当某一产量超过最大规模经济点，成为规模不经济时，成本

次可加性依然可以成立，规模经济不是次可加性的必要条件，只是充分条件。当企业从事多

产品生产而不是仅仅生产单一产品时，规模经济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也就是

说，是否存在规模经济并不能作为自然垄断的判断标准。 

 

1.2  自然垄断行业的治理选择及其评价 

 

1.2.1  自然垄断与管制 

自然垄断新理论扩大了属于自然垄断行业的范畴，但实践中却难以发现只生产单一产品

的企业。如铁路运输等可分为客运和货运、快速和普通运输等；电讯服务可分为远程通话和

本地通往、网络服务等；电力供应可分为高压和低压电力；城市供水可分为生活（居民）用

水和工业用水、纯净水甚至“直饮净水”等。在规模经济性不再成为自然垄断必要条件的情

况下，自然垄断企业的成本曲线就允许存在上升和下降的两种可能。当边际成本曲线在上升

过程中与市场需求曲线相交，据此决定的产量下的市场价格，只要边际成本等于或大于平均

成本，根据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定价原则，企业不存在亏损甚至将有盈利产

生。当边际成本曲线处在下降过程中或虽然处在上升过程但小于平均成本时，按边际成本定

价将导致企业的亏损。人们把前两种情况称为“弱自然垄断”，后者称为“强自然垄断”。 

针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强或弱垄断特性，引入了政府管制的概念。管制
4
，英文为

regulation,主要指政府对市场进行的干预，即政府对企业经营实行的某种限制，主要表现

为对企业的价格控制、经营约束等。管制概念的引入，主要是试图通过政府的管制政策，对

被视作自然垄断企业的经营进行必要的保护或限制。但是否凡是自然垄断的企业就都应实行

政府管制呢？有关的研究表明，这里存在一个自然垄断企业的“可维持（Sustainability）”

问题，自然垄断企业通过制订一个可维持的价格将有效防止新企业的进入。潘则和威利格

（1977）认为可维持价格是一组使新进入者无利润，垄断者却可获得利润的价格。夏基（1982）

则认为可维持价格是指垄断企业制订的真正能够阻止拥有同等（或低级）技术的竞争对手进

                                                        
3 但夏基的论著中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Sharkey,1982）。 
4 也有学者将其译为“规制”，国内较早的论著多译作“管制”，但近年来规制的运用较多，形成了“规制

经济学”的概念。“规制”一词可能主要是源于日本学者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一书在国内的翻译出版，

该书较早地将管制理论及其运用介绍到国内。其实在日文中的“规制”一词意为：规定、规则和限制，与

日文中书面化的“管制”一词相通，也与中文“管制”词义相似，而中文里本没有“规制”一词。因此，

我以为还是译作“管制”为宜。毕竟在内容未更新的情况下，造出一个新名词的意义不大。 



入市场的产品价格。即当  qDp  时,  qCqp
n

i ii  1
,则表明在产量为q 时, p 的价格水

平是可维持的（  pD 和  qC 分别表示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并且垄断企业的产出充分满

足市场需求，不存在以较低价格和较小的产出获取利润的可能。 

    管制的措施主要分为进入管制和价格管制：进入管制是当自然垄断行业不存在进入障

碍，同时垄断企业不存在可维持价格的状况下，对潜在进入企业实行禁入，以保证在位企业

的持续经营。因此，进入管制在这时实际上是允许在位的垄断企业制定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

价格管制则是当自然垄断行业存在进入障碍时，因不存在潜在进入企业的竞争威胁，为防止

在位垄断企业获得垄断利润而实行的价格限制。对于存在可维持价格又无进入障碍的垄断行

业，则不实行管制，因为存在可维持价格的情况下，潜在进入企业将会因无利可图而不会进

入。但只要允许潜在进入企业的随时进入，便可以通过市场的潜在竞争压力，迫使在位垄断

企业自行选择一组可维持的价格，以获得最大化社会福利。当产业成本最小化要求每种产品

至少有两个厂商生产时，可维持性就要求任意均衡都满足资源配置最优的必要条件。这样，

弱的看不见的手定理对完全可竞争市场上寡头垄断者的约束力，会象在完全竞争状态下发挥

同样巨大的威力。 

    鲍莫尔等（1982）将对进入者不存在进退障碍的市场，称为“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s）。在可竞争市场中，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对在位的垄断企业具有很强的行为约束力。

为不让潜在进入企业找到盈利的进入机会，垄断企业会从一组垄断行为提供的可维持价格中

进行选择，这时垄断企业将无法获得垄断利润，该行业将在无显著超额利润的状态下达到均

衡。若垄断企业无视潜在的进入威胁，新的企业以较低的价格向市场提供产品可获得正的利

润时，潜在进入企业将选择进入，如果进入企业能够以较低价格提供全部市场需求的产出时，

在位企业将丧失掉整个市场。如果市场是可分的，进入企业也可以采取“打了就跑”（hit and 

run）的战略进入某些次级市场并在获取盈利后退出市场。因此，可维持价格成为垄断企业

的最优选择。在可竞争市场的垄断均衡中，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能被很好地极大化。 

    1.2.2  自然垄断行业治理新思路 

对自然垄断行业价格管制的传统方法主要是报酬率管制，如投资回报率管制。投资回报

率管制是根据被管制垄断企业的资本投资额，制订一个相应的投资回报率，在考虑了技术进

步因素后，按确定的投资回报率制订垄断企业的产品价格。投资回报率的水平成为这一管制

方法的重点内容。但在实践中，人们发现由于投资回报率管制是以投资水平为出发点，因而

对被管制企业产生了一种扩大资本基数的刺激，通过扩大资本投资，可以在规定的投资回报

率下，获得更多的绝对利润。这种投资刺激一部分是合理的，但更多地表现为过度投资，产

生所谓“A-J”效应。
5
 

此后，人们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选择。德姆塞茨（Demsetz,1968）首先否定了传统管制

和公有企业治理方法，提出了特许招标制，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由政府管制部门将具有

自然垄断特性的企业经营权授予中标企业，并且明确经营期限。在下一个经营期限前再进行

新一轮招投标。在公开招投标的过程中，通过参与企业间的相互竞争，可以有效地将价格降

到接近于边际成本水平。但公开招投标的本身也是一个成本昂贵的复杂交易过程，可能造成

更大的损失。 

福格桑和芬辛格（Vogelsang and Finsinger,1979）提出激励性管制方案，由管制者制

                                                        
5 艾夫契和约翰逊于 1962 年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由此被称这为“Averch-Johnson Effect”。参见 Averch, 

H. And Johnson, L, 1962,Behavior of the Firm under Regulatory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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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不断降低的价格水平，迫使垄断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低价格也将逐步减少垄断

企业的利润，直到企业盈亏相抵，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激励性管制要求管制者完全掌

握企业的成本信息，而现实中，企业与管制者间的信息总是不对称的，或者是管制者花费更

大的成本去获得企业相关信息，但这却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克鲁、克林多弗（Crew,Kleindorfer,1986）则肯定了公有企业方式，以政府所有取代

私人企业形式。明确企业公有将使因自然垄断而获得的超额利润为政府所有，避免私人所有

导致的收入扭曲，减少社会不公现象。也就是说，这种公有形式的企业实际上被赋予了收税

的职能，进行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但布坎南（Buchanan,J.M.,1965）等指出，征收直接税

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效率最优，间接税则会带来扭曲的效果。通过公有形式间接征税是不可

取的。如果这种公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并未被政府得到，而是被企业自身所占有，造成的扭

曲将更大。 

    纳勒和罗森（E.Lazear, and S.Rosen,1981）等发展了标尺竞赛（yardstick 

competition）和锦标竞争(tournaments)理论,它通过将具有委托代理关系的代理人绩效与

在类似条件下的其他代理人绩效进行比较，从而较为客观地获知经理人员的努力程度。可以

避免将因需求下降（或成本上升）造成的利润下降与经理人员努力程度的不同相混淆。企业

间的标尺竞争是对比同样受到管制的两个或更多个企业经营业绩，如相关行业标准条件下，

产品价格水平一致时的利润水平（资产利润率、单位成本等）。当企业经营利润水平高时，

说明其效率也高，企业应受到鼓励。经营差的企业则应受到批评或重罚（包括经理人员和整

个企业的惩罚），如对经理人员或员工降低薪金等。 

    波斯纳（Posner,1975）、韦斯和克拉斯（Weiss and Klass,1981）等人分析认为，属于

自然垄断的产业并不多，尤其是从长期来看更是如此，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自

然垄断的行业可能会变得稀少。由于管制的成本高昂，加之不可避免的“政府失灵”

（Government failure），通过管制所获得的收益可能远远小于竞争带来的收益。因此，提

出了“取消管制（deregulation）”（或放松管制）的主张，认为市场竞争将有效地解决成本

高昂的管制所无法解决的垄断问题。鲍莫尔和威利格（1987）根据可竞争市场理论也指出，

在近似的完全可竞争市场中，自由放任政策比通过行政手段或反托拉斯手段主动管制更能有

效地保护一般公众利益。 

    近年来，人们针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治理结构，提出了“再管制”（re-regulation）的思

路。“再管制”实际上是对传统管制理论的否定，其执行主体虽然仍旧是政府，但实行的管

制内容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价格水平和市场进入问题，管制者不再对企业经营状况或利润

水平进行限制，而是在市场可竞争的前提下，转向了行业（或生产）标准、安全、质量和服

务标准等方面，如美国航空管制取消后，实现了由运费和航线分配管制开始向飞行安全、服

务质量等管制的转变。 

 

    1.2.3  自然垄断治理思路选择评价 

    1、规模经济性与沉淀成本分析 

虽然新的自然垄断理论不再将规模经济视作必要条件，但在考虑自然垄断行业的市场进

入时，仍将规模经济要求和由此形成的沉淀成本（sunk cost）作为潜在竞争企业进入和退

出时的障碍。认为自然垄断行业存在着巨大的进入障碍实际上限制了竞争的可能，因而始终

希望通过政府管制或其他治理方式限制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这种放弃市场“看不见的手”

转而借助政府以所谓“看得见的脚”却支配整个行业的作法，忽略了管制的高成本以及可能

的“政府失灵”。 

一般地，当存在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时，就要求由政府进行某种程度的干预，



以克服市场失灵可能带来的某些损失。市场失灵是指经济系统存在明显的外部性、公共产品

市场、具有自然垄断性或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失效。这既包括市场功能和

范围的缺陷，也包括市场分配制度的不平等。
6
人们认为市场失灵会让“看不见的手”失去

作用，从而希望引入政府的干预。但市场失灵只是管制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政府管

制可能引起高的行政成本。管制政策的形成和执行不但有收入再分配的性质，而且会干预配

置效率。政府的管制以行政指令方式为主，因而往往导致重现计划经济时的困境。另一方面。

管制者也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工作，管制政策可能是次优的，尤其是当统一管制措施时，

表现在一刀切的法规、复杂的行政程序和制度约束。因此，即使是出发点很好的公共政策也

可能导致对无效率的私人行为的刺激（史普博，1999，P78）。 

更重要的是，管制理论的基础是存在市场进入障碍，可实际上，由于市场中进行单一产

品生产的企业极为少见，在规模经济也不再成为自然垄断必要条件的情况下，进入障碍并不

存在，至少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进入障碍的含义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解释，贝恩

（Bain,1956）与斯蒂格勒（Stigler,1968）分别定义了进入障碍：贝恩认为进入壁垒是现

有企业对潜在的竞争者所具有的相对优势。他例举了三种进入壁垒，如规模经济、产品差异

和绝对的成本优势。而斯蒂格勒则认为进入壁垒是只有新的进入者必须负担，而行业中早已

存在的企业并不负担的成本。 

    根据可竞争市场理论和其他一些产业组织研究显示，规模经济尤其是固定成本并不能构

成进入障碍或进入壁垒，在可竞争市场条件下，生产的技术可由潜在进入者自由利用，由于

进入和退出的低成本，企业的进入必然存在获利的可能。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是阻止市场进

入的力量，已在位企业之间的竞争和新进入的可能性足以降低或消除垄断租金。按照鲍莫尔

和威利格（1981）的研究，实际上，并不是规模经济本身，而恰恰是在位企业试图通过形成

规模经济来建立防止进入的壁垒，才形成了沉淀成本。夏基（Sharkey,1982）也曾分析指出，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存并不必然具有成本次可加性。 

此外，规模经济效益并不会随着产量的增大而无限地扩大。如谢勒（F.M.Scherer,1975）

认为规模经济效益并不存在于无限大产出之中，在超过某种规模时，规模经济效益反而会逐

渐消失，而长期单位成本的作用则会阻止其减少，这可称为“最低有效规模”。当最低有效

规模的产出按最低单位成本价格供给，产出量越接近此时的市场需求，形成市场集中的可能

性就越大。若这时的长期单位成本曲线仍然向下倾斜，市场就处于“自然垄断”之中。这就

是说，最低有效规模和市场需求量同样重要地影响着自然垄断的形成，如果其他条件相同，

自然垄断以及高度集中结构更有可能发生在小市场，而不是大市场中。但现实中的自然垄断

企业却往往占有了整个行业的产出，如我国电讯业、铁路运输和电力供应等，整个国内市场

只有一个巨大的垄断企业。 

    由此可见，随着技术的进步，进入障碍可能已经不复存在，反倒是人们的惯性思维成为

了市场进入的障碍和管制难以取消的根源。 

    2、市场管制的分析 

自然垄断的定义表明，在特定时点上，单一厂商在使用最有效的可获技术时，必须具有

一个次可加的成本函数。但是，竞争的厂商可能在将来某一时候发现新技术，从而找到进入

该行业的理由。一般而言，当存在可以降低整个行业成本的技术创新时，实际的市场进入将

会发生。但是，如果某一企业能够从某一确定的次级市场得到的收益超过在该次级市场的经

营成本时，对于一个具有同样或低级技术的厂商来说，进入市场也同样具有吸引力，这也被

称为“撇奶脂”（cream skimming）。这就是说，在市场可分的情况下，进入者将更多地选择

进入。 

                                                        
6 （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4 年版，P25 



但政府的管制实际上使得潜在进入面临着更大的障碍。一般而言，所有能够有效约束消

费者或企业选择的管制措施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市场均衡，也就是说，“管制限制了市场

交易的潜在范围”（史普博，P39）。史普博由此认为是交易的内部性(internality)
7
问题导

致了管制的存在。认为是内部性而非沉淀成本构成了费率和进入管制的基础，在缺乏竞争的

情况下，严重的败德行为增加了监督合约的执行成本，因此需要进入管制（史普博，1999，

P792）。政府管制是建立在完全信息的假设之上的，在市场实践中，企业与政府管制者之间

信息的不对称，必然导致政府管制的失灵或低效率。因此，对自然垄断企业的管制应从市场

进入和价格水平上摆脱出来，借助市场机制达到均衡。施瓦茨和韦德（Schwartz and 

Wilde,1979,P679）就曾指出，公共管制政策应该鼓励竞争，通过竞争来达到企业提供价格

和合同条款的可比较资料的目标，并使价格和合同条款以易于了解和比较的形式向消费者公

开。也就是说，当管制者存在对成本函数（或需求）的不完全信息状况，管制者可以通过放

弃一定的规模报酬，即不只允许一家企业生产，而是引入竞争并通过多家企业间的竞争获得

有关成本信息等。 

    垄断利润的存在实际上是对潜在竞争者的进入鼓励。由于存在进入管制行业中的企业维

持高价格销售，它实际上鼓励了无效率的进入。一个新的企业只要能够以低于垄断价格的产

品向市场提供产品，将会积极进入那一市场。为了防止由此产生的“撇奶脂”式进入所引起

的资源浪费和补助计划的崩溃，管制机构就必须实施进入控制，而这些管制原本是不必要的。

而存在交叉补贴的垄断性市场，既会对进入实行管制，也同时会对退出进行管制性控制，否

则，受管制企业会完全放弃那些管制机构要求它以无利可图的费率提供的服务。如果顾客不

愿支付能补偿其服务成本的价格，那么在非管制市场中的企业就会放弃提供这种服务。 

对公用事业的管制实际起到了对一种无效费率结构的维持作用，这种管制甚至成为竞争

的阻力。管制更像一种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产品，它是为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所需要，并且也

是为它们提供的产品。管制并不能总是以有效率的受管制服务供给来保护普通消费者的利

益，比较管制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与收益，一些期待的特定管制受益集团实际并未得到收益。

波斯纳曾分析指出，假设有两条同样长途的铁路，它们运载同量的货物，而且维护它们的成

本也相同。但一条铁路有 10 个托运人而另一条铁路却只有 1 个托运人。如果为了避免个人

歧视而强迫铁路对 11 个托运人收取同样的价格，那么低使用率铁路上的托运人支付的运费

只是两条铁路的总成本的很小一部分，而如果铁路停止为他服务，那么一条铁路线的成本是

能够避免的。因而特别利益消费者团体（如某些商品的托运人）和产业成员的联合（coalition）

可能会特别有效地操纵管制过程，从而得到了更多的垄断利润（波斯纳，1997）。 

在对自然垄断行业实施政府管制的情况下，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制度性缺陷，即被管制企

业对管制者的寻租行为。斯蒂格勒（1989 中文版）通过对政府管制行业的研究，提出了“管

制俘虏理论（Capture Theory of Regulation）”。该理论指出，在垄断的市场结构下，垄断

厂商可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垄断结构的形成既可通过组织卡特尔等形式，也可以籍由政

府实施的进入管制而形成，组织卡特尔往往是竞争法所禁止的，而要求政府实行管制则可以

获得稳定和安全的垄断收益。但政府管制并不能免费获得。因此，厂商往往通过政治捐献或

赞助等，获得某些政治集团的支持。当然，不同的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有时消费

者利益集团的利益也可能被纳入考虑范围。但消费者团体的分散性，使其在对管制者的影响

方面较厂商更弱。管制最终变成了不同利益集团寻租的对象。因此，“只有当管制者宁愿让

一家单个企业生产时，自然垄断就产生了”（泰勒尔，1997 中文版，P25）。 

一些传统上的自然垄断企业对管制的依赖，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管制者被俘虏的问

                                                        
7 史普博对内部性的定义是：交易过程中未被计入但却由交易参与的一方所承担的正负效应（史普博，

2000）。 



题。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 20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垄断是因为该公司拥有电报电话

的专利，随后在政府进入管制的帮助下建立并维持了该行业垄断的市场结构。主张管制的人

认为在管制下的自然垄断可以提供较廉价和较优质的服务。因此，在专利保护期结束后，该

公司依然凭借政府的管制维持着垄断的格局，并且限制其他公司生产电话附加设备。直到由

此引发了一场反垄断官司之后，美国电讯市场的独家垄断格局才被打破。 

 

1.3  竞争机制与自然垄断行业的治理 

 

从数学上看，次可加特性极易证明，也十分简单。但在实践中，具有成本次可加却难以

证明，这主要源于企业成本信息的不完全性。成本次可加性要求获得所有产品生产信息，并

且能够通过计算所有企业生产成本函数，确定其满足        nqcqcqcqc  21
条件。

但正如我们上面讨论的，对于垄断经营企业，即使是受到管制的自然垄断经营企业，经营成

本信息出是不完全或者说是不对称的（这也是管制者无法真正行使好管制权的主要困难）。

在缺乏必要的成本信息基础上，人们是如何得出某一产业属于自然垄断而不是竞争性产业的

呢？一个城市不能设置两套通讯网络或两套供水管道是一个可以替代的判断标准么？
8
实际

上，完全按照自然垄断产业的成本次可加性标准进行行业属性的判断是没有结果的，实践中，

更多的只是一个经验的判断，或者是人们对于某些传统垄断产业想当然的惯性思维。从这个

角度来说，主观的成份更多于科学的分析。 

既然对于自然垄断产业的判断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判断，那么我们如何分析那些被纳入

自然垄断范畴的相关产业便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在我国，铁路运输、电力、城市供水、管道

煤气、电讯业等行业被视作自然垄断而不允许新的企业进入。实际上，这些行业的垄断经营

并不是与发达国家一样通过市场竞争等方式形成的，而是与我国所有国有企业一样属于传统

计划经济下的垄断经营，并在其它领域的国有企业纷纷放开竞争的情况下，仍被保留在垄断

状态之中。更多的原因是由于这些行业属于公用事业，而公用事业被视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重要行业，被认为不宜竞争的。但实际上，公用事业并不具有自然垄断特性，所谓“关系国

计民生”也不应作为垄断经营的理由。
9
如高速公路建设便是一例，高速公路建设很早就引

入了竞争。还有城市公交，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引入竞争的行业都是重要的公用事业，但

竞争却带来了这些行业的较快发展。 

 

1.3.1  自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分析 

一般认为，如果在自然垄断行业存在竞争，就会导致较高的生产成本，消费者将为此支

付较高的价格。可事实并不支持这个结论，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竞争不仅有利于提高生产

效率，还有利于提高分配效率。竞争的引入并未导致较高的生产经营成本，而是降低了成本。

如美国学者沙利文(Sullivan,1983,P632)通过对引入竞争后的电讯等行业实证研究表明，在

自然垄断企业，由于竞争的引入，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反而下降了，产品价格也得以降低，

                                                        
8 周其仁教授曾举出一个洗衣机的例子，认为每户人家都宁可让洗衣机更多时间闲置不用，也一定会自购

洗衣机而不是去与他人合用，由此得出某些必要的重复建设是必需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济性的判

断可能具有两重性。除此之外，还有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电讯、广电等三套网络并存现状，利用本已

存在的网络引入竞争，恐怕还不能视作重复建设。我想这也许是周其仁教授提出“数网竞争”的主要原因。

可参见周其仁：“三网聚合，数网竞争”，《证券市场周刊》（月末版），1998 年 9、10、11 期 
9 石路明教授对此有过很好的论述，他认为粮食行业于国计民生最为重要，但却是最早开放竞争的。如果

以“关系国计民生”作为不宜竞争甚至垄断的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参见石路明：“评国家垄断经营产品的

定价问题”，《经济学消息报》，2000 年 6 月 2 日版 



消费者不仅没有为此付出更多，而是得到了直接的好处。 

另外，当一个产业面临来自可竞争性产业的竞争时，即使它具有大量的沉淀成本，管制

者也无需对它进行任何价格管制。贝利和鲍莫尔（1984）观察到，美国 1976 年的“铁路再

生及改革法案”和 1980 年的“交错铁路法案”（Staggers Rail Act）中，针对存在其他运

输者或其他运输方法（尤其是卡车）的有效竞争的区域内，就取消了铁路价格的管制。也就

是说，沉淀成本本身并不足以导致价格和进入的管制。在许多竞争性市场上都有巨大沉淀成

本的存在。如资本密集型产业（汽车、钢铁）和 R&D 密集型产业（化工、计算机）就必须承

受相当大的沉淀成本（史普博，1999，P791）。乔科斯和施马尔仁西（1983，P20-21）也同

样观察到，即使在发电和输电设备上存在大量的沉淀成本，竞争也是可行的。 

实际上，我们从自然垄断理论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自然垄断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自

然垄断产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借助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自动而有效的将

某一产业从自然垄断状态中分离出来。而竞争机制的引入无疑将极大地促进技术的进步，从

而更快地减少自然垄断产业的数量。当然，人们也可能在今后发现另外一些形式的自然垄断

产业，但只要市场是非管制和竞争的，技术的进步将在竞争中不断改造可能的自然垄断产业。 

因此，原本以保护消费者为由，实行市场禁入以限制竞争的政府管制政策，实际上是损

害了消费者利益。这就表明，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反垄断的措施，并不仅仅是通过存在着各

种不确定因素和成本未知的管制措施，而同样可能借助于市场竞争这一“看不见的手”来有

效地调节。 

 

    1.3.2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竞争机制的建立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主要包括了电信业、电力、铁路运输、管道燃气和城市供水等行业。

但我国这些行业的垄断经营并不是与发达国家一样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而是属于传统计划

经济下垄断经营的继续。由于我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来，这些垄断行业的产出

往往较低。前面分析已经指出，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尤其是需求的增加，往往可以使得自然垄

断的产业发生改变，丧失其自然垄断属性。 

  自然垄断具有阶段性，局部性（或地域性）特点。也就是说，垄断的存在通常需要许多

限定条件，它们一般是指在一定市场范围内、一定时期的垄断。自然垄断尤其如此，它不仅

受到需求变化和规模经济边界的强有力约束，更受到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往往是随

着技术的创新，原来可能被归入自然垄断的厂商将随之丧失掉自然垄断属性。在技术创新和

竞争的国际化等因素的推动下，某些自然垄断行业的特性已经被打破，有些行业已不再具有

自然垄断的特点。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显著进步，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差距

也发生了变化。市场需求急剧增长，需求的多样化也日益显著。自然垄断行业其实正在发生

着不可逆转的变化，如现在航空和汽车运输业已经不再归入自然垄断行业，其实航空运输业

不再被视作自然垄断还是受益于美国航空运输业的改革。铁路运输业虽然自身尚未进行内部

分割，但实际上已经面临着来自汽车运输、航空运输业的竞争，这些异质的可替代产品竞争，

已经使得我国铁路运输企业的生产效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城市供水企业而言，存在所

谓“直饮净水”的发展要求，这些也可以归入高端用户需求。其已经面临有城市内的“纯净

水”供应市场内的竞争；而电力业的竞争现在则主要表现在发 

电企业间的竞争。 

根据自然垄断的定义，进行单一产品生产的具有严格成本次可加性的产业才真正具有自

然垄断特性。在对我国归入自然垄断的行业进行细分后，我们发现只有城市供水等行业在对

其业务作进一步分解，以管道网络供水为内容的服务才具有理论上的自然垄断特性。对该类

行业引入的竞争将可以通过市场外的竞争，如引进经营权招标等方式对垄断进行有力的限

制。此外，还可以在进行政府管制的前提下，通过标尺竞赛（yardstick competition）和



锦标竞争(tournaments)等方法，对经营者进行绩效考核，防止因垄断造成更大的社会福利

损失。 

    标尺竞赛和锦标竞争理论由纳勒和罗森（E.Lazear, and S.Rosen,1981）等人发展,它

通过将具有委托代理关系的代理人绩效与在类似条件下的其他代理人绩效进行比较，能够较

为客观地评价经理人员的努力程度。以避免将需求变化（或成本上升等外因）造成的利润下

降与经理人员努力程度的不同相混淆。自然垄断企业间的标尺竞争是通过比较受到管制的两

个或更多个企业经营业绩，如相关行业标准条件下，产品价格水平一致时的利润水平（资产

利润率、单位成本等）。当企业经营利润水平高时，说明其效率也高，企业应受到鼓励。经

营差的企业则应受到批评或重罚（包括经理人员和整个企业的惩罚），如对经理人员或员工

降低薪金等。 

    将标尺竞争或锦标竞争理论运用到自然垄断产业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存在着类似的可对

比企业，如果自然垄断企业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形成，也就是说，自然垄断只是局部或地域性

的，则可以将其他同样区域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比较。如铁路行业最初在英国属自然垄断并

受到了进入管制，但铁路行业在美国却是可竞争的；日本的高速铁路运输市场的民营以及竞

争性均较强，而中国铁路运输业仍处在独家垄断经营状态等。可以将这些具有共性的企业经

营进行对比，以判断这些企业的经营效益。 

但若作为对比的样本企业同样属于垄断经营时，也可能会出现同样的低效率。因此，可

以通过设立竞争企业的方式进行直接的比较，如根据城市布局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区域，分别

设立相对独立的自来水供应企业，在允许企业间的相互进入情况下，竞争将有效地避免经营

低效率的出现。在企业间的相互进入受到一定的管制时，管制者可以用经营业绩较好的企业

作为判断参照，建立激励机制实施奖惩。毫无疑问，这种经营上的准竞争具有正的激励作用。 

    电信业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在电信业诞生后很长时期内，通信基本上依赖固定网络，

网络建设不仅投资大、成本高、投入以后不可转为其他用途，而且网络经营还具有规模经济

的特点。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电信与供电、供水等行业都被称为自然垄断行业。

但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随着微波通信技术和数字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的服务方式不

断衍生，电信网络和服务范围大大拓展，电信自然垄断的特征逐步淡化。继续对电信行业实

行垄断，既不利于电信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充分利用新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机遇，因此各

国纷纷开始在电信业中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电信业的改革因而成为当前世界各国的一

个热门话题。对于我国电信产业，竞争态势已初步形成，已经出现的竞争包括长途电话、IP

电话、移动电话市场等。近来不断出现的电信业分割重组主张，实际上正是竞争的进一步深

化。 

 

    1.3.3  我国移动通讯市场的进入博弈 

    我们以中国移动通讯市场为例，通过这一市场中两大企业的进入博弈过程，分析网络产

品市场的垄断与竞争关系。传统上，具有网络经济特征的电信业一般被视作自然垄断行业，

因而理论上以单一企业的垄断经营为最优，不适宜引入竞争。但近年来欧美电信改革使得这

一传统认识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人们一方面不断削弱电信市场的垄断，另一方面也将这一过

程解释为技术进步。但在电信网络的垄断性尚未受到质疑的时候，中国电信市场的改革再一

次走到了理论的前头，2001 年底的中国电信分拆方案，开始了固定网络间的竞争格局。竞

争不仅在自然垄断市场的外部出现，还与一般竞争性行业一样出现在其市场内部。10
 

                                                        
10 所谓自然垄断性行业的市场竞争与市场内竞争，意指严格存在成本次可加性的单一产品生产的自然垄断

行业，在无法引入竞争的情况下，可以用招标等方式确定经营者，同时确立有效的政府管制制度；而在成

本次可加性不明显或多产品生产的垄断性行业，则可以通过引入竞争从而打破垄断状况。前者的竞争是对

整个市场的竞争，发生在市场本身之外，后者的竞争则出现在市场内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兹：“促



    一般地，竞争所带来的市场压力将会有效地促进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绩效，从

而提高服务质量并降低价格。在中国移动通讯市场，现有两家竞争企业：中国移动通信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本文根据弗

登伯格和泰勒尔的网络产品阻止进入定价模型（Fudenberg and Tirole,2000），对我国移动通

讯市场的进入博弈和消费者选择决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只要不存在市场禁入，

也即市场是可竞争的，而无论竞争是现实存在的还是潜在的可能，引入竞争都将提高具有自

然垄断特性产业的市场产量并降低价格，从而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一般地，不同的消费者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可以分为具有较高购买力和较低购买力的

消费者群体。因此，我们将消费者分为高端消费者群体（高端用户），其比例为 a，成为移

动通讯用户的效用以 hu 表示；相应地，低端消费群体（低端用户）则为 a1 及效用以 lu 表

示。从供给角度而言，则有 hu > lu >0。 

    给定现有移动通讯市场的用户等于 1，而新增加的用户群体亦为 1，因此，每一时期的

市场消费者便有 2 个。当网络规模为 S，网络的外部性（网络产品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故

为正值）为 x ，技术进步率以 r 表示，则消费者每一时期从网络产品的获得的效用为

rtxsu  ，消费者和企业有着相同的贴现因子 ，因此消费者在时期 t的效用表现为支付

意愿 1))(1(  tt xsxsru  ， ts 和 1ts 分别表示在 t和 t+1 期的网络规模。 

    1、垄断的中国移动产品定价模式 

当中国联通公司成立以前，具有垄断地位的中国移动不存在任何进入威胁，这时消费者

无法进行市场的选择，其消费意愿将取决于原有移动网络用户的规模以及今后规模的增加。
11因而中国移动面临两个选择，或者将产量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提高价格以销售给高端用

户，或者将产量充分扩大并以低价出售给全体消费者。 

在时期 t，中国移动首先确定一个价格 tp ，消费者再决定是否购买。如前所述，价格 tp

的确定应与 t-1 期的购买规模 1tq 有关，从而决定了 t 期的消费者支付变量（包括已有网络

用户规模 1tq 和现期的价格 tp ）。因此，中国移动将充分展示 1tq 的现有功能，我们以相应

函数关系  1 tt qQq 表示其纯战略均衡，设建立在 t-1 期基础上的 t 期的网络价值为

 1tqV ，当消费者在 t 期作出购买决策，其决策由消费者支付价格与网络效应间的净剩余

1 tt uqp 决定。 

具有垄断地位的中国移动目标是其销售收入现值的最大化，当消费者有着正确预期时，

在位企业获致于稳定状态网络的收入流可达到 MPE。如果在位企业在每一时期卖给所有消

费者，则消费者在每一期网络效益获得 2x，在位企业的稳定收入为   rxul  21  ，以

                                                                                                                                                               
进规制与竞争政策：以网络产业为例”，见张昕竹主编：《中国规制与竞争：理论和政策》，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P369 
11 网络产品最大的特点在于其规模效应，当网络用户只有单一个体时，其价值为零，而随着网络用户的增

加，其效益呈现倍增的特点，也即具有显著的网络外部性（Externality）。 

 



 m 表示。如果在位企业只销售给高端用户，每一期的网络效益则是 2ax，因而其收入是

     araxua h   21 。 

进一步，对于不同的消费者群体，在 t 期其购买决策发生在 1)(  tlht xqpp ，当

 xaxrup lhlh  ))(1( )()( ；对垄断的中国移动而言，其市场战略是对所有的产量

1tq ，将价格定为 11)(   tht xqpqp ，故对所有 1tq ， aqQ t  )( 1  

在产量为 a 时的高定价与产量为 1 时的低定价间，存在明显的价差以区别出高（低）端

用户的购买力差异。由于巨大价格差的存在，即便所有消费者都购买，对单个低端用户而言，

其购买行为仍是不明智的；如果只局限于高端用户购买（意味着网络效应要相对缩小），对

每一个高端用户而言，其购买决策仍是明智的。给定消费者的上述战略选择，垄断的中国移

动最优选择是 1)(  tlht xqpp ，从而 

)()()( 11 mVxqpaVxqpa tlth     

也即：  )()()( aVmVxpxpa lh                            （1） 

给定中国移动的产量选择或者为 1，或者为 a，其在（t+1）期的价差为 x(1-a)，由一阶

方差公式可知， )()( aVmV  = )1( axa  ，因而（1）等于： 

    )1)(1( aaxpap lh                                          （2） 

当中国移动将产量提高到 1，并以低价策略销售取代限量高价策略时，则 

      )1)(1())(1())(1( aaxaxxruaxxarua lh     （3） 

或， 

      xxaxar
a

uau lh 



 


2)1()1(

1

1
 

                     =  xara 2)1()1( 2









1

)()1( aaxa
         （4） 

    可见，当移动通信市场上缺乏竞争的情况下，中国移动凭借垄断地位限制产量时，可以

获得较占领整个市场更大的利润。这显示当产出为 a 时存在一个稳定的 Markov 完全均衡，

其利润甚至要高于出售给所有消费者。原因在于垄断的中国移动虽然具有 11 tq 的产出能

力，但仍将下一期产出固定在 aqt 1 的水平。即： 

当 lh uau  >    2121 axra  时，  a >  m  

    这样，据有垄断地位的中国移动唯一的纯战略均衡是只将产品出售给高端用户，即对于



所有 1tq ，其产量将保持在 aqQ t  )( 1 水平。 

    )1())(1( Qxxrup ll                                 （5） 

    )())(1( aQxxarup hh                               （6） 

对一般的 1tq ，存在一个价格分别为 )( 11   tltl qpxqp 和 )( 11   thth qpxqp  

  在位企业最优是选择某一销售水平下的高价，我们有 

)( 1tqV =max )1()(),()( 11 VqpaVqap tlth    ，因而在位企业总是制定高价即等于： 

)()( 1 aVqap th  > )1()( 1 Vqp tl  ，对于所有产出 1tq                 （7） 

    因为消费者类型只有高端用户和低端用户两类，其单调性表明仅仅只有两种 Markov 完

全均衡产出，且不是低的产出：每个产出都建立在原有网络基础上的增长，因而 Q(1)=1 和

1(a)=a，或者产出只售给高端用户，Q(a)=Q(1)=Q。这样，在第一种情况下，（7）变成为 

    )(
1

)(
1 aqax

a
t 







> )1(

1

)(
1 


tqx

a




，或者 

    )1()(  a >  )1()1)(1( 1 aqxa t   ，（等式右边为负） 

在第二种情况下，Q(a)=Q(1)=Q，有 V(1)-V(a)=x(1-a)Q，以高定价代替低定价，则（7）

成为：  )1()1()1( 2  axaruau lh >  12)1(  tqQxa  ， 

由 lh uau  >    2121 axra  可知，( lh uau  )1()1( 2  axar >  21 ax  ，

因此，表明 )1)(1( 2a >   121  tqQa  ，对所有 1tq ，Q， 和 a 在 0 和 1 之间均

成立。也就是说，中国移动在限制产量并以较高价格（垄断高价）销售产品，在市场出清的

情况下，其利润水平高于满足全部消费者需求状况下的高产量和低价格。从而其理性的选择

将是产量的限制和垄断高价。 

 

2、中国联通成立之后，中国移动通讯市场竞争格局出现，对于中国联通的进入，中国

移动采取的对策存在两种可能，即： 

    （1）中国联通提供的产品具有全新的技术，原有用户将在完全放弃中国移动产品的前

提下转而成为中国联通产品的消费者，且两个网络间不能兼容。这样，中国移动将由于竞争

的压力而将选择产量为 1，同时选择低价格水平进入销售以期占领整个市场，在其边际成本

为零的情况下，销售价格将定为零。但由于中国联通提供的技术更为先进的产品，同时也将

以 1 的产量和低价格进行生产和销售，产品价格也为零（Fudenberg and Tirole,2000）。消费

者将会从价格和技术两个方面出发选择中国联通的产品，进而使得中国联通成为市场中新的

在位企业并占领整个市场。一般地，新的独占地位将直接诱使拥有新技术的潜在进入企业，

早于社会最优状态所允许的进入时机而进入现实的竞争市场。12这时的社会福利损失主要表

                                                        
12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联通将选择尽可能早地进入市场，甚至要早于社会最优状态下所允许的时刻。从 2001

年底以来中国联通推出技术水平更先进的 CDMA 网络时的进程，便可以看出，虽然 CDMA 只是移动通讯



现在因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搁置者成本（Costs of stranded of users）、过度进入成本（Cost of 

excessive entry）和抽租（rent-stealing）。 

（2）当新进入企业中国联通提供的产品虽然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但仍只是中国移动

提供产品的可替代产品时，在受到价格管制的情况下，13两家企业将以产量为选择变量。我

们把一对产量（ Aq 、 bq ）作为均衡水平，在这种水平下，两厂商中的任一个都不能通过选

定其他产量而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达到竞争市场上的古诺均衡。我们设中国移动（厂商 A）

和中国联通（厂商 B）的产出分别为 Aq 、 bq ， f ( Aq , bq )表示市场上需求函数的反函数，

C ( Aq )和 ( bq )表示总成本函数，两家企业各自的利润函数则为： 

      0



ABAAB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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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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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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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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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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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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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竞争机制的建立将使得企业降低成本和价格、提高绩效和服务的重要力量，

也就是说，竞争成为有效增进社会福利的内在动力。 

 

 

 

2  中国电信业的发展看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机制的建立 

2.1  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历程 

 

    2.1.1  中国现代电信产业的萌芽阶段 

自 1842 年 4 月 15 日香港设立邮局及 1869 年在上海租界内出现电报线路以来，近代邮

政、电信事业开始在中国出现。1881 年底，我国自行创建的首条津沪电报干线建成通报。

次年，中国第一个电话交换所在上海外滩建成；负责津沪间电报业务的津沪电报总局改称为

中国电报总局。此后数年间，沟通各省大城市及边疆地区的电报线路相继修通。以此为基础，

中国通信产业从无到有，开始了艰难的发展历程。到 1949 年，除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电报业

务外，电话业务极为落后，全国大城市的市内电话局仅 10 个左右，全国近 1/4 的县城没有

邮政局。国际电信业务的开展尚处在起步阶段。 

 

    2.1.2  中国电信业的起步与电信业严格管制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电信事业得到了大的发展。1949 年，全国邮电业务总量

完成 13529 万元，长途明线 14.6 万公里，电话用户 21.5 万户，全国电话普及率为每百人 0.05

                                                                                                                                                               
发展中的 2.5G 技术，而非真正全新的第三代技术，且在技术尚未成熟和完善的情况下，联通仍采取了积极

推进的策略，由此可见市场独占地位的前景加速了其进入市场的过程。 
13 我国电信资费的制订实行了政府定价，目前仍由信息产业部主持制定。由于中国联通公司作为市场中的

新进入企业，与具有垄断地位的中国移动无法形成有效的公平竞争，政府采取了“非对称管制”政策，允

许中国联通产品（和服务）在价格上可上下浮动 10%。当然，企业若可自行选择价格竞争方式，则可形成

古诺竞争均衡的价格竞争形式——伯川德竞争均衡（Bertrand Competition）。 



部。1950 年成立邮电部，随后，各大行政区、省、地、县各级邮电机构也建立起来。50 年

代国内长途通信网初步形成规模，并基本能够满足当时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通信需要，1952

年全国邮电部门实现扭亏为盈。在“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 年），电信部门对通信网

络进行了扩建和改造，采取“重点建设、照顾一般”和“有线为主，无线为辅”的方针，以

省会城市和军事、经济意义重大的城市或地区为建设重点，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通信网。从

各省会城市到地区和县城间，基本上开通了有线通信。在通信设备方面，结合技术进口，开

始自主研发部分产品，至 1959 年全国建成省间、省、县间、县四级辐射的公众电报网，基

本上实现电传打字机通报。 

    1964 年，首次研制成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缆和微波通信设备——600 路对称电缆载

波系统和 600 路微波中继系统及配套设备。到 1965 年底，全国共有电报电路 6955 路，长话

电路 9913 路，长途电缆长度 2377 皮长公里，长途架空明线 50 万对公里，局用交换机 207

万门，电话用户 129 万户，话机总数 208 万部，话机每百人普及率 0.29 部。1965 年全国电

信固定资产原值达到 22.6 亿元。全行业实现盈利 8562 万元。但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电

信产业步入缓慢发展时期。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到 1980 年，全国长话电路约为 2.7 万路，近半数的省会城市开办

了自动或半自动长途电话服务。局用电话交换机近 400 万门，其中自动电话约 116 万门，当

年实现利润 9400 万元，较上年增加近一倍，彻底扭转了“文革”时期的“十年九亏”局面。

但总体上年看，当时的电信产业仍极为落后，同期的日本，人口约 1 亿，拥有的长途电路达

202 万路；400 万人口的香港拥有自动电话 130 万门，当时我国的电话普及率甚至尚未达到

非洲平均水平的一半（辛晓梦、王雅平，2000，P8）。 

1980 年代以前，在严格的价格管制下，全国电信资费虽有变化但幅度不大，因其明显

的公益性，电信业以服务为主要目标，尚谈不上盈利。电信业务也极少，只有市话、长话、

国际电话、农村电话四类。造成我国电信产业落后的主要原因是：邮电投资较少，在国民经

济总投资中所占比重基本在 0.8%左右。无法与重工业投资占 55%的状况相比，即便是就整

个交通运输行业来看，也远未达到其平均水平。而同期西方发达国家邮电投资通常占整个投

资总额的 3-5%以上。1980 年之后，电信业的投资规模得到了迅速提高。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运输邮电业投资占国民经济总投资比重（%）  表 1-1 

 
“一五” 

1953-1957 

“二五” 

1958-1962 

调整时期 

1963-1965 

“三五” 

1966-1970 

“四五” 

1971-1975 

“五五” 

1976-1980 

交通运输邮

电业 
15.3 13.5 12.7 15.4 18.0 12.9 

其中邮电业 0.8 0.6 0.5 1.4 0.9 0.8 

资料来源：根据刘统畏：《交通通讯与国民经济》，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P26 

               1981-2000 年邮电业投资增长情况统计              表 1-2 

 
“六五” 

1981-1985 

“七五” 

1986-1990 

“八五” 

1991-1995 

“九五” 

1996-2000 

邮电通信企业固定

资产投资金额 
59 亿元 202 亿元 2423 亿元 6981 亿元 

占国民经济总投资

比重（%） 
1.7 2.23 3.93 5.17 

国家财政投入占邮

电总投入比重 
24.4 27.7 27.7 20.1 

电话初装费占邮电

总投资比重14 
21 27 52.5 24．8 

                                                        
14 有关邮电企业收取的电话初装费，几乎所有公开统计文献中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更多的人也许根本

就无从知晓自 1980 年以来，我国邮电企业到底收取了多少初装费？从收取电话初装费的初衷来看，邮电企

业收取的这笔费用并无返还给消费者的可能，但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呼声，似乎对此提出了不少异议。本数

据主要根据相关文献中披露的材料计算而来。 



资料来源：有关投资金额及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邮电通信业发展统计公报》； 

有关电话初装费数据 1990 年后包括移动电话入网费，根据以下资料整理。1、陆伟刚：“中国电信市场非均

衡运行”，《中国工业经济》，2001 年 8 期，P45
 

2、辛晓梦、王雅平：《跨越时空——中国通信产业发展启示录》，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P14-16 

3、周望军：“关于我国电信业改革与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宏观经济研究》，2001 年 5 期，P27 

4、信息产业部综合司：《邮电通信业发展统计公报》（2001 年） 

5、张忠恕：“中国邮电事业 50 年”，《中国经济年鉴》（2000 年），P839-842 

 

此外，严格管制的价格体制使得电信产业长期处于微利甚至亏损运营状态之中，整个国

民经济的低增长也使得国家的投入极为有限，电信行业发展所需的积累也很少。自 1950 年

邮电部成立，开始了我国“邮政、电讯合一”集中统一管理体制，1958-1960 年，邮电系统

实行的垂直领导体系改为以地方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在进入调整时期的 1961 年，恢复了

以邮电系统为主及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的体制。1967 年邮电部实行了军管，1970 年邮电部

被撤消，邮政、电讯分设，分别成立隶属于军委总参谋部通信兵部的电信总局和隶属于新成

立的交通部的邮政总局，各省、地、县分别设立邮政局和电信局。1973 年恢复邮电部，重

新实行“邮电合一”体制。总体上看，除个别年份以外，全国邮政、电讯业的生产和经营基

本为统一管理体制，并主要由当时的邮电部实行了严格控制，直到 1980 年代初期。 

 

2.1.3  中国电信产业的高速发展与放松管制时期（1980 年—1993 年） 

由于邮电部直接垄断经营公用电信业，国家对电话资费实施严格管制，在无盈利或亏损

情况下，电信业的发展受到抑制，电信基础设施及服务短缺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之一。为解

决落后的电信产业状况，1980 年，国务院 8 位副总理听取邮电部汇报，1982 年就邮电事业

发展召开 17 部委会议， 1984 年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分别对邮电发展做出“六条批示”。国

务院批准的邮电部的请示，做出了加速邮电事业发展的决定。国家和地方扶持通信建设的一

系列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相继实施。 

    从 1980 年至 1993 年，成为放松电信价格管制阶段，改变传统计费方法，以投资回收和

扩大电话用户作为资费定价原则，电信价格得以极大的提高。国家同时出台了鼓励电信发展

的政策，电信产业得到飞速发展，通信业成为持续超过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行业。在资

费水平大幅提升的情况下，电信也一跃成为盈利丰厚的行业。15
 

国家鼓励电信业发展的具体措施为：开始收取市内电话初装费，市话利润不上交。1979

年国务院批转邮电部请示，同意向用户收取用户安装费用，1980 年 6 月，邮电部、财政部

和物价总局联合发文规定了收取市话初装费的办法和标准。1990 年国家物价局、邮电部提

出了确定初装费资费标准的原则，此后又进行了多次调整和修订。这项政策在“七五”、“八

五”期间，解决了全国大约 1/3 的电话建设资金。初装费成为支撑我国通信网建设的重要资

金来源（参见表 1-2）。 

三个“倒一九”和关税减免政策。1982 年规定邮电利润（后改为所得税）和非贸易外

汇收入只上交 10%。此外，还确定了市话利润不上交，实行邮政利润全部返还的“以邮养

邮”政策，以鼓励电讯业的发展。1986 年规定预算内拨改贷资金只偿还 10%本息；对邮电

通信的技术改造项目实行进口关税减半；对外国政府和世界银行、亚洲银行贷款购买的通信

设备实行全免税政策。 

加速折旧政策。为鼓励电信企业更新改造和技术投入，邮电部门制定了加速通信设备折

旧政策，采用双倍余额法，电信企业在 5 年内计提完全部折旧额，提高了综合折旧率；各地

政府对于邮电局所等建设的征地、拆迁分别制订了一些优惠政策。此外，一些地方还批准收

                                                        
15 电信等垄断企业的盈利带来了行业员工的高福利，这也成为近年来一些传统垄断性行业受到广泛指责的

重要原因。对如何改变垄断行业存在的员工收入过高的状况，已有不少文献进行了论述，可参见苏海南、

狄煌、孙玉梅：“如何调节垄断经营性企业过高收入”，《中国经济时报》，2001 年 6 月 1 日  



取通信建设专用资金和业务附加费。 

在上述优惠政策支持下，国内的通信产业进入一个大规模发展时期。1980 年，福建省

在全国率先引进数字程控交换机，从此进入了中国通信设备的大规模引进时期。从 1984 年

到 1995 年间，邮电企业共引入外资 63.2 亿美元（辛晓梦等，P23），约占同期邮电设备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的 12%。1979 年至 1995 年，全国邮电通信固定资产投资达 2700 亿元，其中

约 1／3 来自电话初装费。 

到 1990 年，全国电信固定资产原值达到 328 亿元，同年建成了全国第一条光缆干线工

程。全国市话网的自动化水平达到 96%，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 1.1 部，5 年间翻了一番。

发展移动电话用户 1.8 万户，无线寻呼用户 43.7 万户，用户传真 4 万户。1993 年全国电话

主线数迅速达到 1733 万线。 

 

2.1.4  电信产业的继续发展与竞争机制的引入（1994 年—2000 年）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国内电信产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

不少难以克服的问题。对我国电信市场而言，首先是几十年被压抑着的社会需求在进入 80

年代后得以释放出来；紧接着，伴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

对信息产品的需求开始猛增，进而反映到对电信产业发展的需求持续高涨。加之电信业发展

过程中的各项优惠政策，整个电信行业所产生的巨额利润因垄断而为邮电部门独家所有，电

信在成为国内发展最快的产业同时，也成为最为热门的产业。由于我国特有的国情，一些部

门由于产业发展需要，曾自行建有各行业内部的通信网络，如军队网络、铁路网、电力网以

及广电网络等。同样是通信网络，由于后者没有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因而不仅无法获得类

似邮电部门的巨额利润，反而处在亏损的边缘。为此，一些拥有专业通信网络的部门开始试

图进入公众电信市场，在这里，利益的驱使成为主要动力。但在当时高涨的社会需求面前，

新的电信服务网络无疑将能够起到缓解供需矛盾的作用。这时的消费者则希望通过新的电信

供应商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自身对电信消费的需求。对竞争的期望值则并不

高。 

但由于新的电信运营商的进入，却实实在在地将竞争也同时引入了长期垄断着的电信行

业。1994 年 7 月，中国联通公司成立，虽然联通公司进入电信市场是一个非常曲折和艰难

的过程，16但这却是打破邮电部独家垄断国内电信市场的开始。今天我们看到竞争最终被引

入中国的电信市场，不能不归功于联通公司的成立。一个因被视作自然垄断而拒绝竞争的行

业最终弃垄断而去，其意义已经超出了行业本身。我们知道，电信业一直被视为自然垄断行

业，但从中国电信产业发展历程看，竞争的引入不仅没有产生大的社会负效应，更没有减缓

整个行业的发展速度，这无疑可以作为我们反醒传统自然垄断理论的新起点。也许我们可以

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滞后，或者是经济理论研究对实践指导存在不足之处。但有一

点可以明确，从我国电信业引入竞争的过程看，自然垄断行业的发展实践并未受到自然垄断

理论的束缚，反而成为理论发展的推动力量，这是很值得我们沉思的。 

在联通进入电信市场后，其他电信运营商也逐渐地渗入，形成了统一主干网络基础上的

不完全竞争格局。1998 年 3 月，中央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在原电子部和邮

电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随后提出了电信产业的政企分开目标。1999 年 2 月，信息

产业部决定进行电信体制改革，对中国电信分拆重组，将中国电信的寻呼、卫星和移动业务

剥离出去。原中国电信拆分成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等 3 个公司，寻呼

业务并入联通公司。2000 年 4 月 20 号，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宣布成

                                                        
16 有关联通公司进入电信市场的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在位厂商与新进入厂商间的竞争问题，已有许多学者

做了很好的讨论。可参见：张宇燕：“国家放松管制的博弈——以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的创建为例”，《经

济研究》，1995 年 6 期；张维迎、盛洪：“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改革》，1998 年 2 期 



立。此外，为强化竞争，政府又给网通公司、吉通公司和铁通公司颁发了电信运营许可证。

我国电信市场格局也由过去中国电信一枝独秀变为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以及中国

网通、中国吉通、中国铁通、中国卫通 7 家电信运营商并存。标志着以往“中国电信”一统

天下的局面从此消失，初步形成电信市场分层竞争格局。 

1999 年与 1990 年相比，电信业务总收入增长超过 37 倍，年均递增 50%；电话装机量

（含移动电话）增长超过 13 倍，年均递增 34%。如上所述，近年来我国电信业高速增长主

要得益于电话初装费（含移动电话入网费）、邮电附加费政策和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截止 1999

年底，“两费”共筹集电信建设资金 2400 亿元，约占整个电信业固定效益原值的 50%。17从

1993 年实行的电信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交换机等设备按双倍余额法进行加速折旧，

5 年内计提完，也有效地推动了电信产业的发展。 

  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使基本电信服务市场效率得到了改进，在联通公司进入的移动通信

市场，邮电部门开始有针对性地大幅降低了移动电话入网费和资费。但由于新运营商进入时

间较短，电信业的有效竞争局面仍未形成。如在 1998 年，联通公司的资产只有中国电信的

1／260，营业额也仅为中国电信的 1／112。电信业政企合一体制使得垄断得以继续，公众

对电信服务高价低质现象仍很不满意。电信产业服务质量问题始终成为消费者投诉的热点。

据统计，在 1999 年消费者投诉增长 27%的情况下，2000 年消费者对邮政、电信投诉占到服

务类投诉的 32%，较上年增长 25%，消费者不满意程度并未得到明显改善。18另据国家计委

的调查显示：2000 年，电信行业电信资费方面的违法所得高达 21.7 亿元，按目前电信行业

53 万员工计算,相当于人均 4094 元的违法所得。19为此，人们对电信垄断的不满与日俱增，

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居民的调查显示，打破垄断坚冰已是人心所向。在百姓的心目

中，最应该破除垄断的行业，高达 79.9%的居民认为是电信行业，其次才是铁路、电力和公

交等行业。20
 

在这一阶段，电信资费在形成竞争的移动通讯市场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由于技术进步

明显，IP 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原来获利丰厚的长话开始受到冲击。但在仍然保持垄断运营

的基础网络——固定市话市场，虽然由于成本管制和技术水平诸方面存在的问题，市话的盈

利并不高，但竞争的缺乏却使得资费水平显现出上升趋势。这充分说明，初步竞争格局并未

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开放，中国电信的这次分拆只是业务上的细化，只能说是将“行业垄

断”变成了“专业垄断”。这次不彻底的重组，并未能根本解决不合理资费和低劣服务质量

等顽症，中国电信行业的垄断仍有待更为彻底的冲击。 

 

2.1.5  电信产业垄断基础的丧失和竞争机制的基本确立（2001 年迄今） 

2001 年，以中国铁通的进入和中国电信南北分拆方案的出台为标志，中国电信业进入

了第五个阶段。进入 21 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一些人在已经得到电信服务的情

况下，开始对服务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长期的计划管制体制加上完全的垄断经营，在

我国低下的电信技术装备水平虽已有改善，但电信服务的高价低质状况却始终未能得到足够

的重视。社会也希望通过引入竞争促使电信消费的价格水平能够大幅度地降低。此外，由于

电信需求最先得到满足的消费者主要是一些高端消费者，这些人由于较高的收入水平使得其

对价格变化较不敏感。一旦高端消费群的需求得到满足后，电信服务市场只有较向低端消费

者，而这些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则较高，但高启的电信消费价格，如高额电话初装费、昂

贵的通话费等，实际上却抑制了人们的消费需求。 

                                                        
17 周望军：“关于我国电信业改革与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宏观经济研究》，2001 年 5 期， 
18 蔺玉红：“中消协呼吁电信企业要善待消费者”，《光明日报》，2001 年 3 月 21 日 
19 苏海南、狄煌、孙玉梅：“如何调节垄断经营性企业过高收入”，《中国经济时报》，2001 年 6 月 1 日  
20 “统计局公布垄断排行榜，电信铁路邮电‘荣获’前三”，《北京晨报》，2001 年 4 月 5 日 



    中国电信产业打破垄断和引入竞争机制的过程，虽然市场的最初开放是全方位的，21但

由于基础网络的开放对互联互通和公平接入存在较高的技术性要求，在基础网络缺乏竞争的

前提下，拥有基础网络垄断地位的厂商存在着滥用其垄断权力的可能。因此，实际上的竞争

并未在基础网络领域进行，而是出现在技术进步显著的移动通信以及寻呼等其他电信增值业

务领域。随后，由电信增值业务领域向基础业务逐步渗透，IP 电话冲击国际与国内长途电

话市场，联通 193 国内长途电话业务的开通进一步冲击了基础网络的垄断。不仅是这些同质

产品的可替代性竞争，还出现了垄断市场外的竞争，国内双寡头垄断的移动电话市场上的竞

争导致了移动资费的不断降低，从而直接限制了固定网络上的市话资费水平的进一步上涨。 

另一方面，移动通讯市场的竞争无疑给众多消费者提供了更低电信消费的新模式，人们

进而希望通过在更大范围内引入竞争以彻底打破电信垄断的坚冰。中国电信市场在这个时期

引入的竞争，成为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主动性要求，虽然较高的市场利润空间依然存在，

但消费者的要求也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与第四阶段因为供求矛盾以及利益驱动而引入竞

争者的情况大不一样了。22
 

    2001 年 6 月，中国铁通进入固定电话市场，最先使得原本坚不可破的中国电信固定网

络垄断出现了裂痕。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电信南北分割计划宣布实施，这标志着中国

电信产业垄断基础已丧失，电信产业的竞争机制基本确立。最新的中国电信业“5＋1”重组

方案，除了新的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通继续单独经营，这

5 家公司再加上一个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形成新的市场格局。具体为：将原中国电信一分为二，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 10 省（区）的电信

公司归为北方部分；其余归为南方部分。北方部分和中国网通、吉通重组为新的中国网络通

信集团公司；南方部分继续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的名称使用“中国电信”的无形资产。

此次的方案中加上了一个新办法：新的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可在对方区域内建设本地电话网

和经营本地固定电话等业务，双方相互提供平等接入服务。南北按光纤数和信道容量分别拥

有原中国电信全国干线网 70％和 30％的产权及辖区内全部本地电话网。 

    中国铁通进入和中国电信南北分拆，无疑是铁板一块的固定网络被彻底打破的开始。更

进一步地，乐观地说，只要允许固定电话网络竞争状态，国内各类已有网络进入电信市场将

成为现实，随着国内更多的通信网络被利用，争论已久的广电网络等进入电信市场进行“数

网竞争”的局面是可以预期的。今后，移动电话、长话（包括国际长话）甚至市话资费都将

因竞争而不断地降低，在竞争的压力下，各电信运营商只有通过不断地技术创新和高效的管

理，才能不断发展和壮大。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日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国内市场的开放成为必

然。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的同时，国外大的电信企业也将进入，原本相互独立和分割

的不同电信网络开始被考虑允许进入公共电信市场，基础电信网络的垄断基础被彻底打破。

2001 年底出台的中国电信南北分拆方案实际上正式宣告了垄断的基础网络不复存在，当然，

分拆方案的出台只是一个开始，具体的分拆工作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同时，广电网络等进

入电信市场仍未成为现实。但竞争机制已经在中国电信市场上基础确立，并在改革的实践中

被正式接受，理论上的认识也正在被重视起来，毫无疑问，打破了垄断并确立了竞争机制的

中国电信产业充满着新的希望。 

 

                                                        
21 如中国联通就拥有建设网络、电信增值业务等几乎所有领域的牌照，直到今天，联通仍是唯一的拥有全

部电信业务牌照的企业。这可能也是促使中国电信要求移动经营牌照的主要原因之一。 
22 对于中国联通公司进入电信市场最终成为可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张宇燕认为是国家筹集新的建设资金的

迫切要求。参见张宇燕：“国家放松管制的博弈——以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的创建为例”，《经济研究》，

1995 年 6 期。但可以肯定的是，巨大的利润空间直接鼓励了新的市场参与者的进入。 



2.2  中国电信业改革的启示 

 

    2.2.1  对中国电信南北分拆方案的评述 

  在中国电信分拆方案出台之前，反对分拆者占了多数；而赞成拆分者中，把中国电信按

业务性质拆分成市话、长途、数据三大块的“竖拆论”又居多数。23最终出台的南北分拆方

案明确了国内固定电信领域将形成两个独立运作的新的主体运营企业，双方均拥有完整的长

途干线传输网和本地电话网，具备平等接入、比较竞争的基础条件，并具有本地电话、长途

电话、国际电话和国际互联网业务经营权。这样，固定电信领域将形成两个主体企业相互竞

争和新兴电信企业积极参与的基本格局。 

这个方案对打破垄断，进而引入竞争无疑是较为彻底的。我们虽不能就此认为长期困扰

中国电信产业的垄断问题已不复存在，但只要允许固定电话市场的相互进入，完全垄断便在

理论上被打破了。在实践中，随着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对固定电话市场的冲击迟早会迫使

南北分拆后的两家企业寻求更大的市场生存空间，相互进入将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这意味

着竞争将是电信企业的一种主动战略。 

中国电信南北分拆也不会削弱中国电信业的竞争力，因为外资进入中国电信市场可以是

资本投入或直接进入增值服务等其他非基础电信服务领域。前者如购买国内电信企业上市公

司的股份；后者如建立中外合资企业。“入世”后，我国将允许外资在国内电信企业中占有

股份，但有关协定强调了基础电信业务必须由中方控股。此外，即使国外企业要直接进入我

国市场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公司竞争，建立覆盖全国的电信网将必不可少，

这无疑将花费巨额资金和漫长的时间，目前是没有哪家企业能够承担如此高的经营风险的。

因此，外资最可能的选择便是在我国电信企业中参股。而国内电信企业吸引外资早在 80 年

代就已开始，1997 年中国电信（香港）在境外上市、2000 年中国移动（香港）和中国联通

在纽约和香港上市更揭开了直接融资的序幕，“入世”后外资的进入至多只是加快了这一进

程而已。通过吸引外资，既可缓解初装费及入网费取消后面临的资金压力，又有利于国内电

信企业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促进自身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将有利于

国内电信公司做大做强。 

因此，竞争机制的引入成为解决中国电信存在问题的关键，从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历程

来看，打破垄断，建立竞争机制成为推动整个行业发展的巨大动力。24
2001 年之前的电信业

改革，虽在某些领域引入了竞争，但在固定电话的市话领域仍然维持着独家垄断的局面，其

他电信业务几乎都必须通过固定市话网络进行。由于具有明显的沉淀成本，同时从理论上看，

在同一区域进行市话固网重复建设也是不经济的，固定市话网络的自然垄断特性无疑是较为

明显的。 

    在实践中，由于市话固网是其它电信业务的基础，垄断市话网络的运营商在与其它经营

者竞争时，存在明显的市场优势。在保持市话网这个公共平台垄断的情况下，市话网络垄断

者可以轻易地将对市话的垄断延伸为对其它业务的垄断。市话垄断对其它业务的影响在我国

的因特网（ISP）业务上有着突出的反映。国家曾明确规定因特网业务属于竞争性业务，但

中国电信却凭借着市话的垄断，不仅在通过市话进行的接续、计费等环节上具有极大的便利

条件，而且所承担的费用也较竞争者低得多，从而实际上掌握了几乎全部的市场份额。这种

由市话垄断延伸出来的再垄断形式，使得其它运营商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基础。此外，在 IP

电话业务方面，同样由于市话网络的垄断，中国电信不仅利用市话对其它经营者的 IP 电话

                                                        
23 《南方日报》，2001 年 12 月 12 日 
24 斯蒂格利兹曾指出竞争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影响已经在中国电信业的改革过程中得到了初步证明。参见斯

蒂格利兹：“促进竞争与规制政策：以网络产业为例”，参见张昕竹主编：《中国规制与竞争：理论和政策》，



业务制造了种种障碍，而且利用自己的市话网络优势，制造出通过电路交换的“假 IP 电话”
25，与其它 IP 电话经营者进行不公平竞争。 

所以，市话的垄断是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致力解决的核心问题。1987 年美国联邦政府对

AT＆T 实施拆分，市话业务被一分为七，但是每一区域内，它依然是处于垄断地位，并没

有起到鼓励竞争的作用。因此，让市话垄断，把相互有依赖关系的业务剥离，不仅打破不了

垄断，还会限制其他有发展前途的业务，造成更大的损害。由此可见，让市话垄断来打破垄

断，只会影响整个电信业的发展。 

而最新的中国电信分拆方案，正是从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出发，希望国内电信市场能形

成一个“多赢”局面的一个良方。通过分拆后建立两个独立集团，允许相互进入，无疑是建

立有效竞争的基础。中国电信进行南北分拆后，市场间可以相互渗透和竞争。在实施分拆后，

两个市话运营商都有着利用垄断各自区域内的优势进行业务延伸，阻止竞争者进入的利益要

求。只要各运营商能够利用各自的技术优势，如新网通拥有北方 10 省的电信资产和全国先

进的 IP 骨干网，它的宽带业务有助于削弱新的中国电信的市话优势；新的中国电信占有全

国 70％的电信资源，也可以向北方扩张等。可以预期，只要互联互通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今后国内电信市场的竞争机制将是能够确立的，竞争的出现终将使用户第一次可以对服务商

进行选择。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电信业就可以高忱无忧了，中国电信产业应当尽快地建立起有序

和健康的国内市场竞争格局，以充分保证消费者和各运营商的利益。这里，也对政府管制部

门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应在现实的竞争到来之前，确立好各网络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

通原则，避免因为运营商间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的互联互通障碍。互联互通的问题，归根到底

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制定互联互通的原则应充分考虑各运营主体的相互利益，在电信企业重

组的基础上，实现资源、业务的优化组合，保证平等接入和互联互通，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电

信监管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 

    从实践来看，技术进步成为最终打破市话网络垄断的决定力量。可以设想，当移动电话

入网户达到一定规模以及移动电话资费进一步下降时，垄断的市话网络价格便失去了上涨空

间，26现代光纤通讯带宽网络优势也将削弱以两芯铜线为传送介质的市话网络基础。当市场

中各电信运营商进行充分竞争时，将有效加速行业的技术升级和服务质量提高，同时有效地

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 

 

    2.2.2  确立竞争机制后的电信资费分析 

中国电信南北分拆后，人们担心网间结算成本将会大幅增加，并以 1987 年美国 AT＆T

分拆后，增加了 90 亿美元网间结算成本为例，认为原来的长途只通过中国电信一家公司，

不存在结算问题；拆分后若要经过两家公司，其间会多出不少成本。如果将此转嫁到消费者

向身上，将导致市话费用的上升。 

  实际上，即使不进行南北分拆，跨区域电话同样存在着网间费用结算，但原来在中国电

信一家内部的结算，没有公开。南北分拆只是将原来内部进行的转移价格通过公开市场交易

完成，真正增加的费用并不多。此外，随着移动通信等技术的发展，移动电话等通讯方式对

固定电话市场同样存在着较大的竞争压力，中国电信和新网通不仅面临外部竞争者的压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P362 
25 张丽影：“电信‘做假’？IP 电话降价内幕揭开”，《中国经济时报》，2001 年 3 月 26 日 
26 实际上，我国市话资费的上涨并不是成本因素而恰恰是由于垄断造成的。因为迄今为止，我国市话通话

成本仍是一个未知数。这种缺乏成本核算的作法在国内自然垄断性行业是一个普遍现象，正如铁路运输企

业直到 2001 年初才首次测算出南昌至北京的特快客车运营成本，开了铁路成本核算的先河一样（参见林红

梅：“我国铁路首次测算出列车出行成本”，《今晚报》，2001 年 2 月 3 日），在长期垄断和缺乏市场竞争压

力的情况下，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成本核算长期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南北两家公司可以互相进入对方的“领地”的情况下，相互间的竞争压力也很大。在多企

业竞争的市场上，加上外资的流入等因素，都将促使新老运营商加强管理，提高效率，从而

降低成本。此外，根据信息产业部资费清算司进行的统计表明，按照目前市话资费水平，从

全国整体而言，电信公司在市话方面已基本保持盈亏平衡。27因此，总体上看，电信资费将

会越来越便宜。 

    一个国家电信产业的合理资费水平和资费结构是电信运营商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所在，

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电信资费问题，过高或过低的资费水平对电信业发展都是不利的。资费

过高，消费者就会尽量减少消费，反映在通讯量上就是下降，电信运营商的收入也要随之减

少；资费过低，电信企业不能发展甚至不能生存，电信用户就难以享受到更先进的通信服务，

如同 1980 年代以前的中国电信产业，最终抑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这同样也是对电信消

费者利益的损害。 

那么现在中国电信业的资费水平怎么样呢？根据最近的资费调整方案，28虽然在方案出

台之初，电信企业便多次强调资费有了大幅降低，但消费者却发现实际支出有了大幅增加。
29从市话资费看，中国电信曾坚持我国目前的本地电话费只相当于国外平均水平的 1/6，属

于全世界最低水平，这一说法得到了广泛的传播。30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以仍然存在市话垄

断的美国为例，包月制话费相当于 160-240 元人民币/月。非月包制的平均月租费约合人民

币 100 元，约折合为 0.75 元人民币／3 分钟，不到中国目前 0.2 元/3 分钟的 4 倍。而从美国

国民的收入水平看，美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约为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 20 倍。美国中下阶层

的电话费只相当其收入的 1／100。香港电讯的电话包月费约每月 100 港币，约为其月收入

的 1/80。而以 2001 年上半年中国电信统计数据，我国公民平均市话费用月支出约占其收入

的 1/14。另据有关调查显示31，目前深圳市个人手机话费月均支出高达 323.5 元，比年初增

加了 9.12 元。而深圳市统计信息局上半年公布，在岗职工月均收入为 3240 元。如果加上市

话费，深圳市民电话费的总支出超过人均月收入的 1/10。而在其他城市进行的类似调查的结

果也大致相当。由此可见，我国居民电信消费支出负担要远远高于许多发达国家水平。 

最近进行的电信资费结构性调整，首先是市话费的上涨，国内长途资费好象是在下调，

但实际情况却不尽然。资费调整前，长话资费根据距离远近不同，以 800 公里为界，按省内

外分为每分钟 0.5 元、0.6 元、0.8 元和 1.0 元，调整后统一定为 0.07 元/6 秒。这即是说，近

距离长话实际上是涨价，只有远距离的才是降价。如果根据简单的算术平均似乎是降价了，

但很难相信人们总是进行 800 公里以上距离的通话。一般地，人们的交往范围是与经济发展

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经济越发达，人们的交往范围越大，反之则反是。而从总体上看，当

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更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质

疑中国电信在“劫贫济富”了。32此外，中国电信还将国内长途优惠时段缩减了 30%，还取

消了每天 0 到 7 时的 30%优惠措施，根据距离远近不同，资费实际分别上涨了 80.4%、47.6%、

10.7%和下降了 6.6%，33如果将 IP 电话技术所带来的根本性冲击作为对照的话，2001 年初

的资费调整在市话和国内长途两大业务上，实际均是一个涨价的方案。有关统计还显示，电

                                                        
27 张东操：“长话继续降市话有波动，电信重组让百姓得啥实惠”，《中国青年报》，2001 年 12 月 5 日 
28 “电信资费大幅度调整”，《中国经济时报》，2000 年 12 月 26 日 
29 王学庆、王红珊：“电话资费调整：几家欢乐几家愁”，《中国经济导报》，2001 年 6 月 12 日 
30 王来保：“调整后的中国电信资费与国际比较及改革思路”，《价格理论与实践》，2001 年 2 期 
31《中国青年报》，2001 年 12 月 5 日 
32 张欣欣：“中国电信‘劫贫济富’：长话收入减少的罪魁祸首”，http://www.chinabyte.com/20011112/。另

一方面，电信业存在的交叉补助（以长话收入补贴市话收入）十分普遍，由于长话业务的高额利润往往会

吸引新的企业进入，竞争将使长话费率不断下降。伴随着长话费率的下跌，市话费率却不断上涨。由于低

端用户多使用市话，而高端用户却以长话居多，因而实际上使得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人由于不得不支付更

高的基本电话服务费而受到损害（波斯纳，1997）。 
33 考虑距离远近、每天优惠时段和双休日等因素，以一周为参照值。 



话月租费涨幅也十分惊人，全国省会城市电话月租费最高涨幅达到 115.5%，农村电话月租

费最高涨幅达 97.4%。34值得深思的是，中国电信市场普遍存在着“热装冷用”（周其仁，

2000），很多地方的人们即便装了电话也舍不得打，在一些西部省区的农村，存在装电话只

是用来接听而不打出电话，以减轻话费负担的现象。 

有关数据也说明，我国电信业高额垄断利润的存在，不仅未能有效体现电信业的“普遍

服务”原则，以支持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却实际上降低了电信企业的生产效率。我国电信

业改革带来了整个电讯的飞速发展，反映电信服务供给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电话普及

率。20 世纪 90 年代是我国电信业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见表 1-3）。 

      1991 年—1999 年我国电话普及率一览表35（单位：部/百人）      表 1-3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农村电话普

及率 
0.2 0.27 0.38 0.56 0.94 1.41 2.06 2.86 3.92 

城市电话普

及率 
2.21 2.90 4.41 7.01 10.31 13.81 17.76 22.79 30.32 

全国电话普

及率 
1.29 1.61 2.2 3.2 4.66 6.33 8.11 10.53 13 

注：计算城市电话普及率时，未包括移动电话用户数据。到 2000 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 8526 万户，(同

期固定电话用户数为 14512.2 万户，其中中国电信 14480 万户)，是固定电话用户的 58.5%。 

2000 年：全国电话普及率：20.1%，城市电话普及率：39%，移动电话普及率 6.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信息产业部综合司：《邮电通信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年份数据整理。 

    但通过分析可以看到，这种发展并不平衡，表现在我国农村电话普及率增幅始终落后于

城市电话普及率增长（见表 1-4）。随着近几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城市人口增

多，使城市电话普及率增长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受发射机站设置等原因限制，我国移动电

话用户也基本集中在城市地区，若加上 8526 万户（占固定电话用户数 58.5%）的移动电话

用户数据，表中的城市电话用户普及率还将进一步提高，农村电话用户比重几乎没有提高。

综合看，以上数据反映出在农村的电讯服务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也充分说明“普遍服务”

原则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有效的落实。 

             农村电话用户数增长表                  表 1-4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农村电话

用户数

（万户） 

174.24 226.34 325.79 482.75 807.01 1216.9 1786.6 2482.3 3408.4 5183 

农村电话

用户占电

话总用户

数比重

（%） 

20.5 19.43 18.13 16.72 18.20 19.69 21.39 22.31 22.42 22.53 

注：电话总用户数包括移动电话用户，但不包括联通和铁通固定电话用户数。 

资料来源：同上。 

    而同期，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 1991 年的 73.63%下降到 2000 年的 63.91%，下

降了近 10 个百分点（见表 1-5）；而农村电话用户数占全国电话总用户数比重仅由 1991 年

的 20.5%提高高到 22.53%，仅增加了 2 个百分点。相对逐年下降的农村人口数量而言，其

实际比重是在下降而不是上升。 

               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变动表                表 1-5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34 王学庆、王红珊：“电话资费调整：几家欢乐几家愁”，《中国经济导报》，2001 年 6 月 12 日 
35 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中国统计年鉴》与信息产业部综合司编《邮电通信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电话普

及率有所不同，本表对相关数据进行了调整。 



农村人口

数（万人） 
85280 84799 85166 85549 85947 86439 86637 86868 87017 80739 

占全国总

人口比重

（%） 

73.63 72.37 71.86 71.38 70.96 70.63 70.08 69.6 69.11 63.91 

注：2000 年人口数为 1—10 月份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 年—1999 年）以及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2001 年 3 月 28 日。 

 

而资费水平的提高也使得我国电信业的发展受到抑制。根据国际电联 1996 年相关数据，

按收入水平衡量，我国电信业在世界电信市场排名第 4。但中国电信业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

巨额资金投入实现的，由于缺乏竞争导致中国电信业劳动生产率始终未能跟上整个电信业的

发展水平。在 1990 年代，利润增幅远低于投资增幅，并且随着投资增加，利润增幅逐年下

降。当全国交换机总容量已达 7000 万门时，实际装机量仅有 60%，2800 万门处于闲置。36到

1999 年，中国电信交换机总量约 1.7 亿门，超过了美国，并已建成的“八横八纵”光缆网，

局用电话程控化比重高达 99.7%，长途传输数字比重高达 98.5%，现代化程度甚至超过了一

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移动电话比率大大超过了美国与澳大利亚。但是中国电信的效率却相当

低下，中国电信拥有户是德国的 1.4 倍，营业收入对方却是我们的 2.8 倍。更为严重的是，

行业垄断导致了电信行业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长期不如人意，近年来电信行业受到的消费

者投诉持续攀升便是垄断结下的恶果。37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公布的资料，1998 年世界人均电信消费 125.9 美元，而我国仅为 16.4

美元，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3%。我国每部电话平均每月拨打国际电话 1.63 分钟，只相当

于当年世界平均水平（8.39 分钟）的 19.4%。38
1999 年我国国内长途电话累计完成 194 亿次

和 585 亿分钟，以同年全国电话用户计，每个电话用户每月平均完成国内长途 10.5 次和 31.8

分钟。39截止 2000 年底，我国电话普及率为 20.1%，而电信发达国家普及率均超过了 50%。

同期，我国互联网用户为，占人口总数的，而美国 2000 年底上网用户数已达 1.7 亿户，占

总人口数的 71%以上。 

    在电信资费明降暗升的情况下，中国电信开始体会到垄断定价所带来的影响。根据中国

电信有关数据，2001 年 1—6 月，中国电信固定电话放号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平均每天电话

放号超过 10 万户，累计新增电话用户 1951 万户，固定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1.6 亿户。互联网

用户累计新增 791 万户，增长 287.6%，达到 2326 万户。累计收入 873 亿元，仅增长 5.8%，

收入增幅出现显著下降，较上年同期下跌 13 个百分点，不仅大大低于全行业 14.7%的增幅，

且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7.9%的增幅。40
 

    由于资费上涨，全国固线电话业务中，国内长途通话次数增长 4%，国际长途下降了

5.2%，港澳台长途下降了 8.25%。从通话时间看，国内长途通话时长仅增加 3.45%，其它则

呈负增长。而本地电话收入实际下降了 1.29%。资费上涨也使得中国电信的市场份额下降，

在调资后的５个月中，中国电信的市场占有率下降了 2.6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6

个百分点，已不足 53%，预计年末将低于 50%。而同期整个国内电信行业增长率为 15%，

仅移动业务收入就达 744.8 亿元，升幅高达 447%。 

正是因为在电信技术进步显著和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电信电信资费调整逆市场规律

而行，价格明降暗升造成了在用户数量增长，收入却未实现同步增长的问题，可见违反市场

规律的资费政策最终受损的将会是中国电信自身。 

   

                                                        
36 李晓东：“‘入世’初期我国电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1 年 7 期 
37 周芬棉：“行政性垄断何去何从”，《法制日报》，2001 年 04 月 01 日 
38 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电信指标》，2000 年 5 月。 
39 “1999 年全国邮政电信发展情况”，《中国计算机报》，2000 年 5 月 16 日。 
40 李明瑜：“中国电信初尝资费调整苦果，降价竞争大势所趋”，《财经时报》，2001 年 8 月 24 日 



    2.2.4  对电信、广电网络并存竞争的思考 

    对于电信网络与国内其它网络间的关系问题，已不是什么陌生的话题。由于联通、网通

和吉通等公司的成立，铁路网络、电力网络以及军队的光通等已先后开始进入公共电讯服务

市场，但对于拥有 1 亿多用户的文电网络是否进入公共电讯领域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简单

地讲，这些分歧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不同部门的利益，如电信部门的专家主张将有线电视网络

并入电讯网络，实现所谓“三网融合”；而广电系统则认为应允许铺设连接全国各地广电网

络的主干传输网，从而成为独立的第二电信服务供应网络；而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建立数网并

存的竞争机制（周其仁，1998、2000）。 

从我国电信市场打破垄断和引入竞争的过程看，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国内电信需

求的增长，国内电信市场将不断扩大。一般而言，作为传统自然垄断的电信产业，其主要的

经济特征便是通信网络建设存在巨大的“沉淀成本”，因而存在以单一网络的垄断排斥重建

网络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从理论上看，垄断而不是竞争在电信业不仅可能，也是合理的。但

正如前文分析的，现代自然垄断理论是以成本的次可加性为特征，因巨额“沉淀成本”而导

致的规模经济不再是自然垄断的必要条件。中国电信产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的过程，

恰恰反映出经济社会实践对经济理论建设所带来的冲击是何其巨大。 

中国通信网络建设实际上走在了理论前面，由于历史上我国通信网络建设的特殊格局，

数个通信网络实际上已经存在，只是能否进入公共电信服务领域的区别。也就是说，中国通

信网络并没有因为沉淀成本巨大而减少建设投入。这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特殊国情，我们如果

不充分利用已有通信网络，而一味地画地为牢，忽视数网已经并存的现实，形而上学地以电

信行业的自然垄断特性强调电信网络独家经营，排斥竞争机制，是不负责任的。 

    根据 1991 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对服务贸易的界定，电信服务分为邮政、

快递、电讯、视听及其他电信服务 5 项。41比照世界通行的电信业务范围，我国国内的电信

业没有将图像传输业务包括进而，如果将图像传输业务列入电信产业，中国广电网络自然就

应当划入整个电信产业范围内，而不存在是否允许进入的问题。但正是因为电信业既存的垄

断，电信网与广电有线网长期的划地为牢、壁垒森严状况始终难以打破。 

直到 2000 年 9 月，由朱镕基总理以国务院 291 号令签署颁布的“电信条例”中，首次

公开明确将语音、文字、数据、图像以及其他任何形式信息的活动归并为电信业务。随后，

国家“十五”计划纲要中提出“促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融合”的目标。所谓“三网融

合”，是指三大网络通过技术改造，都向社会提供包括话音、数据、图像等综合多媒体信息

业务，彼此间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框架内，进行公平竞争。而目前国内有线电视用户

约为１亿户，与固定电话用户总数相差无几。而且有线电视入网的是同轴电缆，带宽比电话

线大 10 万倍，可将 10 倍于目前电信网的信息量传输到用户手中，而费用却只有电信网的

1/10。42目前我国国家广播电视传输网已初具规模，大多数省份已建立省级广播电视传输网，

我国有线电视网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综合信息通信网之一。只要按照现代企业

制度，实现政企分开，组织起有线电视网络经营实体，是完全可以进入基础电信市场提供公

共电信服务的。 

但直到 2001 年，作为电信业主管部门的信息产业部对是否允许广电网络进入公共电信

市场仍犹豫不决，先是在 3 月份发文限制有线电视介入电信骨干网市场，后又在 7 月提出电

信市场和有线电视传输市场的相互对称开放主张。43在中国“入世”后，在国外电信企业进

入中国电信市场的同时，允许有线电视公司进入电信市场是实现国内电信市场开放的重要一

步，当然，这也意味着电信企业可以进入宽频电视传输市场，如果这种格局能够确立，国内

                                                        
41 张汉林、张海平：“论国际电信服务贸易及其自由化进程”，《世界经济》，1998 年 6 期 
42 于良春、胡雅梅：“管制、放松管制与中国电信业改革”，《中国工业经济》，1999 年 4 期 
43 《南方日报》，2001 年 7 月 14 日 



包括图像传输在内的整个电信的开放将有可能变成现实，而不仅仅是有线电视公司取得电信

经营牌照并经营基础电信业务。 

    而事实上，在一些电信业务发展良好的地区，已经有了这样的实践。如山东淄博广电部

门曾试图通过有线网提供电信服务，但因当地电信部门的反对而无果而终44。另据有关资料，

广东电信按照广电部门委托，已从事了多年属于广电网络经营的图像传输业务。45
 

  一旦有线电视网络进入电信业务市场，广电网络与电信网络业务可以交叉与相互渗透经

营时，分拆后的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现存电信企业在面临来自广电网络竞争的同时，也可

以进入广播电视节目传输市场，中国电信市场的“蛋糕”将做得更大，这对推动电信网、有

线电视网和计算机网的三网融合，对破除“最后一公里”的垄断、促进电信竞争，具有极为

重大的现实意义。 

 

2.3  对电信管制与反垄断的认识 

 

由于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属性，使得整个电信业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的主张往往

缺少必要的理论基础，加之在位垄断企业对维持垄断地位具有极高的积极性，因而引入竞争

也同样缺乏实践的支持。因此，为推动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不少学者提出了建立一个完备

的管制体制的政策主张，希望通过政府管制方式，降低电信企业制定的垄断高价，减少因垄

断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 

但应看到，由于政府管制的介入，实际上也就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肯定了垄断存在的基

础。也就是说，只要不取消政府的管制，潜在市场进入者就将被有效地排斥在市场之外。比

较好的一种方式是将市场进入约束通过授权期进行限制，即允许单一厂商特许经营的时限，

俟特许经营期结束，新的厂商将被允许进入，垄断在这种方式下是可以预期的，如香港电信

市场上对香港电讯国际的国际电话专营的授权就是一例。46但如果一国或地区相对封闭，缺

乏外在的竞争压力，政府管制又使得市场禁入，这样，垄断厂商实际上便是通过政府管制取

得（或维持）了市场的垄断权。可见，迷信政府对垄断性行业的管制作用，将会造成更大社

会福利损失。 

因此，对于传统自然垄断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应做更为深入的分析。对垄断企业

的政府管制主要是通过控制企业的产品价格、生产和销售等方式，以期减少垄断对社会福利

造成的损害。由于存在自然垄断从而会导致所谓的“市场失灵”，因而人们寄希望于引入政

府对市场的管制，希望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填补市场“看不见的手”出现的空白。

但我们在主张政府管制的同时，应当首先弄明白：市场失灵，是否就意味着一定需要政府进

行管制？因为政府也存在着失灵。如果市场失灵所在，正是政府失灵之处，那么这时引入的

政府管制，不仅不会起到对市场的较正作用，反而将加剧市场扭曲。而事实上，政府失灵正

是发生在管制过程之中，管制者俘虏理论、寻租理论等便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注释。 

实践中，不仅存在着惯性垄断，还存在着对政府的“管制依赖”。前者如当技术和其他

经济条件的变化已经动摇了“自然垄断”的基础时，凭借管制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却可能仍

                                                        
44 马伟华：“竞争与管制：中国电信业改革的思考”，《经济与管理研究》，2001 年 2 期 
45 《南方日报》，2001 年 7 月 14 日 
46 1992 年，香港地方政府曾授权香港电讯国际独家拥有国际电化专营权，到 2006 年 9 月终止。但随着电

信发达国家的开放竞争，1994 年香港政府规定国际长话“回叫业务”（call back）合法。由于“回叫”的平

均收费只相当于香港国际长途费用的一半，仅三年时间，香港地区就出现了 20 多家经营回叫业务的公司，

据称，其业务总量达到香港国际通话业务的 20％。在强大的外在竞争压力下，香港电讯国际主动提出了放

弃国际长途电话的垄断授权，特区政府和香港电讯于 1998 年 1 月宣布，香港电讯国际将于 1999 年 1 月 1

日提前将独家国际电话牌照交回港府，结束香港国际电信业务的独家垄断局面。港府为此还补偿给香港国

际电讯 67 亿港元，同时也取消了对香港电讯的收费管制（周其仁，1998）。 



想维持过时的管制体系，这时的管制实际上已变成了市场竞争的障碍，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垄

断（Brennan & Buchanan，1980)，即以行政性的垄断纠正经济性的垄断。甚至出现“对一

项不当管制的解决办法通常就是增加更多的管制”（史普博，1999）。尤其是在管制者没有自

动地反映社会福利和民众利益时，对管制者的管制将成为另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 

 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中国应当警惕存在的“管制崇拜”现象（周其仁，1998）。由于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行政权力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缺乏健全的市场秩序。而市场对

资源的配置往往是一个自然和较长的过程，在转型经济时期，人们对“市场之手”的作用认

识不深，总希望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够在瞬间完成。因而在未见到市场的明显作用时，人们

往往转而重新寻求已经习惯的所谓“完备的管制体系”。在我国电信业打破垄断和引入竞争

的过程当中，政府管制是必不可少的，但引入竞争机制过程中的政府管制是与完全垄断时期

的政府管制截然不同的，其根本差别在于对市场进入的限制上，前者以鼓励进入与竞争为主，

后者则强调市场的禁入，“管制依赖”和“管制崇拜”更多地表现在对市场的禁入和竞争的

限制。我们应当在取消传统性管制的基础上，引进对产品质量、生产标准和安全要求等方面

的再管制(Re-regulation)，以确立竞争机制打破垄断，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自然垄断具有阶段性，局部性（或地域性）特点。随着技术的创新，原来可能被归入自

然垄断的厂商将随之丧失掉自然垄断属性。而技术进步显著的电信产业正好符合这一特点，

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电信业的技术进步速度惊人，电信产业成为近年来发展速度最快

的行业之一。我国当前电信政策的核心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要建立通过市场有效竞

争决定服务价格，逐步减少政府管制的领域与范围，实现向质量和公平接入等方面再管制的

转变。 

    我们也应看到，体制上的垄断与实践中的垄断是不同的，如果允许市场竞争，市场主体

可能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只要存在竞争机制，就总有新的企业进入，整个经济将不断进步。

而在限制市场进入，从而缺乏竞争情况下形成的垄断，无论是因为自然垄断特性还是直接的

行政性原因，由于竞争的缺乏，整个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必定受到影响。实行市场进入限制和

对垄断价格的管制，忽略市场竞争的构建，不仅难以校正市场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反而容易

导致管制的扭曲，甚至使管制成为市场竞争的制度性障碍。也就是说，市场主体通过竞争过

程而形成的市场集中有别于依赖政府管制或行政权力而获得的垄断，前者的存在有其经济合

理性，而后者却不仅没有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还易导致权力寻租，尤其是在转型经济国家，

伴随着传统计划体制主导作用的丧失，在市场体系仍待完善的过程中，权力寻租滋生的腐败

不仅造成社会公共财富的损失，正动摇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础，其危害不可低估。 

    实际上，像我国电信、电力和民航等行业存在的垄断更多的是政府管制的结果，而非管

制存在的原因。目前，信息和电信领域发展的关键已经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经营管理体制的

变革能否迅速解放这些技术所代表的巨大生产力。因此，要打破电信产业存在的垄断应首先

解除政府管制，特别是价格管制。当然，解除管制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放任不管，政府管制

者应当作为市场公平竞争的保证力量，制定好竞争的规则，防止运营商滥用市场权力的现象

发生。此外，政府管制者还应当针对电信市场技术发展特点，制定相关法规和市场规范，进

行市场技术标准和行业服务质量等方面内容的再管制。 

    在这里，我们就要首先明确作为我国电信产业发展主管部门的信息产业部，在电信产业

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定位的问题。是建立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市场环境以推动整个产业的进步，

还是仅仅服务于其下属几个企业的短期经济效益；或者是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扮演与民

争利的角色。毫无疑问，作为政府主管部门，信息产业部应当以推动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为

已任，充分保护消费者利益。在电信运营主体间已初步打破垄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市场，

尽快在各电信业务领域建立有效竞争机制。可以预期，我国电信体制存在的诸多特点，完全

有可能在打破垄断的前提下，以超过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速度进行，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有效



竞争。 

     中国电信业的发展首要的任务就是继续改革，在市场竞争机制建立过程中，取消传统形

式的政府管制，明确政府“再管制”的内容与原则，对取消对市场进入的限制，扩大市场竞

争力度，以竞争促发展。电信业的再管制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确立公平的市场竞争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的确立，政府管制者就应当是公正与独立的，

由于我国电信产业改革之前存在着与所有国有企业一样的政企不分问题，因此，作为政府管

制者的部门首先必须实现政企分开，保证自身的独立性才能对所有竞争者一视同仁。目前我

国电信业政企分开尚不彻底，加之市场主体也还是清一色的国企，管制者与被管制者间存在

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因此，加强对管制者的管制就成为重要的一环。这既是电信行业健

康发展的保证，也是防止腐败滋生的有利措施。在传统管制被取消，政府再管制将以质量、

接入标准和安全要求等为转移，管制者不再拥有资源配置权力的前提下，管制者被“俘虏”

的概率要大为降低，而这一切都将以市场竞争结构的建立为基础。 

电信业的再管制要结合网络经济特点，建立公平竞争机制的基础，确立“互联互通、公

平接入”的原则。公平的互联互通是电信业竞争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保证，由于网络经济显

著的外部性特点，让国内不同网络资源均享有公平进入电信市场的权力是建立网络竞争的制

度基础。这就要求进一步开放国内电信市场，引入更多的网络竞争者，鼓励不同网络间的竞

争。电信市场的竞争有赖于网络间的竞争，而网络间的竞争需要一个公平的互联互通条件，

网络间的互联互通又是以不同网络并存竞争为基础的。 

确立普遍服务原则。电信产业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要求普遍服务，以保证所有社会成员

都公平地享有电信消费的权力。在我国，普遍服务的要求主要是对广大农村地区和经济落后

的西部地区提供更多的电信服务。可考虑从电信市场的生产厂商在经济发达地区经营所获得

的收入中征收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一个普遍服务基金，资助对西部和农村市场提供电信服

务的厂商。 

确立电信服务的标准和质量要求，以保证消费者获得的通信服务质量。就是说，管制者

制定的电信服务标准和质量要求等再管制内容，提供了一个判别生产厂商服务水准的指标。

在竞争的基础上，不同电信服务供应商只有在提供符合管制者根据技术水平和市场结构制定

的服务质量和相关标准时，才能为管制者和消费者双方接受，否则将受到管制者的处罚或直

接为市场所淘汰。 

 

 

 

3  行政性垄断的破除与竞争机制的建立 

3.1  行政性垄断的一般分析 

 

    3.1.1 行政性垄断的定义 

行政性垄断问题是近年来经济学界和法学界所讨论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人们对

行政性垄断的特征及其本质认识的差异，反映在对行政性垄断的定义上便是存在许多不同的

看法。经济学界多以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为标准判断行政垄断，如胡汝银认为行政垄断指

通过行政手段和具有严格等级制的行政组织维持的垄断；
47
张德霖认为行政垄断指行政权力

加市场力量而形成的特殊垄断。
48
法学界则多以行政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导致的非竞争行为为

                                                        
47 胡汝银：《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上海三联出版社 1988 年版，P48 
48 张德霖：《论我国现阶段垄断与反垄断法》，《经济研究》，1996 年 6 期 



主要内容，如王保树提出行政垄断是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

制或妨碍企业之间的合法竞争；
49
周昀认为行政垄断是中央政府所属的各管理部门和地方政

府及其所属的各管理部门以及被上述政府和政府管理部门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滥用行政

权力，限制或者排除企业竞争的违法行为。50
 

上述对于行政垄断的定义，均反映了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一种超经济的垄断行为。由于

行政垄断问题涉及到政府的行政方式，从而引起了法学家的极大兴趣，对于行政垄断的研究，

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侧重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更加注意定义的主体与客体存在，而后

者则关注对经济和市场结构的影响。此外，学者们普遍认为行政垄断是行政权力的一种滥用
51
，但根据这一标准，很容易导致人们对所有非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行为的全部否定，因而

显得较为片面。 

    所谓行政性垄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行政性垄断包括法定垄断和行政垄断。法定

垄断主要是指依靠国家法律所确定的某些市场垄断行为。如专利制度、专营制度以及在经济

一体化前提下的非开放市场等。狭义的行政性垄断不包括法定垄断，因而狭义的行政垄断是

指凭借政府行政权力对市场竞争的否定。主要表现在市场进入的限制、地方保护主义、行业

性厂商勾结和固定价格行为等。根据行政性垄断最初形成的情况来看，行政性垄断的出现甚

至早在市场经济完全成形之前便已出现，如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论述的，“垄断者使

市场存货经常不足，从而使有效需求永远不能得到充分供给。这样，他们就能以大大超过自

然价格的市价出卖他们的商品，而他们的报酬，无论是工资或是利润，都大大超过其自然率”，
52
以及中国历史上的专营制度等都属于行政性垄断。本文的研究将以广义的行政垄断为对象，

近年来在我国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行政垄断现象有增多之势，并且出现了与市场势力相结

合的趋势，如一些存在规模经济性特征的产业，在过分强调其规模收益原则的基础上，通过

行政性限制以及法制化手段，对于潜在的市场竞争力量进行了限制，造成严格的市场禁入格

局，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垄断。 

 

    3.1.2  法定垄断 

法定垄断主要包括专营（卖）制度、专利制度等。 

1、专营（卖）制度。又可称为特许经营制度。专营（卖）制度自古就有，最早可以追

溯到管仲在齐国实行的盐铁专卖制度。
53
从历史上看，专营制度的设置并不仅仅出于利润，

而是有着社会或政治目的，如桑弘羊（公元前 152-80 年）曾在论著《盐铁论》中对盐铁专

卖制度评论道：“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

之路也”（《盐铁论·复古》）。在桑弘羊的倡议下，西汉政府于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 98

年）进一步将酿酒、卖酒的营业收归官办，实行卖营制度
54
。虽然当时的盐铁专营制度的实

行曾有过多次反复，但专营仍是以人们的生活或生产必需品——盐铁为主，为保证专营制度

的推行，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处罚措施。实行专营（卖）制度而获得的收益成为当时国

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车甲之费，……以亿万计，……而盐铁之福也”（《盐铁论·轻

重》）。汉武帝时为增加收入，还曾下令对酒实行专营达 17 年之久，后因遭到反对而废除。 

隋朝文帝时曾“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
55
解除了盐、酒专营。到唐肃宗乾元

                                                        
49 王保树：《企业联合与制止垄断》，《法学》1990 年 1 期 
50 周昀：“简论行政性垄断”，《法制日报》，2001 年 9 月 16 日第三版 
51 王保树：《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参见季晓南主编：《中国反垄断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

年版，P396 
52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P56 
53 《管子·海王篇》。参见中国财政史编写组：《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年版，P50 
54 参见中国财政史编写组：《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年版，P92-93 
55 《隋书》（三），中华书局 1972 年版，P681 



元年（公元 758 年），重新对食盐实行专营；782 年开始对酒实行专营。公元 793 年，为增

加收入以应付战乱，“榷茶近起贞元多事之际”（《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叙》），唐

朝开始实行茶叶专营，并制订了专门的“茶法”。到宋朝时，专营的产品增加了矾和国外进

口的（乳）香，并完善了由唐朝开始的对金、银、铜、铅、锡、汞等金属矿藏专营制度。明

朝中期以后，出现官茶与商茶并存，茶叶的专营制度受到削弱。但直到清朝后期才完全改行

民营。 

清朝后期，由于近代烟草业的引入，与酒的产销一样，烟酒专营成为一项主要的制度
56
。

中国卷烟的生产约有 100 年的历史。1902 年，第一家中国人办的卷烟厂北洋卷烟厂在天津

开办。1942 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先后将糖、烟、火柴等物品与盐一道列入专卖范围，并另

设糖、烟专卖局和火柴专卖公司，这一举措使得四类物品价格飞涨，因而遭至强烈反对。1944

年 7 月，被迫停止了对糖的专营；1945 年 2月起，盐、烟和火柴也同时停止了专营。
57
 

    2、现代烟草专卖制度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和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在开展

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建立我国

现行专营制度。先后建立了烟草专卖、盐业专卖等专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

在东北、内蒙等部分地区实行过烟草专卖制度，随着全国计划体制的建立，卷烟生产也实行

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体的集中统一管理。1950 年代后期，中央将部分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

卷烟生产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正如前文所述，1963 年中央建立对卷烟生产的集中统一管

理权，组建全国性烟草托拉斯——中国烟草工业总公司。 

“文革”期间，烟草工业总公司被撤销，烟厂归地方管理。1981 年，国务院决定对烟

草行业实行专营，次年 1 月 1 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烟草总公司正式成立，对全国烟草行业的

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实行集中统一管理；1983 年 9 月 23 日国务院颁布《烟草专卖条例》，

1984 年 1 月 6 日成立了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标志着

国家烟草专卖制度组织机构的正式确立。 

    1981 年第一个省级烟草公司——贵州省烟草公司组建成立。到目前除国家烟草专卖局

外，全国共有 31 个省级烟草专卖局，300 多个地、市级烟草专卖局，1800 多个县级烟草专

卖局，专职专卖人员 1.3 万余人。58
1991 年 6 月 2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并于 1992 年 1 月 1

日开始正式施行，以立法形式将烟草专卖制度确立下来。1997 年 7 月 3 日国务院颁施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至此，国家对烟草行业实行的统一领导、垂直管理、

专卖专营这一成功的改革，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59
 

烟草专卖制度是多数国家曾经或者仍在实行的制度，作为一种对健康有一定损害的消费

品，政府采取“寓禁于征”的高税政策。197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一大卷烟

生产国和消费国，1995 年，我国卷烟的产量和消费量约占世界份额的 1/3。从历史演化的过

程看，烟草行业专卖制度与既得利益集团密切相关，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烟草经营都曾经

是王室和皇族的特权和重要财源。 

近年，一些经济学家分析政府管制问题时，对烟草专卖的合理性提出过疑问，各国烟草

市场的对外开放也实际上松动着专卖制度。愈来愈多的国家正尝试放松烟草专卖体制（江小

娟、刘世锦，1997）。当前，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高，烟草专卖极大地提高了国家财政收入，

                                                        
56 中国财政史编写组：《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年版，P451 
57 中国财政史编写组：《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年版，P544 
58 江小涓、刘世锦：“‘计划指标市场’与特许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卷烟生产计划有偿调整的分析”，

参见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版 1997 年版 
59 “烟草行业改革开放二十年回顾”，《中国烟草》1999 年第 1 期 



加之烟草产品对社会公众健康影响较大，目前看仍有实行烟草专卖的必要。但由于烟草产业

技术含量和进入资金要求并不高，实行专卖制度提高了整个行业的进入壁垒，在巨额利润诱

使下，走私和国内各类假冒烟草产品现象屡禁不止，这无疑增加了维持烟草专卖制度的政府

管制成本，这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实行烟草专营制度的同时，国家继续了对盐业的专营制度。对盐业的专营更多地是从

政府财政收入角度出发设置的，由于食盐消费的特殊性，盐业的专卖制度无疑成为财政收入

中极为稳定的组成。 

    毫无疑问，专营（卖）制度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得以保留。但我们也应注意，由

于实行专卖制度，虽然这类行业实现了非常高的利税收入，但这些垄断企业自身的生产效率

并不高，根据对 1998 年烟草和盐业企业盈利状况统计，两大行业中除卷烟制造业外，其他

行业亏损情况十分惊人，最高的亏损率达到 542.6%。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无疑更多地是因

为市场竞争的缺乏。 

1998 年烟草和盐业效率情况 

行业分类 
资产总计

（亿元） 

销售收入

（亿元） 

职工人数

（万人） 
亏损面（%） 亏损率（%） 

采盐业 168.38 44.11 17.53 35.8 93.0 

盐加工业 15.13 6.07 1.15 33.3 542.6 

烟叶复烤业 105.54 55.48 3.25 30.1 95.5 

卷烟制造业 1568.22 1239.33 24.39 15.7 2.6 

其他烟草加工业 14.93 9.26 0.46 52.0 21.6 

注：亏损率=亏损企业亏损额/盈利企业盈利额 

资源来源：刘富江、朱金渭：“我国国有工业行业发展状况及其结构调整研究”，《管理世界》，1999 年 6 期 

    3、专利制度 

   专利制度包括专利权和专利制度两个要素。专利权指权利人对其依法获得专利的某项发

明创造在法定期限内所享有的一种独占权或专有权。专利制度是用法律保护发明人对其发明

创造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的独占实施权，用以补偿发明人对其发明付出的投资，鼓励发明创

造，鼓励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的制度。
60
 

  我们知道，一项发明的创造，需要发明人付出大量创造性的投入，需要利用仪器设备、

试验材料等。因此，新的发明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进行市场交易，这需要相关的法律保护其交

易权，由此，以授予独占实施权的方式来保护这种财产的专利制度应运而生。专利权与一般

的财产不同，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不以实体的物质形式存在的，因此被归入知识产权的范

畴。1474 年，位于地中海畔工商业发达的威尼斯共和国制定并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

此后，世界各国陆续效仿。迄今，全世界 170 多个国家中已有 140 多个建立了专利制度，专

利制度已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保护发明创造行之有效的措施。1980 年 1月 14 日，国务院批

转国家科委《关于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请示报告》。开始着手我国专利法起草、专利局和专

利代理机构建设等。1985 年 4 月 1 日，我国第一部专利法颁布实施，专利制度在我国开始

正式实行。 

专利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因而具有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等特点。专有性也称独占性，

指专利权人对其发明人创造所享有的独占性的制造、使用、销售、和进口的权利。其他任何

单位或个人未经专权人许可不得进行生产、经营目的的制造、使用、销售和进口其专利产品，

使用其专利方法。地域性，指一个国家依照其本国专利授予的专利权，仅在该国法律管辖的

范围内有效，对其他国家没有任何约束力。如果有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使用或销售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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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创造，则不属于侵权行为。时间性，指专利权人对其发明创造所拥有的专有权只在法律

规定的时间内有效，期限届满后，专利权人结发明创造就不再享有制造、使用、销售和进口

的专有权。这样，原来受法律保护的发明创造就成了社会的公共财富，任何单位或个人都可

以无偿地使用。 

  专利制度的核心是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法规定的所有程序，包括专利的申请程序、审查

程序、授权程序、诉讼程序等，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发明创造，并通过对发明创造专利权

的保护为手段。专利申请被批准后，任何单位或个人要实施他人专利的，必须与专利权人订

立书面许可合同，向专利人支付使用费。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实施他人专利的，构成侵权行

为。专利制度对取得专利权的发明人给予制造、使用、销售或进口的独占权，能在较大程度

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截止至 1997 年底的统计数字，我国专利的申请总量已突破 70 万件，

达 739517 件。在保护发明创造的同时，实行专利制度还可以鼓励发明；利于发明创造的推

广应用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在世界经济贸易日趋一体化，专利保护日益国际化的今天，

专利已成了各国企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推动技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武器。 

    作为法定垄断中的另一项内容，专利制度在以法律方式保护专利拥有者的权利、限制市

场进入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对技术市场开放的时间界限，因而可以有效激励其他企业进行

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活动。专利制度的实行虽然不能使新技术得以迅速扩散，但却鼓励了个

人或企业对新技术的追求，从而最终推进了技术的进步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专利制度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因为专利权的限制而产生的技术转移成本损失，

在此基础上，专利制度将得以维持并得到不断完善。 

 

3.2  中国行政垄断的现状 

    3.2.1  行政垄断的形成 

研究我国经济体系中的行政性垄断现象，体现为我国的中央集权传统以及经济体系中的

政企不分，而这在中国经济体制产生发展过程中由来已久，古代周朝就有“工商食官”的传

说（《国语·周语》）。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之初便是官办军事工业，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

国自己开办的机器工业兴起，最早可追溯到 1861 年曾国藩开办的“安庆军械所”，后由李鸿

章主持发展为“江南制造总局”。此后，陆续建立起“金陵机器制造局”（ 1863 年李鸿章建

立）、“天津机器局”（ 1867 年崇厚建立）、“福州船政局”（1866 年左宗棠建立）、“湖北枪

炮厂”（1888 年张之洞建立）等。从 19 世纪 60 到 90 年代，约投资 4500 万两国库储备，共

设立了大小 19个军事工厂，雇用工人约 1万人。
61
 

同一时期，由于民间资本不能从事军事工业，“铜钱火器之类，仍照例设禁”，
62
只能投

资于基础工业，近代民用企业开始出现。这些民用企业，除“官办”形式外，还有“官商合

办”、“官督商办”等形式，官商合办是指政府出部分资本，其余则招收商股，经营管理权掌

握在政府所派的官吏手中；官督商办则是指企业资本全部或部分由商股承担，政府官员控制

了经营管理和人事权等。较早的民用企业主要有矿业的基隆煤矿（1875 年开办）、开平煤矿

（1878 年开办）；交通运输业的轮船招商局（1872 年开办）、天津电报局（1880 年开办）以

及纺织业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 年）、华盛纺织总厂（1894 年）等。这些民用企业虽然为

民族资本发展提供了舞台，但始终未能摆脱当时政府的控制。 

这些官办军事和民用企业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官僚资本的主导地位，直到国民政府

时期。虽然民族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后期开始出现萌芽，但在官僚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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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并在 20世纪 30 年代出现了衰退，“显示出深刻危机”。
63
 

    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标志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前，官僚资本

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 66%，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 8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开始了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过程。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

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而陆续完成的。
64
没收官僚资本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

经济，这就构成了国营经济的最主要部分；加上为满足战争需要而在革命根据地时就已产生

的公营经济，到 1949 年，国营经济已拥有全国发电量的 58%、原煤产量的 68%、生铁产量的

92%、钢产量的 97%、水泥产量的 68%和棉纱产量的 53%，国营经济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邮

政、电信和大部分的现代交通运输事业。 

1952 年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6 年基本完成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格局。由此形成的我国国营经济，尤其

是工业管理体制长期来存在着：偏重于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企业常常是行政单位的附属物；

管理多头多级，政出多门；管理机构重叠庞大，效能不高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1964

年底起，中央各部试办了 12 个工业、交通托拉斯，即烟草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工业公司，

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制铝工业公司，橡胶工业

公司，医药工业公司以及地区性的华东煤炭工业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和长江航运公司。次

年又试办了石油工业公司，仪器仪表工业公司和木材加工工业公司。
65
 

“文化大革命”之后，为迅速解决铁路运输严重堵塞问题，1977 年中央政府明确铁路

运输由铁道部集中统一指挥，从而迅速结束了铁路运输长期的混乱状态。此后，中央继续针

对邮电和民航等部门实行了集中统一的领导。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重点企业，实行了以中央

部门为主的管理体制，其余大中型企业则由地方政府部门进行管理。但总体上看，在国家与

企业关系方面，企业权力过小，缺乏活力，经营管理不善，不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是我国经

济体制中长期没有克服的一个弊病
66
。为此，1979 年，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和财政部等部

门在北京等地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这是较早的政企分开尝试。但在改革中也

存在一些问题，如对企业的指导、调节和监督等措施未能相应加强，出现给企业的自主权没

有完全得到落实等新情况，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1981 年，一些地方为落实财政上缴任务，

开始试行对工业企业推行利润包干的经济责任制。 

总体上看，这时的企业自主权改革并未涉及产权制度改革，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仍待推

进，使得我国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现象仍然存在，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行政性垄断的制度基础。

此外，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和管理经济，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直

接的干预。政府职能与市场作用的认识不足，相关法律规制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法律意识

的淡薄和中央与地方分权后，利益多元化的趋动力等，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所谓权力经济、审

批经济、关系经济等行政性垄断。这不仅与市场经济对资源的配置手段格格不入，更滋生了

腐败和其他不正之风。 

由此可见，长期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使我们缺乏自由竞争的传统，而新中国建立后为迅

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推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则事实上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垄

断，形成全面的行政性垄断管理模式。
67
 

 

    3.2.2  行政垄断的表现 

                                                        
63 凌濯伦等：《中国近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P470 
64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P5 
65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P111 
66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P176  
67 高原：“引入竞争，打破垄断——再谈破除行政性垄断”，《中国改革》，2001 年 5 期，P1 



    行政垄断表现为行政权力对行业的过度干预和保护，包括对贸易的限制，如国家（地区）

的关税、进口配额制度等；市场进入限制，如审批制度等以及政企不分，如官商一体化等。

与经济发达国家存在的经济性垄断不同，行政性垄断是转型经济国家市场经济体系中垄断现

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我国的行政性垄断同样十分严重。 

    一些行业凭借政府所属部门垄断权力，实施的排除、限制其他部门企业参与本部门市场

竞争，制订高价以谋取垄断利润，形成了行业性行政垄断。如民航、石油和石化等行业，由

于这些行业被视为关系国计民生，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独家垄断经营。在许多基础设施产业中，

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执行者，市场竞争根本无从谈起，也即行

政性垄断形成的行业壁垒造成了竞争的缺乏。 

我国还存在着具有垄断性质的中介组织，这些中介组织通常是由政府特许经营的或与政

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过去一些工业部门，现在摇身一变都变成了行业协会，名义上是

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垄断性质。还有诸如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由财政部

统管等（余晖，2001）。 

此外，行政性垄断还表现为地区封锁和进入壁垒，地区封锁（或壁垒）的实质是地方保

护主义，这是由于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保护本地企业和经济利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

的排除、限制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市场竞争而设置的，用以保护本地区缺乏效率、技术水平落

后、产品质量低劣的生产企业免受外来产品冲击的屏障。地区壁垒多由有关主管部门以通知、

公告和规定等行政手段得以维持，从改革开放之初存在至今，也可称为区域性行政垄断。 

以汽车行业为例，1997 年 4 月陕西省政府在其专项问题会议纪要中规定，“今年省内新

增或更新出租车，凡购买秦川汽车公司生产的车辆作出租车的，免交出租车控制费，缓交风

险保证金一年，养路费减半征收”。这无疑形成了对本地汽车产品的保护，从而限制了外地

汽车的进入，为此，其他汽车生产大省纷纷效仿。同年 11 月湖北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关

于促进经济型轿车销售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凡以财政拨款购买车辆的各级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按用车标准应用经济型轿车的，必须购买神龙富康经济型轿车。否则，公安部门

不得办牌照，财政部门不得拨款，社控部门不得办理手续”。还规定对于购买该轿车的单位

和个人，减免各种地方性税费。上海市也对购买桑塔纳轿车做出了类似的规定。1999 年 4

月吉林省政府办公厅转发该省经贸委《关于加强市场开拓，促进省内工业产品销售意见的通

知》中要求，“凡购买我省各种型牌汽车的省内用户，免收各种机动车辆地方购置附加费、

预收通行费；免收购买小汽车教育附加费；免收新购汽车验证费；优先办理执照手续”。68这

也就是为什么长春大街上跑的出租车多是捷达，上海马路上跑的多是桑塔纳，湖北出租车多

是富康，四川、重庆则多是奥拓的原因了。 

 

3.3  行政垄断的危害 

    3.3.1  行政性垄断与我国较低的产业集中度问题 

    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计划管制主张和市场化要求反复交替出现，在从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过渡中，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和政治职能的转变将起决定性作用。但在对计划体制进

行改革时却遇到了困难，政府作为投资者和管理者的政治组织和与此相联系的中央和地方政

府所属的经济组织即国有企业的职能难以划分，形成所谓政企不分。政府作为投资者的政治

组织和银行作为货币调控管理和融资机构的经济组织难以划分，出现了财政金融不分。政府

维护市场秩序的强制性手段（立法、执法）和作为对市场管制的强制性手段（如对价格、汇

率、进出口配额等的控制）相混淆。由此出现了不发达市场经济中的种种弊病，如市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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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的复杂关系网、市场交易中的原子化，规模经济不能形成等。
69
 

    这里指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规模不经济的

现象，其根本原因何在？有学者认为在面临经济开放的大背景下，为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应当鼓励国内企业“做大做强”，因而不应过分强调反垄断问题。其实这里存在一个理论上

的误区，实际上，正是因为国内存在大量的垄断现象，才使得在产权不清的情况下
70
，一些

国有企业依靠行政保护特权，在毫无效益甚至出现巨额亏损而重组无望的情况下不仅能够不

破产，反而继续扩大生产。一些经营效率高、发展前景好的企业却受累于各式各样的垄断，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71
等问题，无法占领更大的市场。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普遍存在企业规模

过小、市场集中度不高的真正弊端不是所谓“垄断不够”的问题，
72
而是因为垄断太过严重，

尤其是强大的行政性垄断，使得国内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等痼疾无法根除，具有较高生

产效率和掌握先进技术水平的企业无法通过自由的市场竞争成为市场中的强者。 

    一些统计资料表明，正是因为行政性垄断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才使得我国不仅企

业规模小，产业同构现象也十分严重。如 1995 年，中国有汽车生产企业达 751 家，其中汽

车总装厂有 130 家。年产量超过 5万辆的仅 6家。当年全国汽车总产量不到 150 万辆，不及

发达国家一家大汽车厂家的产量。在钢铁行业，企业平均规模仅有 95 万吨，钢产量在 100

万吨以上的只有 22家。乙烯工业单套装置年生产能力只有 21.2 万吨，大部分年生产能力为

11.5-30 万吨。炼油、造纸的平均规模分别只有 167 万吨和 3000 多吨。在全国 1600 多家造

纸厂、400多家啤酒厂和130多家洗衣机厂中，达到最小合理规模的分别只占8%、12%和 6.9%。

此外，我国地区间产业同构现象为极为严重。1995 年，塑料、化肥、钢铁、卷烟等，全国

有 29 个省市区生产；化纤有 28 个省市区生产；电视机有 27 个省市区生产；自行车。洗衣

机有 23 个省市区生产；电冰箱有 19个省市区生产。
73
有 22个省市区把汽车作为支柱产业，

有 16 个省市区将机械作为支柱产业；有 16 个省市区把化工工业作为支柱产业，有 24 个省

市区把电子作为支柱产业，有 14 个省市区把冶金作为支柱产业。据国家计委测算，目前我

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 93.5%，西部与中部地区工业结构的相似系数为

97.9%。 

  条块分割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成为包括中国工业 500 强在内的广大企业发展的严重障

碍。它不仅导致企业难以通过兼并联合来实现迅速扩张，而且即便被强制扭合在一起，也无

法实现资源的真正优化配置。这种局面如不尽快改变，将会严重阻碍中国工业 500 强追赶世

界 500 强的进程。
74
 

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企业规模为标准来衡量我国的垄断程度，更不能想当然地将考

察企业集中度的有关指标进行简单化地套用而不做深入地分析。我们应根据我国经济运行的

实际状况，找出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才能

具有现实意义。因此，为使中国企业能够真正做强做大，反垄断不仅不应当减少力度，反而

                                                        
69 荣敬本：“政府职能的定位及其转变的轨迹”，《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 年 2 期 
70 对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产权不清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竞争的扭曲现象，学者们有过很好的论述，参

见张维迎、栗树和：“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经济研究》1998 年 12 期 
71 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及相关问题，可以通过各地不同的市场化程度加以说明。对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性，樊纲教授等人对此做了很有意义的基础性研究。参见樊纲、王小鲁、张立文：“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

2000 年报告”，《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 年 3 期 
72 对于我国市场的现状，不少学者认为存在集中程度不高的现象，并因而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市场集中度的

主张。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这类主张似乎更具有民族自觉的意味。但在提高市场集中度的方

式上，一些学者径直提出了类似“垄断不够，须加大垄断力度”的主张。我以为，无论如何，集中度与垄

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撇开提高市场集中度的具体途径，集中度可以提高，垄断却总是要反对的。更

不可以垄断状况下的高集中率混淆竞争前提下的市场集中率，将垄断的内涵中性化。 
73 李铁军主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产业结构》，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8 年版，P61-62 
74 参见鲁志强主持的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研究报告：《世界 500 强：中国工业 500 强的差距与对策》 



应予以进一步强化，才能更好地完善市场体系，由此形成的大企业也才是真正的具有强大生

命力的市场主体。也就是说，对行政性垄断的破除，真正转变政府的职能尤其是对市场运行

的控制职能将成为关键。 

 

    3.3.2  行政性垄断的社会福利损失 

   与完全竞争相比，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主要有消费者剩余的减少和企业的“X—

效率”损失（Harvey Leibenstein，1966）。前者是因为垄断厂商制定垄断高价而增加了生产

者剩余，但由此使得消费者剩余的减少要远远大于生产者剩余更多，其间的差额便产生无谓

损失（deadweight loss），这也被称为“哈伯格三角形”。此外，由于寻租（Rent Seeking，克

鲁格，1988 年中文版）理论的发展75，使得人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垄断不仅造成了无谓的损

失，更使得垄断成为一种资源，从而导致“直接的非生产性逐利行为”（DUP，塔洛克，2000

年中文版），产生更多的社会福利损失（也称为“塔洛克方块”）。而“X—效率”则是由于

垄断者处于垄断地位，缺乏竞争而丧失了通过实现成本最小化达到利润最大化的动力，致使

垄断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远远高于竞争条件下的最优成本，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借助政府的管制手段消灭垄断利润，会导致新的社会成本的出现。

由于存在福利三角形的无谓损失以及因用于寻租的资源所部分地损失的资财的矩形（塔洛克

方块），以此计量的社会损失，可以很好地测算出因行政手段等形成的垄断所带来的损失。

正如布伦南（Brennan）和布坎南(Buchanan)所论证的，政府机构本身通常就是一种垄断，

一些被视作适当的政府政策虽然可能也包括政府对其自身创造的某些东西作出的“纠正”，

但却最终出现了由自身就是垄断的一个机构去管辖或控制的一般的垄断，由此所形成的损失

同样值得人们重视（埃德温·韦斯特，1992）。 

    胡和立（1989 年）和万安培（1995 年、1998 年）分别对我国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

失作了估测，前者将 1988 年我国各类价差、利差和汇差合计，租金规模约为 3569 亿元，约

占当年国民收入（GNP）的 30%。后者测算出 1993 年我国各类租金规模总额约为 6243.7 亿

元，加上杂项租金则约为 6343 亿元，占当年 GNP 的 32.3%；以及 1996 年我国的租金总额

约为 6229 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67795 亿元的比重为 9.18%。 

    根据胡鞍钢对我国 1990 年代后半期四大类型腐败经济所造成的社会损失的初步估计，

平均每年损失约在 9875-12570 亿元之间，占 GDP 总值比重在 13.2%-16.8%之间（胡鞍钢，

2001 年）。其所测算的“各类税收流失”、“国有经济投资和财政支出流失”、“非法经济‘黑

色收入’”和“垄断行业租金”四大类型，其形成均主要源于垄断（含行政性垄断），因而也

可以近似地作为因垄断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此外，由于普遍存在的垄断性行业的配置低

效率和“X—效率”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减少的消费者剩余中“无谓的损失”，我国各产业

中因垄断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将远远大于 13.2%-16.8%的估测值。另一方面，行政垄断的

存在，还使得这些垄断产业价格呈现出明显的钢性，近年来，在工业品价格整体呈现下降趋

势的情况下，服务品价格不断上涨，幅度超过 10%。76目前，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已由 1990

年的 1.72 倍扩大到 2.63 倍，高收入行业中多是垄断性经营行业。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行政

垄断的存在。 

随着我国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垄断性行业本身也正在经历着不断地变革。人们也开始

                                                        
75 寻租理论最早是由塔洛克于 1967 年提出，但“寻租”这一名词却是由克鲁格由 1974 年首先使用的。塔

洛克指出尽管偷窃并未造成价格扭曲，也就不存在资源配置上的 X—效率。但只要存在偷窃的潜在收益机

会，就会有人力图偷窃。从而迫使人们采取各种防范偷窃的措施，这些活动支出的稀缺资源便构成了偷窃

的福利成本。由此，垄断作为一种特权资源，在追求垄断地位的过程中支出的社会福利，并未直接用于社

会财富的创造，也是一种福利的损失。 
76 迟福林：“从基础性改革转向结构性改革——21 世纪初期我国经济改革的特点分析”，《天府评论》，2001

年 8 月 02 日 



正视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等问题，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也在逐步减少。如我国中央政府

于 2001 年公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77便是为

了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禁止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地区封锁

行为，破除地方保护，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以任何方式阻挠、干预外地产品或工程建设类服务进入本地市场，

或者对阻挠、干预外地产品或服务进入本地市场的行为纵容、包庇，限制公平竞争。 

我国行业性行政垄断的存在，使得全社会范围内的消费者面临价高质次产品或服务而毫

无选择余地。区域性行政垄断主要发生在某一特定地区，但由于它主要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

从而使得地区市场被人为地封锁和割裂开来，无法有效引入市场竞争，甚至阻碍了全国统一

大市场形成，同样将对全国范围内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造成损失。行政垄断凭借行政权力

排斥自由竞争，使得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不复存在。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设

置市场准入等障碍，从企业谋取私利，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其危害是极为明显的。 

  1、行政垄断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一些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为保护本地产品，

任意地制定地方性市场进入限制规定，出台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如曾在华东某地蒜产区，

地方政府对外来客户设卡收费，吓跑了客户，蒜苔价格一路暴跌，结果是蒜农倒霉，蒜苔卖

不出去，倒进路边沟中78。 

    2、损害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所具有的独立经营权。政府对企业行政性干预集中表现在对

企业人事和业务的控制上，企业董事会由政府决定，选举成为走过场。中国民航便是一个例

证，在面临跟铁路、公路客运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民航总局却把民航机票的定价权牢牢控制

不放，如果承认各航空公司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民航总局就应专心抓好行业安全生产

和对企业的服务工作，而不是去控制民航企业从人事任免到生产计划的制订甚至企业报纸的

征订等工作。 

3、扮演与民争利的角色，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不少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当发现

有获取市场利润的机会时，往往以“规范”、“管理”、“整顿”的名义进行干预，运用行政手

段限制市场进入。在与民争利的同时，更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这也严重阻碍了自由、公平有

效竞争市场秩序的形式。 

    4、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权力经济往往导致腐败，主要表现为权力寻租，即权钱

交易。拥有庞大国有经济的政府及各种由政府掌握的资源，一再成为各利益群体寻租的猎物。

寻租现象的泛滥，破坏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阻碍其进一步深化。 

因此，不打破行业保护和地方封锁，企业管理和资源运用的低效率就难以改变，随着市

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缺乏竞争压力的垄断行业将没有出路，也使得市场经济秩序无法

真正建立起来。 

 

3.4  行政性垄断的治理 

    垄断行业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块堡垒。79在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转变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后遗症”无处不在，行政性垄断便是其中之一。行政

垄断在损害消费者利益同时，更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秩序。在国家行政部门或国有企业所垄

断的行业中，由于严格的限制进入措施，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因此，凡不利于市

场竞争、提高企业效率的行业结构和企业组织都要进行改革，以有效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

断是为了竞争，竞争的结果是让消费者得到更大的实惠。我们要打破行政垄断，法律也是必

                                                        
77 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4 月 21 日签署的第 30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新华社北京 2001 年 4 月 29

日播发 
78 蔡恩泽：“‘权力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天敌、滋生腐败的温床”，《中国青年报》，2001 年 5 月 12 日 



不可少的武器。 

 

    3.4.1  制定反垄断法，完善反垄断法律体系 

    要有效制止行政性垄断，应首先建立反垄断法律体系，使对行政性垄断的治理建立在坚

实的法律基础之上。破除行政垄断应结合特定国情，分析行政垄断产生的原因和机制，制定

出我国的包括反行政性垄断在内的反垄断法。建立相应的行政性垄断法律责任制度，组建具

有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反垄断主管机构，并授权其可以针对行政性垄断行为诉诸法律解决的权

利。 

  在治理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极大危害的行政性垄断方面，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却相当不

足。目前只有 1993 年颁布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相关内容。该法明确了 11 种不

正当竞争行为，但涉及行政性垄断行为的内容极少，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处罚力度也极为有限。

该法不仅对于垄断行业的擅自定价缺乏应有的约束力，对于地区壁垒也只是有条件地适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

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同时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

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但在法律责任中

却规定对于政府违反第七条规定时由其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时由同级或者上级机

关对其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第三十条）。也就是说，违反该法的行政垄断行为必须

借助行政手段予以解决。原本违法的行为却不能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要求赔偿损失，80而只能

通过另一个行政措施予以解决，表明 “反不正当竞争法”自身便存在明显不足与欠缺，因

而无法有效提供破除垄断的法律支持。 

  另一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规范的是不正当竞争活动。而目前大量存在的行政性垄

断，如限制竞争行为以及直接的垄断等，都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则，对市场经济秩序具

有巨大的破坏作用，而这些已远远超出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约束范围，因此，建立健全

反垄断法律体系是极为必要的。有着“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作为规范公平竞争的法律

依据，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在世界各国受到相当的重视。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

出现在 1898 年的加拿大，次年，美国制定了“谢尔曼反垄断法”。此后，通过法律手段规范

市场竞争行为成为世界各国采取的普遍措施。 

在我国，作为经济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现在体系中通过既存的政

府行政授权，如特许经营权和严格的市场禁入规定等，获得了对市场和产品价格的垄断，建

立了所谓“合法的”行政垄断权。81但在实施行政垄断的同时，造成的限制竞争等问题，必

须首先构建相关法律体系，使其丧失必要的法律基础，这就要求制定“反垄断法”并建立相

关的执法机构。 

“反垄断法”首先应当明确政府部门与各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法律面前具有平等地位，

同时完善行政诉讼体系，包括所谓“民告官”、“官告官”和“官告民”的公诉制度，保证能

够通过有效的法律途径和方式，处理包含行政权力及公共因素在内的市场矛盾。引进反垄断

的行政调查、处理程序等，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各种主体包括政府行政部门的反竞争行为可以

提起诉讼。 

我国制定的“反垄断法”针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定，将取决于我国经济和政府体制改革的

进程。打破垄断体制与转变政府职能应当同步进行，要在准确界定政府行业管理职能的基础

上，建立起有效的政府监管组织结构，为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的持续发展和所有投资者的公

                                                                                                                                                               
79 周占华：“在‘入世’前打破垄断！”，《经济日报》，2000 年 12 月 19 日 
8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祝铭山在不久前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上提出了垄断行业纠纷将交由法院

审理，虽然尚未出台具体的法律条文，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参见：《中国经济时报》，2001 年 12

月 25 日 
81 史际春：“反行政垄断要确立平等观”，《法制日报》，2001 年 9 月 16 日 3 版 



平竞争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82这些都应体现在完善的法律体系基础上，为此，大力推进

政府体制改革，及时出台反垄断法。同时，由于我国现行的一些行业性法规，在制定过程中

是由原来政企不分的行业主管部门主持制定，如“航空法”等，有关内容体现的仍是政企不

分的行政性垄断。为有效破除行政垄断，应对此进行修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促进我国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3.4.2  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现政企分开 

  行政性垄断的实质是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行业）保护主义，从整体来看，垄断并不能

带来更大的收益，反而会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秩序会带来不好的影响，继而还会影响一个地

区的投资环境。行政性垄断是建立在行政权力基础之上的部门或地区利益反映，因而与行政

权力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凭借行政权力对经济资源进行

瓜分和占有，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排斥其他利益集团，妨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直接侵

害消费者利益，破坏了正常的利益分配格局，不利于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行政性垄断成为

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最大的制度性瓶颈，因此，对行政性垄断的破除是一场深刻的

社会变革（胡鞍钢，2001）。 

    要想打破行政垄断，首先就应实现彻底的政企分开，同时打破具有某些行政权力的行业

或公司的垄断格局，鼓励并扶持新的投资者进入行政垄断行业，建立竞争机制。国有企业改

革的目标是打破政企不分的行政性垄断，规范政企关系，在一切可以竞争的领域和环节放开

市场，根据不同行业的技术、经济特点形成竞争的产业主体结构，建立公开、公正和透明的

有序竞争市场格局。 

政企不分是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一大障碍（陈清泰，1999 年）。政企不分表现在政府直

接对企业的干预，过多的政府干预造成企业生产效率的低下，削弱了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使企业难以具备市场的真正主体地位；同时也使得政府陷入了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的困境。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则是坚持提高效率和促进发展为目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面建立

“市场准入”机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引入竞争和加强监管，加快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 

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政企不分仍然是当前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国有企业

改革以及整个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与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改革密切相关。在市场化改革

过程中，要明确界定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作用力，实现政府职能从以直接干预向以提供公共服

务为主的转变。具体看，应加快铁路、民航等基础性行业的政企分开。把具有自然垄断性的

国家铁路网基础设施管理与具有竞争性的铁路客货运输经营分开，组建国家铁路网公司及若

干个客、货运公司，实行分类管理。政府铁路主管部门的职能转向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不

再干预铁路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民航业则应以“政企分开”为前提，建立投资多元化、

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的机场管理体制。航空公司成为独立的经营实体，实行集团化管理，增

强竞争能力。 

    实际上，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划分并不是绝对和一成不变的，有些垄断性行业也

不是绝对不允许非国有经济进入。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对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作用至关重要

（高尚全，1999 年）。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应主要运用市场机制。政府则通过制定产

业政策及财政金融措施，引导企业按市场原则进行重组，不能再搞行政命令式的“拉郎配”。

企业的联合、兼并和规模扩张，从根本上说是在市场竞争基础上优胜劣汰的结果，是通过市

场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要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企业的内在要求为转移，政府对企业

的重组可以实施政策引导，为优势企业规模扩张创造制度或政策性条件，但在操作过程中，

却不应越俎代疱，用行政手段强迫企业间的联合或兼并。更不应把企业联合、兼并作为领导

                                                        
82 周芬棉“行政性垄断何去何从”，《法制日报》，2001 年 04 月 01 日 



的业绩（李兴山，1999 年）。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传统上的产权结构一元化，政府作为大股东行使对企业的控制权是天

经地义的，企业无法摆脱行政干预，产权难以清晰。而一些已经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

股份制企业，同样由于存在国有股权的所谓“一股独大”，使得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诸多难

以克服的难题，这在近年来的证券市场上表现得极为突出。
83
只有实行企业产权的多元化，

诸多的利益主体相互制约，才能有效提高企业经营决策的科学化程度，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

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还应包括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人的混合。只有这

样才能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和市场竞争中的主体，从而有效降低市场交换和竞争中的交易成

本和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将通过企业股份制改造，实现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和实行法人治理结构的目标。加快对电信、民航等国有公共部门的股份制改革，促进竞争

机制的建立，优化我国基础建设领域的投融资市场化结构，改变国有资本过于集中的状况，

加速打破行政垄断局面。 

 

    3.4.3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加速体制改革步伐 

  行政垄断的一个主要方式体现为行政审批制度，行政审批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用行

政权力配置资源的管理方式。而复杂的审批制度明显地有利于腐败的产生，因而许多地方政

府把复杂的审批制度视为提高收入的一个好办法。但是，它也为许多寻租行为创造了机会。
84因此，破除行政性垄断必须同时改革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加速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我国行政垄断产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行政权力的经济化，85行政权带有浓厚的经济色

彩。反行政垄断必须确立行政权的非经济性、统一性和规范性，强调行政权的从属性、服务

性。行政垄断把国家权力概念进行分解，形成条块分割，破坏了国家权力的整体权威。反行

政垄断立法必须确定政府权力的非经济性和统一性，明确地方权力是国家总权力的构成部

分，而非地方固有的权力。长期来，我国存在对行政权力行为的规范很少，对行政主体的市

场活动要求很不完善等问题；行政性垄断行业还曾打着维护国家利益或保护民族产业的旗贴

为垄断进行辩护（胡鞍钢，2001）。行政性垄断行业所制订的垄断高价，造成市场价格信号

失灵，资源配置机制扭曲，直接影响着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因

此，必须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在市场活动中的规范。 

2001 年底，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拟定的中央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将现有 1000

多项行政审批予以废止。86主要包括除国务院级别以上的所有前置性审批；投资、建设类项

目审批；土地使用权、上市指标等有关国有资产使用权的审批。保留的中央行政审批事项中，

将电力、铁路、民航、通信、公用事业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和法定经营活动；金融、保险、

证券等涉及高度社会信用的行业的市场准入和法定经营活动；与对土地、矿藏以及污染和其

他公害的防治如环保类、产品安全类、产品技术标准类、食品卫生类等存在负的外部性行业

的审批一并列入。 

  由于传统的政府管制体制影响，政府部门为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导致创租行为，而政企

不分，产权关系不明以及缺乏约束的政府职能，也成为寻租行为产生的沃土。因此，原有的

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的范围、方式及其职能要求都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彻底转变。

要大大减少政府对资源的行政审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公共职能，规范政府行为，

                                                        
83 进入 2001 年后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为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而出现的国有股流通问题，引起了整个股

票市场的剧烈波动，成为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难题。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分歧颇大的学术争论。 
84 （美）托尼·塞奇：“地方政府和腐败：几个实际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 年 5 期 
85 滕海迪：“反行政垄断：中国反垄断立法的重点”《当代法学》，2001 年 3 期 
86 罗旭辉、周欣宇：“1000 项中央行政审批作废，‘盖公章跑断腿’时代结束”，《中国青年报》，2001 年 11

月 15 日 



促进政府管制体制的变革。改变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现状，让政府归位，

使企业真正成为企业家管理的企业。 

行政审批制度是传统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方式，对行政审批的改革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

程，改革涉及政府机构本身改革和职能重组，势必遭遇各种形式的顽固抵触。必须相应进行

各领域的改革。如建立体现政企职能分开、政策职能和监管职能分开原则的现代监管制度；

充分发育社会中介组织、信息公开制、事后追究制、民事责任机制等替代机制等。要确保行

政审批改革成果，需要相应地把行政机关行政程序改革跟上，体现公开性和民众参与特点，

使审批制更充分体现社会公共利益，这就必须再制定完善的行政程序法。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应建立对市场主体资格确定过程的程式性、行政权力行使的有限性，

制定规范和公开透明的行政程序。行政部门对市场主体的管理权不能无限扩大，行政主体的

市场管理主要有市场组织、调节与监督等，在有效实施行政管制改革的基础上，将行政权力

对市场的管制范围明确为对行业质量标准、安全要求等外在因素方面，也就是说，行政权力

对市场进入的管制以产品质量、技术标准、安全参数、竞争规范等宏观层面为转移，限制其

对企业（行业）商品流通、价格制订等生产经营活动的微观层面的干预。同时，对市场秩序

的行政权力约束过程应当充分公开透明，要向管理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公开有关行政规章及

其依据，允许作为市场主体的管理相对一方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评议，形成对行政权的

必要约束力。 

 

 

 

4  中国民航业的发展与行政性垄断的破除 

4.1  中国民航业的发展历程 

     

    4.1.1  中国民航业的初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组织机构的建立和民航事业的发展，始于 1949 年 11 月 2 日由中共

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立的民用航空局。1950 年 8 月 1 日，天津-北京

-汉口-重庆和天津-北京-汉口-广州两条航线开通。这是新中国民航国内航线的正式开通，称

为“八一开航”。1952 年 7 月 17 日，第一国营航空运输企业——中国人民航空公司在天津

成立，次年 6 月，该公司撤消并入民航局。 

之后，民航局的隶属关系几经变化，曾直接归国务院领导；也曾归交通部领导。从文化

大革命时期直到 1979 年，民航归入空军管理，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实行以军队领导为主

的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长期的军队领导体制，使得民航基本处在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中运

行，作为政府管理部门的民航局既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又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民航运输

价格完全由政府决定。因此，这一时期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航市场。 

 

    4.1.2  中国民航市场化改革历程 

    1、领导体制改革。中国民航走向市场的重大转变始于 1980 年。1979 年 2 月至 3 月，

民航总局召开会议，拉开了民航改革的序幕。期间，李先念副总理于 2 月 25 日在国务院召

集会议宣布民航从空军中分离，改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但由于存在不同意见，决定被宣布暂

缓执行87。直到 1980 年 2 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民航一定要企业化”，3 月 5 日，国务院和

                                                        
87 沈图：“中国民航在改革开放中前进”，参见蒋祝平主编《中国民航的改革开放》，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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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随即再次宣布改变民航领导关系的决定，把中国民航总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脱

离军队领导体制，实行企业化管理，为中国民航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平台。 

1979 年，民航进行了企业经营管理机制的重大改革。开始将地区管理局作为独立的核

算单位，实行分区管理和计算盈亏，全面考核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按运输吨公里分配收入，

合理负担航站费用。这项改革使民航运输企业全行业当年就实现盈利 4313 万元，此后几年，

中国民航很快扭转了长期亏损的局面，全行业实现盈利。到 1986 年底，中国民航已拥有国

际、国内航线 288 条，比 1978 年增加 126 条；运输总周转量达到 15.48 亿吨公里，旅客运

输量 996.41 万人，货邮运输量 22.43 万吨，分别比 1978 年增长 4.2 倍、3.3 倍和 2.5 倍。  

2、经营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民航领导体制改革之后，经营管理模式仍是政企一体化，

不能适应市场化改革的需要，1987 年开始了针对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行政企分开。但由

于受长期的军队管理体制影响以及普遍存在于整个国有经济中的制度性障碍，民航业的政企

分开历程尚未完成。其过程主要分为： 

   （1）1987 年到 1993 年。这一时期围绕管理局、航空公司和机场分设等问题进行了改

革。对政企合一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六大地区管理局实行一分为三的改革，成立华北、华

东、中南等 6 个地区管理局；组建东方、国际、南方等六大骨干航空公司，对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上海虹桥、广州白云等 6 个机场进行分设，并把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业务从机场分离

出来。改革原来拥有飞机的民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管理局和航站，成立骨干航空公司的分

公司。将各级管理机构从事的服务性业务从航空主业中分离，成立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中

国航空器材总公司、计算机中心、结算中心等 9 家专业性的直属企业。1990 年起，还成立

了上海、厦门、海南、四川等 16 家地方航空公司。  

  在经营管理方面，中国民航于 1987 年在西南航空公司和成都双流机场实行了承包经营

责任制试点改革，试行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1991 年，民航总局在直属企业中

全面推行了承包挂钩工作。以此增加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的自主权，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2）1994 年到 1998 年。进一步扩大的航空企业经营自主权；机场建设和管理体制逐

步向民航、地方以及民航与地方联合建设和管理模式转变。民航和地方联合投资兴建的福州、

武汉、南京、海口等机场都成立了有限责任公司，由民航和地方联合经营管理。国内机场还

将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建立新型的机场投资与建设管理机制。1994 年，中国民航总局空

中交通管理局成立，开始了对空管体制的改革。1996 年 2 月，全国民航六大地区空管局相

继成立，中国民航空管系统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开始规范化运作；同年 6 月，京沪和沪穗

航路由军队管制交由民航管制，这对改善航路飞行安全状况，增大飞行流量，提高航班正常

率具有重要作用。 

1993 年，中国民航分别组建了国际、东方和南方航空公司等骨干企业集团，成为国务

院首批公布的 56 家大型试点企业中的 3 家。多年来，在企业经营管理机制方面进行了有益

的改革探索，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造等。1996 年，厦门机场率先在国内上市；1997 年，东航、

南航先后在香港及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分别筹资 2.82 亿和 7.19 亿美元。1998 年，虹

桥机场和深圳机场先后在国内上市。促使航空公司在经营管理上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加快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对民航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民航业改革以来，我国民航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特别是 1985 年到 1997 年间，民航年

平均增长 16.2%，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 1988 年、1991 年和 1992 年，分别达到 31%、28%

和 33%的增幅88。航线建设方面，我国民航航线由建国初期的 12 条发展到目前的 1122 条。

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国航空运输量迅速增长（见表 1-1），截止 1999 年底，我国通航的运

输机场已达 142 个，在用的民用航班机场 121 个。全行业拥有各型 795 架，其中运输飞机

                                                        
88 中国新闻社 2001 年 11 月 1 日消息 



510 架，机队座位总数达 8.2 万个，商载吨位达 1.1 万吨。89航空运输在服务改革开放及促进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民用航空运输量数据             （表 1-1） 

年份 

航空运输量 

运输总周转量（万吨公

里） 
旅客运输量（万人） 货邮运输量（吨） 

1950 157 1．04 767 

1960 4045 20.73 31788 

1970 4822 21.73 36891 

1980 42935 343.12 88866 

1990 249951 1659.61 369722 

1998 929736 5754.82 1044556 

1999 1061126.51 6094  

资源来源：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统计信息 

    总体上看，不断进行的改革是中国民航保持高速发展的强大动力。20 世纪 80 年代的民

航改革主要围绕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等内容进行，在政企分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90

年代的民航改革则以企业经营管理机制为重点，为解决困扰民航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

盾，试图通过推行大公司、大集团战略和规范化基础管理，以提高经济效益。在航空运输市

场逐步形成过程中，民航企业虽然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但并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作为政

府管理部门的民航局仍然对企业和市场进行直接的管理，运输价格仍然沿袭政府定价为主，

企业自主定价为辅的传统。 

但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配套进行，由于民用航空业属于高投入、高风

险产业，尤其是涉及到民航运输安全问题时，无论是对其极为重视，抑或是籍以借口，我国

民航业改革始终是在强调稳健的基调下进行，整个改革历程极为缓慢。民航企业的体制改革

虽然起步不晚，但总体上却远远落后于其他竞争性行业，仍未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迄今，

民航总局仍在向所属企业直接下达运输生产计划，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掌握着人、财、物

的审批和人事任免权限等。在 2001 年 4 月召开的民航直属企业改革重组动员大会上，民航

总局依然直接制定了被外界称为“拉郎配”的民航直属航空公司的重组计划，对本应由企业

进行的完全市场化行为进行直接干预。也正因如此，民航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粗放增长后，

便陷入了全行业经营亏损的困境之中。 

 

    4.1.3  中国民航业的困境 

    在我国民航业改革之初的 1980-1995 年间，整个行业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国内航线客运

量年均递增 19.8%，平均客座率保持在 76%以上。进入 1996 年以后，民航发展速度明显放

慢，1999 年与 1995 年相比，客运量年增长率只有 5.4%，1996-1999 年平均客座率为 65.3%，

并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到 1998 年，我国民航在航班座位数增长 12.47%的情况下，业务量

仅比上年增长 1.8%，平均客座率同比下降了 10.5 个百分点，其中正班客座利用率平均为

59.3%，比盈亏平衡点要低 5 个多百分点。在经过了连续 19 年盈利和高速增长后，民航重

新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当年亏损 23.8 亿元。1999 年全行业盈利 4000 万元，但当年客座率也

仅为 57.6%，与国际公认 65%的实现保本经营要求的客座率水平相去甚远；2000 年全行业

亏损 4.2 亿元90。 

    1、我国民航业的亏损现象 

    1998 年我国民航业出现的巨额亏损，民航总局将其归因于“一种机票（价格），多种折

扣”的销售政策。1999 年 2 月，民航总局以制止低价销售为由，会同国家计委联合下发了

                                                        
89 王德生：“中国交通运输 50 年”，《中国经济年鉴》（2000 年），中国经济年鉴出版社 2000 年版 

 
90 周望军：“完善民航运价形成机制，扭转民航亏损局面的政策建议”，《综合运输》，2001 年 8 期 



《关于加强民航国内航线票价管理制止低价竞销行为的通知》，这一被称为“禁折令”的措

施取消了民航企业的机票折扣销售权，紧接着，2000 年 4 月 1 日又推出了完全垄断市场的

“航线收入联营协议”。 

但实际上，折价销售机票的措施早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便已推出91，在一半时间里实行

了折扣政策的 1997 年没有出现亏损，延续的这一政策却成为 1998 年亏损的原因着实让人难

以理解。我们通过分析民航总局所属企业收入情况（见表 1-2）可以看到，1998 年，“通用

航空收入”较上年减少 6731 万元，降幅高达 44.21%，“国际及地区航线运输收入”较上年

减少 330657 万元，降幅也达到了 17.52%。而 “国内航线运输收入”仅减少 182807 万元，

降幅仅为 6.24%。实际情况是，通用航空和国际及（香港、澳门）地区航线机票并未实行折

扣，而推行折扣销售政策的国内航线业务实际收入降幅却并不明显。92
 

           1975-1999年民航总局所属企业业务收入(单位:万元)              表1-2 

年份 收入合计 

运输收入 

通用航

空收入 

机场服

务收入 

其他收

入 

每运输

吨公里

收入

（元） 

合计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及地

区航线 

1975 18415 16087 11368 4719 1716  2328 0.94 

1978 32856 29797 19550 10247 2366  3059 1.00 

1980 45049 37026 25502 11524 3936 3908 4114 0.86 

1985 209150 185160 72531 112629 7506 8451 15539 1.46 

1986 282435 255786 102968 152818 5982 11861 14833 1.65 

1987 426920 364682 156189 208493 6562 43907 18331 1.85 

1988 566998 487334 222136 265198 6518 60801 18863 2.11 

1989 591099 497486 263526 233960 6448 71291 22322 2.50 

1990 844683 776418 407720 368698 7302 54831 13434 3.25 

1991 1177567 1066054 552533 513521 6806 94201 17312 3.53 

1992 1681718 1502751 841658 661093 7448 156045 15474 3.75 

1993 2307828 1951448 1100163 851285 8908 195193 152279 4.11 

1994 3278750 3058355 1698156 1360199 12359 212233 220395 5.83 

1995 4349579 3801692 2231150 1570542 16183 284530 192860 5.82 

1996 5052544 4476926 2782793 1637253 16175 328742 230695 5.55 

1997 5526205 4817399 2930331 1887068 15224 371182 322400 6.76 

1998 5083815 4338815 2747524 1556411 8493 420249 316258 5.70 

1999 6306309 4805867 2928206 1841205 10053 443639 1046750 5.75 

资料来源：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统计信息 

通过对比国内其他运输行业的数据可以说明，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内通货紧缩的

影响下，1997 年我国国内其他运输行业同样面临需求不足问题，如 1997 年 6月，铁路客运

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全国铁路每天共 235 万个座位，6月上旬每天的客运量最多只有 228

万人，这意味着每天有 15列客车在空驶。6月 23 日，北京到上海的 13 次特快 1160 张票中，

只售出 466 张。北京到广州的 15 次特快 980 张票，只售出 305 张。在铁路运输最为紧张的

京沪、京广线上出现这种情况，实属罕见。而这一切，伴随着的是铁路运输价格的上调，1995

年 10月 1日，铁路基础票价由原来的每人公里3.86分上涨到 5.86分，上涨幅度达到 50.2%。

部分大站间开行的新型空调列车，也在原基础上加收了 50%的优质优价费。涨价当月，客流

量便出现急剧变化，比上年同期下降 12.9%，到第四季度，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15.9%。
93
 

可见，在国民收入水平并未得到迅速提高的前提下，过高的运输价格只会压缩市场的有

效需求。因此，若考虑到 1997 年开始的国内经济持续通货紧缩状况，机票实行的折扣销售

使得消费需求得以有效增长，根据对 1998 年国内机场旅客吞吐量统计，当年国内旅客数量

                                                        
91 “中国民航效率低下，转嫁危机乘客买单”，《21 世纪经济报道》，2001 年 2 月 27 日 
92 其实，1997 年 7 月 1 日实行的公布票价与折扣票价并轨，实际上是国内运价再次上调 30%左右（“中国

民航效率低下，转嫁危机乘客买单”，《21 世纪经济报道》，2001 年 2 月 27 日）。而进行折扣销售只是起到

了对不合理机票价格的被动式，但却是市场化的一种校正作用。 
93 王小峰等：《谁能启动中国经济》，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P14 



实际较上年增长了 2%（见表 1-3），这一措施实际上对民航业务收入起到了正向拉动作用。 

             1998 年机场旅客吞吐量            表 1-3 

 1998 年 1997 年 增长 

总计 113.71 111.02 2.4 

国内航线 102.65 100.66 2.0 

其中：香港航线 4.30 4.72 -8.9 

国际航线 10.41 9.88 5.3 

澳门地区航线 0.65 0.48 36.4 

资料来源：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统计信息 

    2、我国民航业亏损原因分析 

    实际上，民航业亏损的深层次原因正是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行政性垄断及由此衍生出的一

系列低效率、高成本和落后管理体制等诸多顽症。 

（1）行政性垄断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经营成本刚性上涨。1998 年发生的民航全行业亏

损，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国民航业存在的行政性垄断以及因垄断而导致的高额垄断利润与低

下生产效率。我国民航业的行政性垄断既表现在拥有行政权力的政府管理部门对市场进入的

限制，还表现在对民航企业的直接控制，使企业丧失了从原材料采购到制定产品价格的几乎

全部经营自主权。 

传统经济学理论曾将具有较高规模经济特征的民航业作为自然垄断性行业，但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民航业的自然垄断特性并不明显。世界上最早进

行民航业管制改革的是美国，始于 1978 年卡恩对美国民航管制体制的改革。此后英国、日

本等国也对民航管制体制进行了改革。 

我国民航业的改革虽然始于 1980 年，但其内容却停留在所有制方面的改革，长期来，

我国民航所有制形式单一，实行的是政府投资和经营。管理体制上政企不分，虽然航空公司

数量并不少，但由于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市场竞争更不能形成不同投资主体

间的有效竞争局面，民航市场仍处在垄断经营状态之中。作为企业主管的民航总局直接干预

市场，如直接制订生产经营计划等；作为政府部门，民航总局自身对市场变化的判断不可能

象企业一样准确，往往出现制订的经营计划与市场真实情况的脱节，人为加剧了生产的波动

性。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民航企业内部管理机制落后，管理水平低下，经

营成本居高不下，如反映民航业生产效率的人机比数据，在国外一般航空公司为 100∶1，

而我国人机比却高达 400∶1 人。我国民航业的发展长期表现为高增长、高价格粗放型扩大

再生产，其内部存在的管理不善，成本失控等问题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如在国内通货紧缩

明显和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的 1998 年，民航固定资产投资却较上年猛增 51.62%，其中占固

定资产投资比重 78.02%的基建投资增长更高达 59.76%，均是 1994 年以来的最大增幅，而

用于技术改造的投资却仅增长 28.39%（见表 1-4）。过快增加的基建投资无疑成为当年亏损

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正说明了我国民航业成本的增长更多的是被一些非生产性活动所吞噬

了。 

            1994-1999 年民航固定资产投资（单位：万元）         表 1-4 

年份 总额 
较上年增长

率（%） 

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其中技术

改造投资 
基本建设投

资总额 

较上年增长

率（%） 

占总投资比

重（%） 

1994 497738 42.67 338724 41.13 68.05 159014 

1995 674557 35.52 457337 35.02 67.80 217220 

1996 926279 37.32 598492 30.86 64.61 327787 

1997 866185 -6.49 641343 7.16 74.04 224842 

1998 1313265 51.62 1024588 59.76 78.02 288677 

1999 828879 -36.88 570585 -44.31 68.84 258294 

资料来源：较上年增长率系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统计信息计算得来。 

    同时，各航空公司只能购买由民航总局垄断经营企业——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提供的航



空燃油，同样由于垄断的原因，油料总公司经营成本也呈现出刚性上涨。我国航油价格自

1999 年 11 月 5 日的 2120 元/吨涨至 2000 年 10 月 19 日得 3710 元/吨，涨幅高达 75%。到

2000 年 11 月，国内航空燃油再次涨到每吨 4165 元/吨。94虽然到 2001 年 6 月涨幅回落至

22.6%，但仍高达 2600 元/吨。考虑到国际油价 1999 到 2000 年连续 9 次上涨因素，我国国

内航空燃油价格的垄断供应导致其价格远高于国际世界价格，如在国际航油价格最高的

2000 年 3 月，每桶航油为 32.37 美元，仅约相当于 2100 元/吨，并在同年 5 月回落至 29.11

美元/桶，约 1887 元/吨。95也正因如此，民航运输全行业 2000 年仅油料成本一项便增加支

出 43 亿元（周望军，2001 年），进一步加大了 2000 年民航全行业的亏损。 

                        国际油价变动情况               （表 1-5） 

时间 国际油价（美元） 说明 

1973 年 10 月 1 日—1974 年 1

月 1 日 
3.11-11.65 中东战争的影响 

1978 年底—1980 年底 13.34-43 伊朗革命和两伊战争影响 

1985 年底—1986 年 10 月 28-6.8 前二次石油危机造成的石油需求锐减 

1996 年 10 月—1998 年 10 月 23.5-10.6 
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对石油需求

减少 

1998 年底—1999 年底 10-23 亚洲经济复苏和 OPEC 限产措施 

2000 年 1 月—8 月—11 月 20-36-29 OPEC 限产措施 

2001 年初—2001 年底 28-18 世界经济衰退及美国 9·11 事件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金融》，2000 年 9 月 21 日 1 版和 2001 年 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0

年 9 月 5 日 3 版内容整理 

（2）建立在行政性垄断基础上的高票价政策。由于我国民航业行政性垄断限制了有效

市场竞争的形成。一方面在低下的生产效率和持续上涨的经营成本推动下，民航机票价格上

涨的外在压力很大；另一方面谋取垄断利润的要求也使得机票价格内在地具备了上涨的动

力。随着技术的加速进步以及不断发展的交通运输革命，民航运输单位价格水平原本应呈现

出下降趋势，但我国民航机票价格却出现持续的上扬（见表 1-6）。在 1980～1997 年间，民

航每客公里票价年均上涨高达 16%（周望军，2001 年），其中 1997 年比 1994 年的国内航线

票价更上升了 1.14 倍，年均涨幅高达 21%（胡鞍钢，2001）。 

          1985-1997 年我国国内航线机票价格（单位：元/客公里）    表 1-6 

年份 当年价格 1978 年固定价格 数据提示 

1985 年 
公布票价 0.144，折扣票

价 0.084* 

公布票价 0.11，折扣票

价 0.07 
 

1986 年 公布票价 0.19* 公布票价 0.14  

1987 年 
公布票价 0.24，折扣票价

0.11* 

公布票价 0.16，折扣票

价 0.08 
 

1988 年 公布票价 0.24* 公布票价 0.14 
56 条旅游热线中外旅客统一实行公布

票价 

1989 年 
公布运价 0.32，国内旅客

热线 0.28，非热线 0.20 

公布运价 0.16，国内旅

客热线 0.14，非热线
0.10 

国内旅游热线增至 71 条 

1990 年 公布票价 0.32* 公布票价 0.15  

1991 年 
公布票价 0.354，折扣票

价 0.308* 

公布票价 0.17，折扣票

价 0.14 
 

1992 年 公布票价 0.41* 公布票价 0.18 热线国内旅客运价上调 10％ 

1994 年 
公布票价 1.01，折扣票价

0.49 

公布票价 0.33，折扣票

价 0.16 

国内航线票价算术平均，根据《从统

计看民航 1995》第 138 至 173 页计算。 

1996 年   
票价 2 月 1 日上浮 20％，7 月 28 日上

浮 6％左右 

1997 年（7 月   实行公布票价与折扣票价并轨，实际

                                                        
94 王蓉、刘小琴：“民航货运燃油加价”，《华商都市报》，2000 年 12 月 10 日 
95 马湘山：“我国民航业如何应对航油价格波动”，国研网资料，2001 年 7 月 17 日 



1 日起） 上是国内运价再次上调 30%左右。 

资料来源：（1）1985-1996 年资料来自张帆：“模拟竞争市场的建立和生长——中国民用航空运输业的管制

改革和市场竞争”，载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 2 集），中国财经出版社 1999 年版。

1978 年固定价格等于当年价格除以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中国统计年鉴 1995》第 233 页）。带*号数据来

自国家计委综合运输研究所 1993 课题，其他数据来自李争：“民航经济效益显著”（载《中国民航的改革开

放》，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2 年版）。 

     （2）1997 年数据来自“中国民航效率低下，转嫁危机乘客买单”（《21 世纪经济报道》，2001 年 2

月 27 日）。 

    我国民航市场出现的航线联营价格政策，引起了经济学家和广大消费者的批评。我国航

空运输不仅相对价格水平比国外航空公司高，绝对价格水平也不低。以存在市场竞争的国际

航线价格为例，相同的航线，我国民航票价一直比国外航空公司高，如国航经营的美国航线

机票价格要比外航普遍高 30%以上。尽管用行政命令规定，国内公费出国者必须乘坐中国

民航，在竞争环境下，仍有大量客源流向外航。从首都机场出国的旅客中，有 61%乘外航

班机；在上海虹桥机场，有 77%的出国旅客乘坐外航班机。96与此相对照的是，国际航线票

价近年来一直呈现出下降趋势，即便是在 2000 年国际油价上涨的情况下，美国的航空公司

也曾试图推出“燃油加价”措施，但面对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公司立即取消了该项

措施，转而在经营管理上做文章。当年，世界主要航空企业如美利坚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

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等都在未提高票价的情况下，创造出历史上最高的营运水平和收益

额。 

从相对价格水平来看，以中美两国对比，按实际购买力平价（DDD）计算，中美人均

GDP 之比为 1∶8，如果单位里程机票价格之比是 1.3∶1，则中美两国单位里程机票相对购

买价格之比便为 10.4∶1，也就是说，同一条航线，购买国内航空公司机票的我国消费者，

将支付比购买国外航空公司机票的美国消费者多出近 10 倍的价格。其推行的航线联营价格

政策，由民航总局直接对同一航线上不同航空公司、不同飞机机型等进行行政干预，以维持

垄断利润，是一种典型的“价格卡特尔”（胡鞍钢，2001 年）。 

    在缺乏市场竞争的国内航空市场上，由于行政性垄断的存在，机票价格长期以来居高不

下，甚至在 1994 年至 1998 年期间，国际油价基本平稳，甚至出现下滑的情况下（见表 1-4），
97国内航线票价涨幅却高达 114%，到 2001 年总体票价水平达到 0.85 元／客公里，98多年来，

中国民航的经营管理水平不见提高，单位飞行里程的价格却跑到了世界前列，有资料显示，

美国人平均客运票价为每公里 0.086 美元，千公里票价只占人均 GDP 的 3%，而中国最便宜

的经济舱客运票价为每公里 0.10 美元，千公里票价占人均 GDP 的 130%，99
 

这与国内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准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垄断成了唯一可

能的解释，正是因为垄断的存在，民航公司产并不用关心消费者是否会“用脚投票”，毕竟

消费者别无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民航的国际航线价格实际出现了与国内航线间的“倒

挂”现象，如在实行“燃油加价”之初，北京至曼谷航线价格便低于北京至昆明航线价格，

而前者距离要大于后者近百公里，这正是国内市场的垄断和国际航线的竞争使然。 

    在高定价政策及由此产生的高额垄断利润影响下，国内民航消费市场始终难以得到大的

                                                        
96 兰纪平：“国内涨价国际降价，民航票价为何‘内外有别’”，《中国青年报》，2000 年 11 月 29 日 
97 总体上看，1990 年代，国际油价一直走低，1999 年 2 月最低甚至跌破了每桶 10 美元大关（参见钱雪梅：

“油价：世界经济的神经”，《解放军报》，2000 年 09 月 16 日）；其实，1999-2000 年间的油价上涨并不惊

人，因为在 1970 年代石油危机时，国际油价曾高达 40 美元/桶（相当于现价 90 美元左右），而 2000 年油

价最高不过 36 美元（吴若蕾、李书成：“石油价格飙升，威胁全球经济”，新华社 2000 年 09 月 16 日电）；

总体上看，世界石油价格从 1989 年到 1998 年连续 10 年稳定在每桶 15 到 20 美元之间，只有 1990 年和 1996

年下半年有过短期波动，但由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 和 99 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直到 2000

年才出现回升，6 月份达到了每桶 35 美元（参见“油价起落为哪般（众说新语）”，《国际金融报》，2000 年

09 月 16 日）。 
98 顾钧：“民航总局人士透露：民航票价短期内不听证”，《中国青年报》，2001 年 12 月 28 日。 
99 肖可：“中国民航业犹如一‘顽童’，时报年终大回放”，《中华工商时报》，2001 年 12 月 14 日 



发展，我国民航企业收入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 2.8％，占国际航线市场的 1.1％，还不如人口

仅为 1700 万的澳大利亚民航公司的市场份额。近年来，我国航空客运量仅 6000 多万人次，

只占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 6%。在我国民航旅客构成中，公务旅客占 28.6％，商务旅客占 29.8

％，外出参加会议的旅客占 9.4％，合计 67.8％（胡鞍钢，2001 年）。这说明我国目前民航

市场仍以公费旅客为主，公费旅客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小，这也是为什么民航主管部门顽固坚

持高票价政策的主要诱因。在民航市场尚未进入私人消费为主的时代，高票价无疑能够在一

定时期和一定幅度内满足利润要求。但这也极易使得政策制定者失去市场消费能力的正确评

价能力，在不有效放开民航市场消费的情况下，高定价政策将极大地扭曲市场价格信号，导

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同时，也使广大消费者无法得到快捷和舒适的交通运输服务，更直接产

生了民航业的经营困境，造成社会福利的极大损失。 

 

4.2  民航机票禁折与燃油加价措施的分析 

    4.2.1  民航业机票禁折措施的评述 

1998 年民航出现亏损后，民航主管部门出于扭亏目的，以规范国内票价和整顿销售市

场的为口号，于次年推出了削减富余运力、停止实施多舱位管理和多等级票价的政策，禁止

国内机票价格折扣销售。但正如前文所述，民航业亏损的罪魁并非“多等级票价”政策，而

民航总局将 1999 年实现扭亏的功臣归于“禁折令”的实施，的确让人难以理解。下面通过

对当年民航业务增长或扭亏为盈做出了贡献的各项指标进行分析，来充分认识这一问题。 

1、非正常收入项目惊人。仅在 1999 年上半年，民航系统出售（租）飞机达 38 架之多100，

占飞机保有量的 7.2%。保守估计仅此一项将产生收入 10 多亿元。同时，民航总局将原来各

航空公司每年上交的航空建设基金，从销售总额的 10%降至 5%，由此增加的民航公司收入

也达数 10 亿元。这些可以从 1999 年民航收入统计资料看出端倪，在当年的各项收入项目中，

“其他收入”一项高达 104.68 亿元（见表 1-2），前所未有地巨额增长了 73.05 亿元，比

1996-1998 年三年总和还多出 17.7 亿多元，比 1998 年增长了 230.98%。 

2、机票禁折带来的收入增幅并不明显。而实行机票禁折所增加的收入却并不乐观，根

据民航总局提供的数据，1999 年民航国内旅客运输量为 5463 万人101，若按 10%的折扣比例，

静态收入似乎可以增加超过 54 亿元。但由于价格上涨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少、相应的服务性

收入降低以及销售费用的增加，实际带来的收入增幅却并不理想。如在机票禁折令出台后的

第二个月，反映航班效益的“正班客痤率”和“正班载运率”的二项指标均出现大幅降低（见

表（1-7）。而严格的禁折令也使全年度的国内旅客运输量增长远远低于竞争的国际航线旅客

运输量的增幅（见表 1-8）。 

         1999 年 3 月航班效益            表 1-7 

 航班效益（%） 比上月增长（%） 
比上年同期增长

（%） 

正班客座率 52.7 -11.0 -2.7 

国内 51.0 -14.0 -5.4 

国际 58.6 0.7 6.5 

正班载运率 49.1 -4.5 -2.0 

国内 46.8 -6.3 -2.2 

国际 53.9 -1.1 -1.8 

资料来源：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统计信息民航生产统计月报（1999 年 3 月） 

      1999 年旅客运输量统计表（单位：万人次）    表 1-8 

                                                        
100 课题组：“我国民航运输企业改革与重组的思路研究”，《管理世界》，2000 年 4 期 
101 如上文所述，由于国际市场存在的竞争，机票禁折令对国际航线并不能产生任何作用，故只选取国内航

线运输数据作为比较值。 



 旅客运输量 增长（%） 

总计  5.9 

国内航线 5463 4.5 

含内地至香港、澳门地区航线 376 22.3 

国际航线 631 20 

资料来源：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统计信息 

3、改变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按照我国民航行业会计准则的传统作法，飞机及发动机等

折旧年限为 10-15 年，世界上有些国家的会计准则规定相应的折旧年限在 20-25 年。102由于

延长飞机等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可以在初始投入较大的最初几年中帐面成本减少，因此，

中国民航以遵循国际通行作法为由，将折旧年限改为 20 年，仅此一项便使当年成本折旧费

用减少 10 亿元左右。 

4、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额。1999 年民航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仅为 82.89 亿元，较 1998

年减少 48.44 亿元，减幅为 36.88%。其中基建投资 57.06 亿元，较上年减少 45.4 亿元，减

幅达 44.31%（见表 1-4）。在一大批基建项目压缩下去后，民航为实现扭亏所奠定的基础不

可谓不坚实。非生产性基建投入的减少本应是值得肯定的事，但若是纯粹出于某年度的扭亏

而将项目建设推迟，则对于真正提高企业长期经营绩效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4.2.2  行政性垄断与民航市场的混乱 

    虽然机票禁折措施并不能有效促进民航运输业务的增长，但民航主管部门仍在实施“禁

折令”后，采取了更为严历的“航线收入联营”的办法，以期统一市场中的销售行为。而各

航空公司面对来自市场的压力，却又重新拿出了“价格”这一有力的市场竞争武器，各式各

样的销售折扣办法在市场中层出不穷。进入 2001 年后，民航主管部门也不得不正视因铁路

等可替代运输产品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开始允许 15 条航线的机票打折。这样，既有民航主

管部门允许的折扣，也有民航公司和销售代理点的自主折扣行为，使得整个机票价格高低不

一，出现了所谓“公众不满意，民航企业不满意，民航总局不满意，国家计委也不满意”的

混乱局面。
103
 

1、统一定价机制本身也使得航空公司无法取得定价自主权，面对来自国内市场其他运

输方式的竞争压力，争夺市场份额的努力诱使航空公司使用“价格”手段。 

虽然降价不是市场竞争的唯一形式，但却是最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当存在较大的利润空

间时，通过降价可以迫使企业加大内部管理和成本控制，引进先进的管理体制和增加技术投

入等，从而有效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一般地，人们在谈论现代市场竞争时，往往认为技术竞

争和人才竞争等形式应受到更多的重视，104却忽略了在缺乏价格竞争的市场上，无法形成这

些更高形式竞争的问题。应当明确，价格竞争是所有其他竞争形式的基础和出发点，只有在

价格竞争不再能够既满足消费需求同时，又使企业自身能够得以生存下去的情况下，其他竞

争形式才会出现。若不进行价格竞争，企业可以凭借高定价获得高额甚至垄断利润，在缺乏

外部竞争压力下，最终是无论如何形成不了技术或人才竞争的动力的，整个行业也终将停留

在垄断和低效的状态之中。 

    而来自其他运输方式的竞争，则包括高速公路、铁路等，随着我国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

展，交通运输市场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市场占有程度和比例构成也

                                                        
102 其实，从会计上来讲，加速折旧作法是对投资者税收递延的一项鼓励性措施，如我国电信业推行的加速

折旧，使电信设备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更新，对于我国电信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不知什

么原因，中国民航却并不这样看，反而认为加速折旧增加了公司的成本，真有点让人啼笑皆非。 
103 这是国家计委主要负责人对国内机票价格现状的评价。引自中新社 2001 年 07 月 12 日消息。 
104 近年来，这一理论在我国颇受关注。我们可以留心一下，这一理论更多地是出现在汽车、电信等具有明

显垄断特征的行业中，似乎主管的行业（或部门）特别希望能够在保持现在价格水平的前提下，去进行更

高层次的技术竞争。试想，以现有收入水平，如果汽车价格不降下来（反映在性能价格比上），国内厂商开

发出更先进的汽车，本已昂贵的车价将会抬得更高，那样的汽车到底会不会有人买得起呢？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在近年来火车大范围提速后，具有价格优势的铁路运输业对民航

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自 1995 年铁路运价上扬遭到消费者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后105，铁路开始从提高技术含量

着手重新抢占市场。1997 年，我国铁路业开始实行提速战略，当年 4 月和次年 10 月分别对

京沪、京广、京哈三大干线实施两次大提速，提速区段最高时速达到 140-160 公里。在广深

线采用摆式列车最高时速已达到 200 公里。2001 年 10 月，我国铁路又进行了第 3 次大面积

提速，主要集中在陇海、兰新、京九、浙赣线，形成了四纵两横覆盖全国主要地区的提速网

络。同时，铁路运价却保持了相对平稳，铁路业的市场竞争力顿时明显增强，在中长距离运

输中形成对民航的强势竞争压力。虽然火车行车速度远小于民航速度，但火车采取提速、夕

发朝至和开行公交化列车等措施，加之其地面所花时间甚至不到民航的三分之一和相对民航

较高的正点率，民航快速的优势往往被地面所用的时间冲抵不少。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公路运输的发展，到 1999 年底，高级、次高级路面公路里程占公

路总路面比重达 42.8%，尤其高速公路达到 11605 公里，总里程居世界第 3 位。106这些也都

构成了对民航业的重要竞争。 

在严峻的竞争压力下，各航空公司只有在保持速度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整个运输市

场中的份额，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下去，此时行政性垄断下的高定价无异于自绝生路。

直接面对市场竞争的航空公司在面临生存难题时，放弃僵硬的垄断价格政策，采取市场化的

价格行为无疑是明智的选择。在给定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及相对低的收入条件下，这也是唯

一可行的选择。 

由于中国民航业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在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几十年

来，我国航空业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价格机制。长期奉行的高定价政策更造成了行政

化而非市场化的价格机制，这一由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价格体系，其特点是僵化的标准，甚

至只是一个价目表，一个沿袭传统计划经济手段的产物。这样，在各航空公司依靠价格手段

争夺市场时，民航市场的内部行政性垄断，必然缺少一个可以参照的价格形成机制，而整个

运输市场的竞争却又使各航空公司不得不面对激烈的竞争。扭曲的价格机制，最终导致了市

场价格的混乱和无序。 

2、僵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传统计划经济的管制思想，使一些管制者缺乏对国内航空市

场价格竞争及其影响的正确评价，将机票的非统一价格视作混乱。相对行政指令下的价格政

策，各航空公司的价格行为便属于自行其事，甚至是离经叛道。而针对市场需求变化波动的

价格，缺少了“整齐划一”，更成为行业主管部门指责的对象。但这是否正是随时变化的市

场及需求所内含的永恒的真谛，却没有人去问个究竟。计划手段下僵化的市场模式似乎并没

有给人留下本应吸取的教训。 

民航主管部门坚持对行业的行政性垄断，对各航空公司的市场化价格行为采取了严厉打

击的办法。先后实行了机票“禁折”和具有垄断性质的“航线收入联营”价格行为，进入

2001 年后，由于来自铁路竞争的加大，民航主管部门取消了 15 条航线的“禁折令”，但却

始终未承认航空公司的市场主体地位，仍禁止企业定价。主要消费群体仍无法获得与自己的

收入水平相适应的消费价格，高高在上的民航运输服务仍没有成为大众消费对象，于是，广

大消费者对民航业提出了更多的批评。 

为真正有效地改善民航运输业发展环境，在正视市场压力的同时，抓好内部改革，改革

领导和管理体制，实现政企的真正分开，使航空公司成为市场的主体，最终依靠市场竞争建

立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才能使自身在激烈的运输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获得消费者和

                                                        
105 对铁路业因提速而造成的需求锐减问题，可参见陈文鸿、朱文晖：“中国铁路面临过剩危机”，《战略与

管理》，1997 年第 16 期 
106 王德生：“中国交通运输业 50 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经济年鉴出版社 2000 年版 



企业、行业管理部门的“多赢”。 

 

    4.2.3  燃油加价问题的分析 

2000 年 11 月，民航主管部门不顾机票价格高启的现状，再次提高了机票价格。在当年

国际油价上扬的背景下，出台了所谓“国内航线票价与航空煤油价格变动联动机制”。以 2000

年 11 月 1 日国内航空煤油实际供应价格为基准，规定此后航空煤油价格累计上涨或下降 10

％时，国内航线票价可再上浮或应下浮 3％，同时规定调价幅度不得超过公布票价的 20%。
107即“燃油加价”政策，但燃油价格波动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机票价格调整，并非由各航空公

司自行决定，而是由民航总局决定后公布执行，这样民航总局实际上决定了机票的加价幅度。 

正因此，在进入 2001 年国际原油价格实际显现出不断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若根据上述

规定，当国际原油价格下降时，国内机票价格须相应下调。但民航主管部门却在油价不断降

低的同时，两次降低了燃油调价幅度。简言之，当油价上涨时，较大的燃油调价幅度，加大

了机票价格上涨空间；而在油价下降时，则降低燃油调整幅度，以减少机票价格的下降幅度。

到 2001 年 2 月，同期的国内航空煤油价格下降了 20%。108同月 6 日，中国民航总局决定将

国内航线“燃油加价”幅度由不得超过公布票价的 20%调整为不得超过公布票价的 14%。

这一规定立即招致人们的质疑，因为在 2000 年实行“燃油加价”政策时，各民航公司实际

执行的加价幅度为 15%，根据 20%的降幅理应下降 6%，但 14%的限制实际只降低了 1%。109
 

但如前所述，国际油价 1989 年到 1998 年连续 10 年稳定在每桶 15 到 20 美元之间，

1999-2000 年间的油价上涨并不惊人，由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 和 1999 年初国

际油价大幅下跌。直到 1999 年底才出现回升，但最高也不过 36 美元。进入 2001 年，受世

界经济衰退的冲击以及美国“9·11”事件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快速下滑，国际油价

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重新回到了 20 美元左右的价格价格水平。最低曾降到约每桶 18 美元，

从 2000 年最高价算，降幅超过 50%。到 2001 年 12 月 28 日，民航总局再次宣布：从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民航国内航线“燃油加价”票价调整幅度由不得超过公布票价的 14%下调

至 8%。110
 

表面上看，这次“燃油加价”下调幅度并不小，似乎也达到了相对应的调整幅度。但实

际上，深入研究便可看出，虽然规定有价格的下调，民航实行的“燃油加价”政策却是一个

实实在在的单边涨价机制。因为若根据国际市场油价波动情况看，当前的油价远低于 2000

年 11 的价格水平，民航运输企业的燃料成本开支应远低于 “燃油加价”机制启动之初的水

平。也就是说，此时民航机票的调价数值应为负，总价格应下调，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加价

8%。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民航业存在的垄断及其非市场化运作的危害问题。 

由于中国民航公司的航油供应由中国油料公司独家垄断，航油价格并不是通过市场竞争

决定，航空公司面对垄断，只能被动接受，使航油成本可控弹性小。作为中国民航系统的独

家航油进口商，油料总公司作为集航空油品采购、运输、储存、供应、销售于一体，至今未

与民航总局脱钩的企业，包揽了全国 100％的航油进口业务。在我国民航业，航油价格比石

油进口国日本还要高出 60%，是新加坡航油价格的 2.5 倍。国内航油价格有时甚至要比国际

航油价格高出 1 倍，111民航公司的燃油成本是美国的 1.5 倍。112
 

面对航油供应的垄断，各航空公司提出了打破垄断，建立与国际燃油市场接轨的要求。

但民航总局在不打破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一家垄断供销航油体制的情况下，先进行了所谓与

                                                        
107 《关于允许航空公司收取燃油附加费的通知》，（民航机号〔2000〕6094 号文），2000 年 10 月 25 日 
108 新华社北京 2 月 6 日电，（记者林红梅、邹清丽） 
109 张立伟：“看似降实则升，机票价格另有算法”，《中华工商时报》，2001 年 2 月 8 日 
110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记者张建平） 
111 “中国民航效率低下，转嫁危机乘客买单”，《21 世纪经济报道》，2001 年 2 月 27 日 
112 “中美航空公司成本结构比较研究”，《民航经济与技术》，2000 年 9 月 



国际接轨的价格变动机制。受到垄断保护的油料公司，本已有制定垄断价格以谋取高额利润

的冲动，在国际油价上涨的情况下，完全不顾国际油价总体水平的稳定状况，提价的要求更

为强烈。当在油价回落时，却凭借垄断地位，使价格呈现出刚性上涨。113一般看，航空燃油

成本在中国的航空公司飞行成本中占 20-30%，远高于美国等国家，因此，居高不下的国内

航空燃油价格使得各航空公司经营成本持续上涨，以国航为例，2000 年用油约 120 万吨，

共支出 33.5 亿元，为其运输成本里的最大开销，114若按 60%的超额幅度，仅此一项就实际

多支出了 20 亿元。这表明，即便航空公司通过提高经营绩效而获得的收益，最终也会转而

被垄断的航油公司得到，从而使航空公司丧失追求更高经营绩效的动力。 

据预测，中国航空油料需求总量在未来 10 年内将因为国内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而年增

10％，其中进口量年增 16％。到 2016 年，航油进口量将达到 1600 万吨，115燃油价格将成

为民航业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一环。因此，打破对航空油料供销体制的垄断成为我国民航业

应予重视的新课题。这可以通过行业分拆或允许航空公司向国外供应商直接采购的办法加以

解决，只要给予航空公司市场自主权，油料供销体制的垄断将迎刃而解，这已在国外航空公

司在我国航空机场的油料采购过程中有所体现。 

根据有关资料，在对内制定高价获取垄断利润的同时，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为获得具有

采购自主权的国外航空公司的订单，制定了甚至较国外市场更低的供应价格。据中航油负责

人称，在中国，具有批量采购，以及集中运输和锁价保值的航油总公司，供应价格较国外企

业更低，就连英国石油（BP）的合资企业也直接从中航油总公司购买油料。116这种内外有

别的价格歧视机制，实际上造成了国内消费者对国外航空公司的补贴，使得本已处在较低经

济发展阶段的中国消费者遭受到更多的福利损失。可以肯定的是，在垄断基础上实行的歧视

性定价，只有在市场可以完全分割时才能奏效。因此，打破我国民航市场存在的行政性垄断，

不仅是消费者和航空公司的要求，更应是行业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目标。 

 

4.3  我国民航业改革与重组方案评述 

    4.3.1  美国的取消管制与航空自由化政策介绍 

民航业在发展之初被视作自然垄断行业，美国同样如此。但在 1975 年美国参议员肯尼

迪首先提出了取消管制（Deregulation）的主张。117之后，担任美国民航委员会（CAB）主

席的经济学家卡恩认为民航业并非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在民航业引入竞争将使经营更有效

率，能够限制其过高的利润，而简单的放任政策不能够保证形成完善的竞争体制。在他的主

持下，美国民航业进行了打破垄断和引入竞争的过程，并于 1979 年 10 月由卡特总统签署了

“航空公司取消管制法案”。法案规定要逐步取消对国内航空公司在航线和运价方面的管制；

自 1982 年 1 月 1 日起，美国国内航空公司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国内市场或开辟新航线。

为防止因取消管制后的短时期内票价的异常波动，该法案还制定了一个“行业标准票价水平”

（Standard Industry Fare Level, SIFL），明确各航空公司可以根据这一标准，在+5%∽-50%幅

                                                        
113 当然，中航油公司有时也会为自己勉强地找出一、二个理由。如中航油提出占公司采购总量 70%的国内

航油（来自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公司），其出厂价受国内炼厂的成本限制，一直高于国际市场。当 2000

年 10 月新加坡机场、日本机场航油销售价格折合人民币 3350 元／吨左右时，同期国内航油出厂价为 3710

元／吨，比新、日等国高出 10.7%。这似乎有将矛盾转移至其他垄断主体的意味，但至于中航油卖给国内

航空公司的航油价格比国际市场航油价格高出不是 10.7%，而是 60%甚至更多，中航油公司却没有给予足

够的解释（参见《新快报》，2001 年 11 月 23 日）。这里，也提出了另一个应当予以重视的垄断现象，即在

国内石油化工领域同样存在的行政（行业）性垄断。 
114 《新快报》，2001 年 11 月 23 日 
115 “中国民航效率低下，转嫁危机乘客买单”，《21 世纪经济报道》，2001 年 2 月 27 日 
116 参见《联合早报》2001 年 12 月 3 日对中国航油总公司负责人的专访 
117 顾其行：《国际航空运输管理》，知识出版社 1987 年版，P206 



度内自由调整票价，同时规定若民航委员会认为航空公司存在价格上的垄断行为时，可以进

行干预。最后，明确了美国民航委员会的原有职能将逐步取消（顾其行，1987 年），其有关

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职能将移交给联邦贸易委员会，反托拉斯职能移交给司法部。此后的美国

民航业开始的“再管制”（Re-regulation）则将管制的焦点从运费或航线分配转向了飞行安全

（史普博，1999 年）。 

    1978 年的美国放松管制政策，其目标便是自由竞争与反垄断，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供需

和价格，减少直至取消政府的干预。在管制取消之初，由于管制所形成的行政性垄断，使民

航业在当时属于高利润行业，因而出现了大量航空公司涌现的现象。随着投资的增多，竞争

开始加剧，高额垄断利润也随之消失，整个行业出现了重新组合，既有大量的新公司诞生，

也同时伴随着不少公司的倒闭，如在 1978 年至 1994 年间，先后新成立了 233 家航空公司，

同时倒闭的则有 198 家公司，甚至包括著名的环球、泛美等老牌航空公司。进入 1990 年代，

美国航空市场趋于相对稳定状态，其前 6 家航空公司占国内航空市场的份额约 82%，前 3

家占市场份额约在 50%以上。 

总体上看，美国航空业的取消管制和引入竞争机制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美国民航

业整体上呈现出优质低价的特征，航空企业不仅技术水平与经营效率高，服务质量优，其价

格水平也处在相当低的水平。1997 年，按年营业额收入计，世界航空公司实力排序中，前

10 名航空公司中，美国就占有 5 席（其他有日本的日航及全日空、英航、法航和德国汉莎

航）。年营业额都超过了 100 亿美元。而中国民航现有飞机 500 多架，美国美利坚航空公司

一家的飞机数量便为 697 架；中国民航年运送旅客人数为 6000 万人次，而美三角航一家年

运送旅客为 1 亿人次；中国民航年货邮周转量为 350 万吨公里，而美联邦快递一家的年货

邮周转量为 1000 万吨公里。 

 

    4.3.2  中国民航业的改革与重组 

    中国民航经过多年快速发展，积累的各种矛盾不断暴露，改革存在着继续深化的要求；

同时，面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航空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国外航空公司将逐步向中国市场渗

透，民航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2000 年 7 月，民航总局表达了组建三大航空集团的意愿，

意欲将总局直属的 10 家公司，组建为以国航、东航和南航为基础的三大航空运输集团公司。 

2001 年 4 月，民航总局直属航空企业改革、重组方案公布，118民航总局直属 11 家公司

组建成 5 大公司：以国航为基础，联合中华航空公司（包括中航浙江）、西南航组建新的航

空公司，重组后的国航资产总额达到 560.5 亿元，飞机 118 架，航线 339 条，其中国内航线

286 条，国际地区航线 53 条，员工 20325 人；以东航为基础联合云南航，兼并西北航和长

城航，重组后的东航资产总额 473 亿元，运输飞机 118 架，航线 437 条，其中国内航线 383

条，员工 25109 人；以南航为基础，联合北方航、新疆航组建新的航空集团，重组后的南航

资产总额 501 亿元，运输飞机 180 架，航线 606 条，其中国内航线 512 条，员工 34089 人。

同时将民航计算机信息中心和中国航空结算中心合并组建中国民航信息服务集团公司，将中

国航空油料总公司与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总公司合并组建中国民航保障服务集团公司。重组

方案中并未涉及地方航空公司，完全是一个以政府部门为产业重组的辅助主体、以大型航空

企业集团为产业重组的基本主体的实施方案。 

民航总局希望通过对直属航空公司的“拉郎配”式重组，一步到位地扶持起所谓的大型

航空集团。这一方案的出台，表面上似乎是为了与美、英等国的航空巨头相抗衡，但实际上，

由于这次重组方案是在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策划下制定的，重组也限制在民航总局直属企业范

围内，若按此思路进行，我国民航业的低效高价等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将会使长期存

在的行政性垄断由此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118 “票价改革仍无影踪，民航重组方案低调出台”，《中国经营报》，2001 年 4 月 30 日 



    1、政府主导下的重组只会强化政企不分，也无力打破长期存在的行政性垄断。多年来，

我国民航一直政企不分、管理粗放低效及缺乏竞争等固疾。这次重组本属企业行为，应该以

企业为主体，民航主管部门所做的只能是通过制定有关政策予以引导。重组是基于市场的企

业自愿行为，既存在大企业对小企业的并购，也可能形成具有优势的小企业对劣势的大企业

的兼并，其前提是价格体系的放开，价格信号不存在扭曲，政府也不进行补贴。 

    但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思想影响，我国民航业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步伐缓慢，政企职能

错位。长期的政府管制传统以及政企不分使得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越位带来了很大

的负面影响，行业主管部门要管行业标准，更要管企业和市场，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政企分

开的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难彻底进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的主体应是企业，

但各航空公司并未真正拥有多少自主权，分散于各直属航空公司的国有资产实际上处于无人

负责状态。119体现在这次民航重组方案上，就是方案并不是建立在对市场充分调研的基础之

上，重组变成一个新的行政性任务。航空公司也只是凭感觉决定重组对象，在重组过程中，

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更多的只是行政机构的变更而已。 

2、国内市场的垄断将进一步加剧。实际上，我国民航业的寡头垄断格局十分明显。一

般地，测量某一市场的集中度，即产业集中率（concentration ratio），可以最大的若干家企业

的资本量或销售收入等要素为依据，计算其占整个产业的比重 120。用公式表示为：

 mnnn QQQCR  / ，式中： nCR ——产业集中度； nQ ——前n 家企业的资本量（或销

售收入等），n 的取值一般为 4 或 8 家企业； mQ ——产业内其余企业的资本量（或销售收

入等）。当市场为完全垄断时，单一企业的资本量便是整个产业的资本投入量，这时的

nCR =1；当市场为完全竞争状态时，单个企业的资本量占整个市场资本投入量比重非常小，

则 0nCR 。因而当 1> nCR >0 时，反映出市场从完全垄断向完全竞争的变化程度。 

    根据 1994 年统计数据121，分别按民航运输总周转量（ aCR 表示）和旅客周转量（ bCR

表示）两项指标，计算出的全国民航业市场集中度为： 702.04 aCR ； 827.08 aCR 和

638.04 bCR ； 789.08 bCR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民航市场集中程度是相当高的。

虽然我国民航市场存在着多达 23 家航空公司，但除个别航空公司外，多数航空公司尤其是

地方所属航空企业市场占有率相当低，如排名最后二位的山东航空公司和南京航空公司合计

的 1994 年旅客周转量仅占全部市场的 0.01%。在这种情况下，民航总局组织的重组方案仍

以其直属公司为对象，虽然宣布的重组原则中有“企业自愿”，但最终还须由“政府引导”

进行，虽然再三强调不进行“拉郎配”，但当属于地方政府管辖的山东航空公司主动提出兼

并归民航总局直属的西北航空公司时，主管部门却以不回复的方式予以阻止。重组最终演变

为几大集团之间利益的一次均衡分配。 

按此方案实现重组后，由原民航总局直属航空公司参与的我国航空市场市场集中度将进

一步提高，极有可能形成新的行业垄断格局，而这种建立在行政性垄断基础上的新的市场化

垄断势力，将可能进一步扭曲国内市场的垄断格局，导致对不能参与重组的地方所属航空企

                                                        
119 “民航重组能否救市，盛传方案即将出台社会各界反应冷淡”，《中华工商时报》，2001 年 11 月 29 日 
120 参见劳杰·克拉克：《工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0 年版 
121 参见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计划司，《从统计看民航 1995》，中国民航出版社 1995 年版 



业新的不平等竞争。这种借行业重组扩大特定利益集团市场占有率，提高垄断势力的作法，

是十分危险的。 

此外，重组方案在推出三大航空公司之外再次明确了航油、航材集团的垄断地位（所谓

的“保障集团”），从而使得中国航空业的垄断性更加突出。这不仅会导致抑制竞争而带来资

源利用的效率低下，还将使得本来实力就较弱的地方性中小航空公司受到更大的垄断威胁。

原本应当是整个民航业和改革与重组方案，却最终演变成民航总局直属企业的重组协议。因

此，在航总局重组方案公布后，四川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山东航空公司等 6 家地方航

空公司立即反应在上海宣布组成中天航空联盟。122
 

3、市场开放有限。在 WTO 有关《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有四项航空运输纳入多边贸

易体制，但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中国只承诺开放其中两项，即：飞机的维修

和保养、计算机订座系统服务。因此，我国民航市场的是有限度开放，国外航空公司并不能

在中国“入世”后立刻进入中国国内航线营运。而国际航线并不存在开放问题，只要国家间

存在着开放协定，该国的航空公司便可以运营，只是航线运营的规模存在差别而已。面对竞

争的国际市场，中国民航业的高价政策使其在竞争中尽显劣势。 

    据统计，我国直属航空公司空勤人数由 1992 年的 8240 人增加到 1998 年的 14320 人，

平均每年增长 9.4%；而同一时期空勤费用由 15557 万元增加到 96069 万元，平均每年增长

38.0%，约是人数增长的 4 倍；人均费用平均每年增长 26.0%，几乎是空勤人数增长的 3 倍。

这种增长是不合理的。同期我国在册飞机飞行小时年平均增长 8.4%，人均吨公里年均增长

4.3%，空勤费用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速度。123可见，在垄断地位的保护下，

民航总局直属企业效率是很低的。民航主管部门或许希望通过重组以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

本，提高绩效。但只要能够获得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航空公司可以轻松地获得垄断利润

的前提下，必然缺乏降低成本、提高绩效的压力，更遑论主动迎接市场竞争。 

 

4.4  发展我国航空业的几点认识 

 

    1、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是民航业发展的唯一出路。自从美国民航业进行了成功的管制

改革之后，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民航业属于竞争性行业，而非自然垄断行业。但长期以来对

“飞行安全”的强调，成为我国民航业维持垄断和反市场化运作的特殊借口。而垄断的存在

正是我国航空业在依靠外延增长方式无法获得相应收益的情况下，出现巨额亏损的重要原

因。如果继续维持垄断，我国民航业市场占有率将会随着铁路、高速公路等可替代竞争产品

的发展而进一步萎缩。因此，只有建立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才能使航空企业在竞争中提高

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从而提供优质低价的航空运输服务，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

贡献。 

    在建立竞争机制的基础上，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航运价格体制。国内各大航空公司

条件各异，航空运输成本自然不一样，但民航总局依靠行政手段严格限制航空公司的票价，

在这种垄断价格体制保护下，各航空公司往往不会注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市场竞争力弱

化，航空企业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和重组也很难推进。 

2、实现彻底的政企分开，使航空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我国的行政垄断多是因为

                                                        
122 中国地方政府所属航空企业经营实力并不弱，如新组建的中天航空企业集团共有飞机 100 架，经营着

500 多条航线，总资产近 200 亿元。虽然总资产低于三大集团中的任何一家，但 2000 年运输总周转量和实

现利润分别占全民航的 12%和 35%，经营效率比总局直属企业还高。参见“票价改革仍无影踪，民航重组

方案低调出台”，《中国经营报》，2001 年 4 月 30 日 
123 “中美航空公司成本结构比较研究”，《民航经济与技术》，2000 年 9 月 

 



政府政策的需要而形成的，如军工、烟草等行业，但也有些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不完善或不

彻底的体制改革所造成的。一些本应实行充分竞争的领域，政府仍过度干预。这在民航业则

表现为市场准入的限制，世界航空市场已经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但在我国却依然实行严格的

管制。代表政府的中国民航总局同时兼有产业调控者和许多航空公司大股东的双重职能，民

航总局从高级经理的任命到飞机采购，直接干预航空公司的运营，直接造成了整个行业的低

效运行。而航空公司的重组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民航管理体制改革与民航运输企业改革不

到位，是制约产业重组的最大障碍。 

因此，我国民航业的改革首先应实行政企分开，作为政府部门的民航总局不再直接管理

企业，其行业管制职能将限制在飞行安全、服务、质量标准等范围内，彻底改变民航主管部

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角色。各航空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将自行决定是否进入（或退出）

某一航线、制定服务价格（机票价格）等，通过市场竞争手段，实现航空企业的优胜劣汰。

同时，要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3、要防止特定行业，凭借垄断地位，通过在市场上维持供不应求的状况，抗拒体制改

革要求的倾向。民航主管部门将全行业性的重组与改革，演变成直属企业间的“行政机构”

式改革方案，有形成更大的市场垄断可能。结合民航业自 1999 年来为实现“扭亏”而采取

的削减所谓“过剩”运力等作法，其维持强大的国内市场垄断格局的可能极大。要实现全行

业资源的最优配置，必须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在政企完全分开的前提下，使企业在竞争中完

成优胜劣汰的过程。也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民航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形成国际市场可与国

外航空巨头相抗衡，国内市场放开竞争格局，而不是保持对国内的垄断，以国内消费者利益

的损失去增强所谓国际竞争力。 

4、民航业的改革还应注意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改变国内民航业资产所有制结构单

一，主要由政府直接投入、经营航空运输的投资体制。政企不分的运输管理体制，阻碍了社

会资金、外资进人民航业领域。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航空公司普遍实行了股份

制和民营化，取得了明显效果，政府作为投资人和所有者的职能趋于弱化，企业应最终成为

市场的主体。鼓励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投资主体进入航空运输市场，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

制度。改变我国民航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的经营现状，有效降低企业的负债率，提高其市场

竞争力。 

 

 

 

本文的结论和政策意义 

 

    1、具有严格成本次可加性的自然垄断如同完全竞争一样，是理想的市场状态，但由于

城市供水、电信、交通运输等行业的成本次可加性却无法得到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证明，自然

垄断的理想状态并不应成为该行业在市场实践中实行垄断的理论基础。世界电信业的发展便

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而近来中国电信市场的改革和发展过程，尤其是 2001 年底中国电信的

南北分拆方案，为有效打破电信的垄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更为自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从而

有效打破垄断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范例。 

由于中国国有经济发展的特殊历程，决定了中国公共产品和一些自然垄断性产业在缺乏

市场竞争检验的过程中外在地具有了垄断地位，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和经济管制的传统，市

场竞争的引入受到了垄断既得利益集团以及政府管制制度的阻碍，垄断不仅在市场内存在，

还出现了垄断的延伸。另一方面，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也进一步说明，我国一些自

然垄断性行业在打破垄断和引入竞争的实践中并未受到传统理论的束缚，尽管引入竞争的过



程或许更多地是受到其他利益集团的影响，但实践的结果却有效的打破了垄断格局，增进了

社会福利。反观自然垄断理论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实践的过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2、一些具有资源独占性的产业，在稀缺经济条件下，垄断性无疑将会进一步加强。对

于具有成本次可加性和规模经济特征的自然垄断产业，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其产业范围将

越来越小。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市场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如运输市场的发展，

更多的异质可替代产品的出现，为竞争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市场基础，也推动了铁路运输业和

航空运输业的改革。另一方面，应不断细化自然垄断性产业内部，使从事多产品生产的企业

不断从自然垄断行业中剥离，如对于城市供水企业而言，对于来自市场竞争的产品生产进行

分离，使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行业（或业务）进一步缩小，在此基础上，以市场外的竞争取

代市场内的竞争。同时，取消对产品（或服务）价格、资源分配等方面的传统管制，建立以

行业标准、安全要求、服务（产品）质量等为核心的政府再管制体制，以维护可竞争市场的

有序发展。 

3、客观地看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竞争现象，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竞争不足和

广泛存在的垄断现象，导致人们并不习惯看到激烈市场竞争引起的优胜劣汰，尤其是当许多

企业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时，对市场的感性甚至影响到经济研究的理性。当前在我国市

场经济体系完善过程中，缺乏对自由市场竞争的大力鼓吹，反而更多地是对竞争可能的影响

的批判。诚然，市场存在着“失效”，竞争也不是市场中的唯一，但在一个尚未建立起完备

的市场竞争机制，缺乏竞争尤其是公平和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中，对竞争的扭曲只能使垄断

的基础更加难以动摇，从而导致更大的社会福利损失。 

    4、当前，我国垄断性行业引入竞争还面临着行业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等滥用行政职权

所形成的巨大垄断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应在区分法定垄断和行政权垄断的基础上进行。在

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中，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在市场运行的作用是维

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同时，进行垄断性行业的产权结构调整，鼓励国外资本与国内民间

资本的进入，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加速政企分开，对于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更应如此。

在将竞争机制引入垄断性行业过程中，产权多元化是极为关键的一环，而实行政企分开，完

成政府职能的“归位”将成为重要的制度保证。 

    5、制定并尽快出台我国的“反垄断法”。随着中国成为世贸成员，反垄断法的出台不仅

是针对国内的市场主体，也将有力地防止国内企业遭受来自国外巨型企业集团滥用垄断地位

的行为。我国“反垄断法”还应针对行业或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所造成的市场垄断，明确

其法律责任，纠正以行政权力取代法律权力的错误作法。对“反垄断法”中有关反垄断法适

用例外的行业应建立相关的制度规范予以限制，以保证市场竞争机制能够建立在公平和有序

的基础之上，从而有效地防止垄断，并通过市场竞争推动我国垄断性行业的改革与发展，促

进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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